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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得·德鲁克曾说：“企业只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营销，一个是创新。”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近年来，尽管华为和腾讯等企业对创新多有投入，但整体而言，中国企业仍呈现创新力不足的情况。究其原因，既有企业家对创新认识不足的因素，也有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等诸多外部干扰因素。

传统观点认为，一个社会必须自行安排好基础设施、司法机构、立法机构、金融市场等等，然后才能有创新。它将由政府或NGO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措施视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然而，“颠覆式创新”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却持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创新才是社会借以发展的途径。创新不仅仅发生于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之中，也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制度，减少腐败现象。如果此类国家虽然有各种创新活动，却依旧发展失速，那么可能不是发展上有问题，而是创新存在问题。

克里斯坦森与两位合作者，在对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前沿经济体的创新活动进行广泛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理念，其核心内容即为本期的封面文章——《开辟式创新》。

所谓开辟式创新，是指企业能够察觉到市场潜在的甚至连用户都不自知的需求，通过一种新型商业模式，为用户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产品或服务，进而开辟出一个前所未有、前景广阔的庞大市场。

文章中列举了三个振奋人心的案例，既有尼日利亚估值达33亿美元的“诺莱坞”的由来，又有中国格兰仕的领导者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撬动起一个当时并不存在的微波炉市场，还有英国创业者如何在不发达国家以接近零手续的方式，向低收入者销售保险。

虽然开辟式创新这一概念来源于前沿经济体，却广泛适用于各大经济体。比如，无人驾驶汽车的诞生，在中美等多个国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并带动这些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合法地上路测试，而不必再收到罚单。

继2015年对颠覆式创新这一概念进行重新修订后，克里斯坦森此次提出的开辟式创新概念，是他对自己创新理论的又一次扩展。除了理论与案例，三位作者还在文末给出了企业开辟新市场的方法。我们相信，通过阅读本文，那些有志于创新的企业家，将能够从中找到很多灵感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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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马歇尔·费舍（Marshall Fisher）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与某服装公司创新供应链管理相关的合著文章，之后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沃顿毕业生，还创建了一家零售店。“他看到了这篇文章，希望我帮助他提升公司业绩。”费舍尔回忆说，“我要处理海量数据。这对我这种痴迷定量分析的人来说，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工作。”自那以后，他就开始钻研零售业务。他和桑提亚哥·加利诺（Santiago Gallino）、谢尔盖·奈特西（Serguei Netessine）合著的文章探讨了员工配置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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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邀请《哈佛商业评论》前编辑凯伦·迪伦（Karen Dillon）
 加入他和艾弗萨·奥热莫（Efosa Ojomo）的团队，研究创新对非洲国家脱贫的影响时，迪伦答应得并不干脆。她和克里斯坦森曾就创新话题写过文章，但她对本期文章的话题尤其感兴趣。“我一直都热衷于发现和讲述创新者在貌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出极富价值产品的故事。”迪伦说，“他们是超级英雄，不仅开拓市场并提振本地经济，还在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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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雷德里克·拉格朗日（Frédéric Lagrange）
 2001年开始旅行摄影师的职业生涯，他已经在超过100个国家拍摄照片，后来又进入了肖像画和时尚领域。他天生具有跨文化和语言障碍的能力，因此可以深入印尼群岛的隐蔽海岸，也曾行至蒙古和阿富汗的崎岖山岭，寻找并讲述当地人的故事。他的作品曾刊登在《名利场》《Vogue》和《纽约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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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假新闻了解多少？


那些阅读过假新闻的读者再次看到它时，更有可能认为那是真的。即使新闻中有警告表明其传达的事实存在争议，如果读者事先看过该新闻，仍会选择相信。如果人们认为假新闻是真实的，他们就可能随意地分享。正因如此，研究人员正在寻找遏制其传播的方法。







哈佛大学肖伦思特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记者资源”

项目的执行主编 丹尼斯 - 玛丽·奥德韦
 | 文

我们只会得到符合自己要求的新闻

理查德·奥尔尼克｜文

如何对抗虚假信息

克莱尔·沃德尔｜文

与假新闻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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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高昂代价

消除浪费是管理学的终极目标，但过度强调精简会引发大量问题。公司应同样关注复原力。



当公司高层内斗

一家公司的CFO和销售负责人关系恶劣，争执不断。公司正处于上升期，CEO不知自己是该设法化解两个人的矛盾，还是该将他们一起开除。



在优秀员工离职时如何为团队“打气”

像应对其他棘手问题一样，管理者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自己。深受爱戴的员工离职，若处理得当，那就只是一块微不足道的小小绊脚石；若处理不当，将可能成为导致整个团队士气走上下坡路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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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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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期的领导秘诀

在于同理心


巴蒂·桑切斯（Patti Sanchez）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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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我与一位重新思考公司战略的CEO合作，希望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并实现财务成功。这些都是重大变化，将影响从提供服务到组织架构的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

我跟CEO和执行团队坐下来思考沟通计划时，并没有问具体如何变，而是问员工对变化可能怎样感受。我们从她的团队开始，因为我从事沟通顾问时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即变动过程中如何向员工传达信息比信息内容本身更重要。传达有关公司转型的消息时如果缺乏同理心，会导致失败。

对公司变革的研究表明，所有领导者都认为，如果想转型成功，认真沟通至关重要。但事实上，大多数领导者并不清楚该怎么做。我在沟通咨询公司Duarte担任首席战略官，公司调研200多位知名公司高管后发现，69%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启动或正经历变革。不幸的是，50%的高管表示没有充分考虑团队对变革的看法。更糟糕的是，近一半人表示变革时基本“靠直觉”。

如果领导者希望成功实现公司变革，就要确保团队充分了解情况并积极协助实现目标。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更好地了解员工的看法。



每个阶段都要明确受众

精通变革的顾问通常会建议，领导者启动变革计划时想好各种受众的角色。不过，考虑到整个过程中人们的需求会随之发展，应在每个阶段重新评估对象情况。

之前提到的CEO案例中，我们首先按层级和职能了解公司关键员工的分布。随后我们采访每个领域的员工，了解典型的思维模式。访谈中我们会问及员工对公司当前战略的信任程度、感受、问题和担忧等等，还问他们希不希望管理层做出具体改变。

利用访谈中收集到的意见，我们可以了解各员工群体对工作变动的感受，根据具体兴奋、害怕或沮丧情况安排沟通情况。例如，与对变革感到兴奋的员工沟通时，会鼓励他们带动不太积极的同事们。

随着公司开展转型并进入变革新阶段，请重复访谈过程并认真倾听。如此便可了解人们的感受如何随时间变化，并根据当前情绪确定沟通方式。



描绘未来场景

虽然过渡期间有必要对一些情况保密，但一般来说，员工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应对变动过程中的不适。所以要了解团队里的恐惧情绪，然后公开答复。

与领导公司战略变革的CEO合作时，我们讨论了调查中发现担心情绪后如何应对。一名员工担心变动将导致有才能的员工离职，留下的员工负担加重。

之后一次全公司会议上，CEO承认担心人才流失，随后介绍了一些数据，内容是近期公司人员流转主要是减少绩效一般的员工数量，从而降低对其他员工造成的拖累。她还解释说人力资源部门正加倍努力加快招聘，面试时遵守严格的标准，确保新入员工素质优秀。

人力资源部门往往对离职的细节保密，此时CEO公开谈论离职话题可能有些冒险。但事后员工的反馈表明，如果CEO敢于正面应对人才流失导致的恐惧，就可以建立信任。



要确保各级员工均知情

没有广泛的参与，转型就无法成功。一家大型欧洲零售银行在大型变革期间就做了成功的尝试。采用“基于对话的规划”后，CEO先从顶层角度讲述了银行未来发展的故事，再要求执行董事添加“章节”，分享与其部门相关的详细信息，随后每位董事要求自己的团队各自添加章节，包括变动对其职责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一过程持续向下囊括了五个级别，一直到分公司经理，确保受影响的人们都了解变革对自身的影响。

类似行动可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积极参与者，可以贡献一些价值。在同一家银行，零售业务总监写到客户希望银行业务流程加快。支行员工读到后补充说，文档成像器经常发生故障，是个很头疼的问题，而且经常导致业务处理速度下降。最后，一线员工想出了实际且有用的调整方式，结果各方都很满意。

商业行为发展迅速，但企业领导者应时刻不忘怀有同理心，实现有效激励和领导。要对参与公司转型的每个人表现出同理心，如此一来团队会感受到重视和包容，也充满动力，团结推动公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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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蒂·桑切斯
 是Duarte，Inc首席战略官，为全球品牌和事业介绍很多有说服力的案例。她还曾与南希·杜瓦特（Nancy Duarte）合著有《启发》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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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运用集体智慧


布拉德·迪维斯（Brad DeWees）

朱丽叶·曼森（Julia A. Minson）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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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清复杂问题是管理团队的责任，其中可能包括预估明年市场的增速，或寻求打败竞争对手的最佳策略。对于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利用“集体智慧”，即询问众人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将其整合为最佳总体决策。有证据表明，通过结合多个独立判断所做出的决策通常要比专家的一己之见更加准确。

但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一方式存在隐形成本。当人们形成自身的观点之后，他们便不大可能接受他人的观点，而这一现象会导致观点持有者对他人及其观点做出较为负面的评价。幸运的是，我们的调查还介绍了几种尽可能减少这一成本的方法。



独立判断存在的问题

“集体智慧”指的是通过一个非常具体的流程所产生的结果，其间，人们会以统计学的方法对独立的意见进行整合（也就是采用平均值或中值），从而形成精确度最高的最终意见。然而在实践当中，人们在整合自己与他人的预估时很少遵循严格的统计学准则；而且其他一些因素通常会让人们更倾向于给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意见更加积极的评价。例如，是遵从老板的预估还是遵从数据的结果？是遵从专家的意见还是新手的意见？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因素，它似乎也能影响我们对他人意见的看法：也就是人们已经形成了自身的观点。作为团队领导者，我们开始注意到，团队成员之间出现摩擦的一个主要诱因在于，团队成员在达成统一行动方案之前均按照各自的想法行事。但我们不清楚的是，像工作流程定序这种简单的事情——在评估他人的意见之前便已形成自己的意见，是否也会导致紧张关系的出现。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进行了一项试验，其间，我们随机将受调对象分成两组进行对比，一组为已形成自身观点的人群，另一组则是通过评估他人意见得出自身观点。我们要求424名美国父母估算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养育总成本。他们还会评估其他人的估算结果——我们称之为“其他父母”的估算结果。事实上，它是由财务专家通过协商后得出的估值。

即便接受评估的估算值完全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已经进行估算的父母在首次评估时倾向于给出负面的意见。那些最初已形成自身看法的父母认为他人的估算值至少是“较有可能是正确的”概率，比在评估他人意见时未形成自身看法的父母低22%。

我们很想知道，这一结果是否会因群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上述调查和我们开展的其他调查中，我们审视了其结果是否会因为性别、老少、是否是专业人士这些因素而发生变化，但我们发现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最初已形成自身意见的决策者更有可能对他人的意见给出负面的评价，这一点与性别、年龄或专长无关。

在第二项调查中，我们要求164名美国国家安全专家评估人质营救策略，并评估“另一位国家安全专家”提出的策略。与第一项调查成本估算问题不同的是，这个问题并非是量化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尽管存在上述不同，且受调对象均为专家，但在评估他人意见之前便已形成自身意见所带来的影响依然没有变化。相对于在形成自身观点之前评估同僚策略的专家，那些已经形成自身观点的专家更倾向于系统性地贬低同僚的策略。

我们还要求参与者根据评估对象的推荐策略，对评估对象的智商和道德进行打分。即便实际的推荐完全是一样的，而且与排序无关，但相对于评估后才形成自身观点的专家，那些此前已形成自身观点的专家更有可能对同僚的意见给出负面的评价。

为什么人们在形成自身观点之后会对他人观点做出不良评价？关键因素取决于其自身评估与他人评估结果的差距。当我们要求这两项调查的参与者仅仅是查看别人的观点之后形成自己的观点时，参与者自身的观点将趋向于他们所查看的观点，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锚定效应。作为对比，当参与者独立形成自己的观点之后，他们更有可能反对他们随后被要求评估的观点，并将其看作与自己的观点格格不入，因此也就更有可能认为该观点是不正确的。

尽管分歧不一定就是坏事——集体智慧便源于对不同意见和预估的整合，但人们首先必须对其进行正确解读之后才能有效地利用。在大多数案例中，分歧意味着一方或双方的观点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我们的数据显示，人们往往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分歧，也就是自己的预估是正确的，而且其他人的是错误的。

我们开展的最后一项调查便是探索“解读”的影响。我们要求401名美国成年人先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查看此前一个调查中随机选出的其他受调对象的观点。一些参与者十分认同他人的观点，也有一些人认为双方的观点存在巨大分歧。随后，我们要求他们给两个观点的质量打分。我们发现，分歧越大，人们对另一个观点的评论也就越苛刻，而他们对自身观点的评估却没有什么变化。那些表示有分歧的参与者认为其他人是错误的，而自己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评估其他人的观点之前便形成自己的意见（与之对比的是先评估，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会带来社会成本：参与者会轻视他人的评估和观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认为他人的观点不道德，也不理智。



如何更好地决策

如果经理们希望获得更好的判断，并尽可能地减少因雇员迷信其观点所带来的成本，他们该怎么做？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要做出最准确的决策，团队成员应在通过集体讨论形成共识之前形成各自独立的观点。

我们的调查结果还显示，这些决策者还应预先研究一下通过什么样的策略来整合众人的意见。具体的策略取决于团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然而，提前研究整合策略可以避免团队成员在形成各自观点之后对其他人的观点作出负面评价，从而保护整个团队。

那些面临量化问题的团队应尽可能地专注于确保整合流程不会受到个人意见的干扰。评估市场增速的团队面临的便是量化问题；他们应提前确定整合不同团队成员意见的算法（例如简单的均值或中间值）。

面临非量化问题的团队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进行人为的整合。对于这些问题，团队应确保负责制定最终决策的人不会在看到他人的观点之前形成自身的观点。这一点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做到。在经理们评估其属下的观点之前，他们往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上述问题凸显了重要的一点：研究整合策略更多的应该属于结构性的事务，而不是临时决策。无偏见的整合要求构建相应的工作流程，以避免负责整合意见的人在一开始形成自己的观点，或至少努力避免决策流程受到最初观点的不利影响。

在个人层面，团队成员应重新审视对待分歧的态度。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人提出分歧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然而，如果大家都能本着理智而谦虚的态度，那么这一点倒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对于团队来说，分歧应被视作宝贵的信息。把分歧看作价值的表达而不是诋毁的理由，可能是通过集体智慧来解决复杂问题，并规避其成本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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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迪维斯
 是哈佛大学博士生，也是一名现役军官。他的研究专注于社会过程对判断和决策的影响。作为一名军官，他在空军战术空管组服役。敬请通过领英或Twitter关注布拉德。朱丽叶·曼森
 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副教授。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她的研究方向是群体判断与决策、谈判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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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化和就业的

5个紧迫问题


杰德·科尔克（Jed Kolko） | 文

刘铮筝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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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动化、算法以及人工智能（AI）创造的就业机会最终能否比它们毁灭的多。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一项被广为引用的研究预测，47%的工作将实现自动化，而且技术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近年来就业水平下降的因素之一。有些人已经在为没有工作的世界做准备。

但自动化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而工作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取代某些人类劳动的同时，自动化也促进了对其他人类劳动的需求。此外，目前就业市场的震荡较为缓和。近几十年来经济中就业结构的变化速度也低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水平。如今，经济学家担心的是就业市场活力不足——移民和员工流失率等流动性和活力指标已持续滑落了几十年。

但无论自动化会让总就业人数增加还是减少，我们都不该因为这样的不确定性而无视或偏离有关自动化的其他急迫问题。以下是自动化和就业领域被人们忽略的五个重要问题。


所在岗位实现自动化后，劳动者能转到新的岗位上吗？
 自动化带来的问题不仅来自有多少工作因它而消失，还来自实现自动化后劳动者能否转赴其他岗位。我们Indeed网站掌握着一些受威胁就业者如何寻找新工作机会的数据，比如零售从业者考虑去做客服或销售代表。但转岗难度可能比以前更大。近几十年来，由于用人单位招聘和解雇的人数都少于以往，加之人员流动也比以前少，使得员工流失速度不断放缓。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相比，如今的就业市场变化可能更小，但如今较低的就业增长率和人员流动性可能让转岗变得更加缓慢而痛苦。


谁将承担自动化带来的负担？
 无论自动化将削减多少就业机会，其负面影响都不会平均分布。和拥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而这类工作更有可能实现自动化。男性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可能性高于女性。地域差异也很明显——在华盛顿和圣何塞这样的大都市，只有三分之一的岗位属于重复性工作，而在加州内陆大部分地区以及许多较小的南部和中西部城市，这个数字达到或超过50%。这样的地区性差异和政党分界线一致——在2016年支持总统特朗普的县，重复性工作所占比重较高，因而更有可能受到影响。


自动化对劳动力供应有何影响？
 除了影响劳动力需求，自动化还有可能影响劳动力供应。以往的科技创新，比如洗衣机和厨房电器缩短了做家务所需的时间，从而有助于女性从事有偿劳动。同样的，今后与自动化有关的科技进步也有可能改变愿意并能够工作的劳动者数量。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或许会把上下班变成有产出的工作时间。或者，自动驾驶汽车可以送孩子们去上学或参加活动，从而解放父母，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另外，自动化还可能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消费价格，从而可能减少劳动力供应，因为人们可以缩短工作时间但仍然买得起同样的东西。哪些影响会最终显现出来还远无定论。


自动化怎样影响工资？工资对自动化又有何影响？
 自动化的步伐取决于价格，而不仅仅是技术可行性。某种机器人或算法能和人一样完成某项任务绝不意味着人会被取代。自动化取决于技术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对比情况。举例来说，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吃紧，工资上涨和人员短缺可能促进自动化并提高生产率。同时，某些行业被自动化取代的劳动力可能成为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供应，这有可能压低工资，延缓生产率增速，进而拉大收入差距。但和上一个问题一样，还不清楚哪项因素的影响会更大。


自动化如何改变找工作的方式？
 在更好地匹配求职者和职位空缺方面，AI拥有进行预测的潜力。自动化筛选和测试有可能消除对某些求职者不利的人为倾向。但如果用有倾向的数据库来训练算法，人的偏见在算法中就可能得到增强。同时，算法在某些群体中的应用可能和其他群体不同——一位专家曾警告说今后“有权力的人……更多地由人来接待，公众则更多地由机器来接待”。最后，人们或许会对自动化招聘持怀疑态度。近期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对求职者评估算法的热情低于自动驾驶汽车或老年护理机器人，而这可能延缓此项技术的普及。

自动化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否多于它消灭的就业机会，我们不必等到弄清楚后再去回答上述问题并采取行动。无论它最终会否增加或减少整体就业，降低转岗难度，重点照顾最有可能失业的人以及对劳动力供应、工资和求职问题进行思考都是接纳这些新技术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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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德·科尔克
 是全球最大在线求职网站Indeed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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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百佳CEO


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1月刊








动荡年代，沉稳和笃定算是难得的优点。入选《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全球百佳CEO榜单的高管明显表现出了这两种品质。尽管面对多种外部力量——精明的竞争对手、难以取悦的客户、贪求利润的投资者、政治和经济阻力，他们的公司依然展现了持续增长的强大能力。




这是《哈佛商业评论》一直以来的主推文章。从第一篇到现在这篇，排名方法有了极大改进。但对财务回报的考量比重还是占到80%。这些年来，和股价表现相关的指标始终没有得到关注，而这反映在市场总值的变化上。优秀的CEO还应有其他一些没有提到的特性：管理效率、员工幸福感、和员工分享利润、创造就业机会、每位员工的福利总额，这些也应体现在指标里。很多明星CEO都没有出现在榜单中，这可能让我们质疑排名的有效性。CEO的报酬基于绩效表现（原文如此），因此他们的薪酬也应是考量的指标。理想情况下，ESG排名应比财务排名更重要。我知道，缺乏优质数据导致ESG的重要性下降。如果CEO不改变战略，排名就不会发生剧烈变化。

排名方法对CEO的排位有重大影响。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带领亚马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他的排名下滑了。这会让大家质疑排名方法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哈佛商业评论》还应该出一个最差50人的CEO榜单。我们不仅能向最优秀的人学习，也可以从最差的领导者身上学到教训。我期望在未来看到这样的榜单。这篇文章有见地且发人深省。创建榜单的方式并不重要。想要顾全所有因素并不容易。


——努尔·安瓦尔

读者





这个榜单现在是非常受欢迎的内容，有一天还会成为商界的名人录。亚马逊排名第68，但在加权平均80%的财务表现方面排名第一，这让我很惊讶。亚马逊在Sustainalytics排名和CSRHUB的排名中分列第829和第824。微软的财务表现排名为第153，Sustainalytics排名和CSRHUB排名分别为第140和第4，总排名第46。如上所示，这里使用的指标呈负相关。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是评判CEO的正确指标吗？对CEO的评判标准必须是，他们如何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在短期和长期为社群做贡献，深刻影响到人类和社会。另一重要指标——《华尔街日报》2018年的管理效率排名，也被忽略了。也许作者应将CEO所得薪酬理解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贡献价值。

本榜单过于简单化，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不合理。这是谈话的好开端。我希望看到更全面的排名，这样有进取心的C级高管会受益良多。现在的排名只是在提供信息，用处并不大。我希望在未来看到更多改进，数据可以更合理一些。作者处理了大量数据，做出了有力论证，的确发人深省。


——阿卜杜勒·卡达尔

读者





你们的榜单只包括上市企业。非营利医疗组织中有很多CEO同样高效，在市场波动中影响和领导必要变革的同时，也能着眼长远看问题。不仅只有上市公司可以为社群做贡献并取得财务成功，请扩大你们的范围！


——罗伯特·格林宁

读者





榜单很有趣，但我想看到一些其他指标，比如这些公司企业责任感有哪些提升、这些CEO做出了哪些对整个世界和直接外部经营环境都有深远影响的决定等。服务股东是他们工作的核心。


——厄内斯特·纳那博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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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管理者会吃亏？


巴蒂亚·维森费尔德（Batia M.Wiesenfeld）娜奥米·罗特曼（Naomi B.Rothman）萨拉·惠勒-史密斯（Sara L.Wheeler-Smith）亚当·加林斯基（Adam D.Galinsky），《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2月刊








尽管公平的管理者能赢得尊重，但他们常被认为权威不够、掌控资源和施加奖惩的能力较差，而这可能妨碍他们得到某些引人注目的关键职位。




晋升决策里的倾向，反映的只是社会目前的一种偏见而已，即把“强势”和“领导力”联系到一起。实际上管理方式更温和、更民主的领导者更有效、更有益，尤其是对于需要创造力的组织——对此有研究证实。这种管理方式显然更需要智慧，更需要领导者的自知之明，更需要领导者的自信力，而看到其价值也更需要晋升决策者的智慧。

没有切实体验过，你或许不一定能想象温和管理者如何有权威。我个人幸有相关经验：我以前做社团负责人，现在带课教学生，自己做的是与一般领导者所做的相反的事——有的人采用打压以及“全都得听我安排”的路线，而我扮演的是鼓励所有人提供思路、努力倾听的角色。为此，我甚至一开始控制着不说自己的想法，以免说了之后别人有服从的压力。在让所有人都分享之后，我们会集体讨论，偶尔投票，整个气氛很融洽。团队成员不把我当作他们需要惧怕的人，而是彼此当成朋友。

在这种情况下做的决策，每个人都会有更高的主动性去执行。他们对领导者权威的尊重也不会仅因为领导者所处的位置，而是他的思考以及他对每个人的尊重。如果问个人体验的效果——当年的志愿者社团得了几个很好的奖项；现在教学生，学生评价也很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也明显有优势。

有研究表明，强势的领导者适合流水线工作类的组织，任务和路线明确；民主、敏感型的领导者更适合需要创造性的组织，可以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


——Walden

读者





如果管理者在关键决策和判断上，能认识到公平和权威仅仅是管理的工具，而并不是人的性格和习惯使然，对组织和企业才会有更积极的作用。


——树

读者





人总是存在偏见的，人们总以为强势的领导者比较具有影响力，员工更尊重这类人。这也有可能是出于惧怕，当团队不敢直言，整体的公平、公正就很难保障。但这也是一种难处，因为温和友善的管理者总是被人轻视，所以管理者得学会把握整体的公平与公正，以及执行时需要的权威性。


——清风泽云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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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遭遇

灵感爆棚的上司


伊丽莎白·桑德斯(Elizabeth Grace Saunders)，《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1月29日微信文章《有一个灵感爆棚的上司，你很幸运，也很不幸》







灵感爆棚是新时代领导的宝贵特质。遇到这样的领导，首先，你可以放心，你真的是幸运的。因为你可以与时俱进做弄潮儿，而不是天天努力地死在沙滩上。然而此文也再次响亮地提醒我们：领导们，可长点儿心吧，领导力提升迫在眉睫！


——Elvis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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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刊特写


领导力发展的未来

个人学习的兴起

培养领导力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各种公司都发现，想在当今不稳定、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环境中生存，就需要不同的领导技能和组织能力，不能只靠过去成功的老经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领导力发展不应局限于高级管理层。随着数字化灵活团队和协作解决问题平台激增，人们越发期待一线员工和职能专家做出与企业战略和文化一致的重大决策，这就需要具备相关技术、关系和沟通技巧。

但领导力培养行业变化非常快。教授企业管理人员硬性技能和软性技能的机构数量激增，已远超传统商学院、企业大学和专业咨询机构的范畴。新增的包括麦肯锡和波士顿咨询等大型管理咨询公司，还包括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和数字初创公司。然而，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培训现任和潜在高管的公司对结果越发不满意。通过几项大规模的行业研究以及我们对客户的深入访谈，可看出超过50%的高层领导认为人才培养工作未能充分提升关键技能和组织能力。

好消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在线课程，还有社交和互动平台以及传统机构和新兴企业提供的学习工具可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称之为个人学习云（PLC）。组织可从个人学习云中选择需要的部分，并根据个人和团队的需求和表现定制。学习云非常灵活，可即时访问，员工可在急需时学习技能。实际上，这就是21世纪的在职学习形式。




[特写]


引领设计思维的正确途径

对于习惯理性和客观的员工而言，设计思维方法有时过于亲密，感情色彩太强令人不舒服，有时影响极其大。对于习惯明确方向，节省成本以及尽快完成工作的人来说，如果要求别太赶着完成或迅速回答可能很困难。随着原型设计不断迭代和测试，员工得反复体验历来努力避免的失败感。因此，不熟悉设计思维的员工需要领导者指导和支持，还要有效地将反馈应用到工作方法中。




[实战复盘]


Traeger CEO清理病毒文化

杰里米·安德鲁斯买入股份并担任Traeger CEO时，Traeger还是总部位于俄勒冈州，专门生产颗粒燃料木制烤肉架的公司，他非常希望激励疲态尽显的公司增长。员工们却并不同意，他们非常顽固，还烧掉一辆公司的货柜车。安德鲁斯采取种种措施想改变既有文化，最终发现只能挑选少数几位员工将总部迁往犹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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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中国人才大战

THE BATTLE FOR CHINA’S TALENT

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西方跨国公司正在失宠。本文介绍令其重获优势的方法。






与
 我们合作的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此处应其要求匿名），15年来一直能够理所当然地招到中国最顶尖大学最好的毕业生。该公司在学校礼堂举行的招聘会一般都挤满了人。公司介绍完基本情况，学生们就争相向讲台上的人提问。然而在上海举行的HR高管会议上，公司一位副总说，2010年情况变了。中国大学毕业生对外国跨国公司的热情大大降低。现在来参加招聘会的学生只有过去1/4，找招聘人员提问的学生很少。与会其他HR高管都有同感，很多人有同样的经历。

在新兴市场吸引人才，对于西方跨国公司一直是一大难题，但这类公司一直有很大的优势：当地员工将它们视为首选雇主，与本国公司相比，跨国公司能够提供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职业前景。现在求职者态度变了，中国越来越多的高潜力人才认为，本国雇主是更好的选择。

咨询公司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自2006年年底开始一直在收集有关中国员工及应聘者的资料。我们对其中超过30万人开展了调查，并与60多家公司的HR部门合作，获得的数据也体现出上述转变。2007年，中国41%的高技能专业人士倾向于选择西方跨国公司就职，只有9%倾向于本国公司，差距高达32个百分点。2010年第二季度，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偏好略微上升到44%，但对本国公司的偏好大幅度上升至28%，差距缩小到16个百分点（对中国私有企业偏好的比例上升）。仅两年时间，西方公司的招聘优势已然减半。坊间一些说法，比如上文提到的上海那位副总的意见，认为这个差距缩小的速度还会更快。




中国员工把跨国公司当作中转站

供职于外国跨国公司的中国专业人士有可能快速升职，但多数人留在公司的时间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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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西方公司及品牌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了重大打击，而中国经济及国内工作机会一直在增长。虽然媒体说“全球”经济衰退，但中国躲过了大部分冲击：2008年和2009年，中国GDP增速都超过9%。而这段时间里西方公司则减少招聘，削减开支，一些公司进行裁员。因此，中国员工的反应符合常理，他们知道西方公司正在调整结构，增长放慢，职业前景必然受限。

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在中国工作的西方HR高管说，获取全球化培训和出国经验的机会曾经是跨国公司具有吸引力的一大原因，如今对中国专业人士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现在中国员工认为，当下及长期事业发展的机会更有可能出现在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也就是本国。许多人也表示希望留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收入增加让他们得以在中国逐渐发展的国际都市享有更高的生活品质。

另外，许多中国员工认为，在跨国公司工作会遇到“玻璃天花板”，因为跨国公司倾向于外派管理者。不同公司外籍高管数量相差很大，但参与我们调查的跨国公司中国员工中足有40%认为多数高管职位被外派管理者占据，今后也将继续如此。还有一个因素是民族自豪感：西方公司招聘者说，中国大学教师宣称为本国公司工作是爱国主义，本国公司招聘者也是同样的论调。

一些试图留住中国人才的西方公司觉得遭到了攻击。我们合作的一家制造工业品的美国大公司，发现中国公司向本公司经验丰富的中国中层管理者和初级高管出手。中国公司为这些专业人士提供跨级别的晋升机会，让他们直接担任高管，承担更大的责任。某欧洲消费品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我们，她知道本公司几位重要中国员工每天都接到猎头电话。某高管猎头公司北京办公室的一位合伙人证实了这个现象，他说，他所在的公司瞄准40岁上下的中国高管，这些人可能已经不再对自己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前途抱有希望。他告诉我们，他所在的猎头公司接触这些人，不仅发现更多人接受跳槽，还接到更多西方跨国公司员工希望回到本国公司工作的请求，这正是员工日益不满的体现。



西方公司如何反击？

以下介绍五种策略，从我们调查获得的数据以及与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合作的实际经验中得来，供西方公司参考。


重新打造雇主品牌。
 跨国公司相对本国公司的优势虽然已经减少，但还没有消失：中国许多专业人士仍然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公司。我们的调查也显示，跨国公司员工对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前景更满意。跨国公司必须更有效地向求职者传达其稳定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以及对员工个人发展的重视，以此赢回优势。

例如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与本文提到的其他公司一样是我们的客户）。思科采取一种战略方法在中国打造强大雇主品牌，宣传其雇主价值主张，以重要技术人才为目标。思科还公开了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与大学高调合作，并且赞助商学院——这些举措都增加了公司在人才市场的知名度。我们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思科采用这种“广泛深入”的方法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公司知名度和雇主品牌提升方面表现最好。


创造当地发展机会。
 以前与西方公司签约的中国高潜力专业人士，一般都希望被派去公司总部任职。可是现在，跨国公司必须明白，更多的应聘者希望留在中国打拼事业，为此公司必须创造机会满足这种需求。例如，壳牌公司为中国员工调整了方法，以短期外派补充长期的全球外派工作。这种短期轮岗集中填补员工某一项能力的不足，员工可以很快回国。另外，壳牌也增加了派驻中国的岗位，让更多外国领导者有机会来到中国市场。




试图留住本地员工的跨国公司觉得受到了攻击。一位欧洲公司高管说，她所在公司的重要中国员工天天接到猎头电话。






提供可行的职业发展路线。
 公司若能提供令人信服的长期职业发展路线，就能吸引并留住中国高潜力人才。但西方公司往往难以满足中国员工积极的进取心。西方跨国公司的传统做法是，将高潜力西方员工派到新兴市场担任高管，这也是培养全球化领导者的一种策略，但造成了中国专业人士担忧的玻璃天花板。跨国公司必须了解，为中国员工制定长期职业发展路线并予以强调是有益的。

例如，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常常利用职业发展机会来吸引和留住中国顶尖人才，因此一直被中国大学毕业生列为最受欢迎的跨国公司雇主之一。陶氏的校园宣讲会强调，公司提供多种职业发展路线。“事业大使”，即拥有终身职位的成功中层领导者和高管，以亲身经历向应聘者说明在公司的发展。应聘者入职后，公司会及早安排会谈，以谨慎有条理的方式讨论员工的职业规划。


明智加薪。
 根据一些报告，挖墙脚的中国公司会提供非常高的薪资，加薪幅度往往高达50%。要留住人才，跨国公司也不得不考虑加薪，但不必与中国公司提供的水平相当。一家总部在美国的科技公司悄悄推出一项政策，有意离职跳槽到本国公司的本国专业人才自动获得20%加薪。该公司发现，许多员工接受了这个还价。这说明高薪虽然很有竞争力，但其他因素也很重要。


成为“准当地”公司。
 一些HR高管提出，沃尔玛在中国稳稳立足，已经拥有了许多属于本国雇主的优势。的确，在我们的雇主品牌调查中，中国专业人士认为沃尔玛作为雇主的吸引力与本国公司相当。沃尔玛的商业模式令其不得不与本地供应商相互依存，因此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沃尔玛与本地社区的接触更多。现在沃尔玛在许多二、三线城市都有分店，而很多跨国公司只在北京和上海发展。沃尔玛将国际品牌与强大的当地根基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吸引当地人才，在中国继续成长。

诚然，就长期而言，中国人才难题可能会逐渐得到缓解。员工对雇主态度的转变，大部分是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所以可能是暂时的。而且还有另一个有利因素：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高潜力员工认为中国是职业发展的好去处。如果中国专业人士继续转向本国雇主，那么新一代的西方外派管理者可以填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中高层管理者的重要空缺。不过，目前跨国公司的招聘人员去中国大学开宣讲会，必须习惯应聘者减少的局面，并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更加激烈的人才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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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施密特
 是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企业领导力委员会（Corporate LeadershipCouncil）执行董事兼首席研究官，住在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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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控

合作的关键是彼此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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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的作者（四位或以下）如果在同一栋建筑内工作，论文被引用次数会比在不同建筑物（即使在同一个校园内）工作的作者的论文高出45%以上。主持这项研究的哈佛医学院艾萨克•柯汉（Isaac Kohane）说：“合作者实际是否彼此靠近，对研究效率和影响力而言依然很重要。”这个发现应该不仅适用于学术界，也适用于商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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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在线销售，回复更快

詹姆斯·奥尔德罗伊德（James B. Oldroyd）

克里斯蒂娜·麦克埃兰（Kristina McElheran）

戴维·埃尔金顿（David Elkington）| 文




仔细想一想，
 你所在的公司处理潜在顾客在线咨询的效率够高吗？我们的研究显示，多数公司回复得不够快。

金融服务、汽车、教育、软件、医疗、专业服务及其他许多行业，都开始转向网络寻找销售机会。企业为获取潜在客户而投入线上广告的费用，已经从2005年的125亿美元飙升到2009年的227亿美元，并且仍在增加中。网络中介向客户提供简单获取多家公司报价的方法，再把获得的销售线索卖给这些公司，在B2B和B2C市场上都赚了很多钱。提供技术和服务协助公司将网上的销售线索转化为销售业绩的公司也正在崛起。




网络咨询主要来源


保险


InsureMe.com

NetQuote.com

Insure.com

USInsuranceOnline.com

InsWeb.com




汽车


Dealix.com

Autobytel.com

AutoUSA.com

CarsDirect.com

iMotors.com




贷款


LendingTree.com

LowerMyBills.com

Ratemarketplace.com

Guidetolenders.com

Bills.com




SOURCE
 LEADSCOUNCIL





虽然如此，我们的研究显示，许多公司跟进销售线索的速度太慢。我们针对2241家美国公司发送测试用的销售线索，评估获得回复所需时间。37%的公司在一小时内回复，16%在24小时内回复，24%回复时间超过一天，还有23%完全没有回应。在30天内回复的公司，平均回应时间是42小时。

网上的销售线索容易失效，因此这样的结果非常令人吃惊。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探讨过网络线索失效的现象，评估美国29家B2C公司和13家B2B公司收到的125万条销售线索。接到咨询后一小时内尝试接触潜在客户的公司，让线索发挥价值（根据我们的定义，是与关键决策者开展有意义的对话）的机会比一小时后回应的公司高出近7倍，比24小时后回应的公司高出6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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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争取客户在线咨询而投入巨大，那么就应当以互联网速度回应。为什么没有做到？原因包括：从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检索销售线索的工作是每日进行，而非持续不断；销售团队主要是自己寻找销售线索，不太注意快速回应客户感兴趣的咨询；销售员与合作伙伴之间分配销售线索的规则重视地域和“公平”。我们正在进行进一步研究，希望能更全面地了解问题成因并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不过现在已经有一点显而易见：多数销售组织需要新的工具和流程，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需求。



[image: ]



詹姆斯·奥尔德罗伊德
 是首尔成均馆大学SKK商学院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娜·麦克埃兰
 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Lumry Family助理教授。戴维·埃尔金顿
 是InsideSales.com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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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控

休假？怎么休？

荷兰内梅亨市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的杰西卡·德布鲁姆（Jessicade Bloom）与其他五位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涉及96名荷兰员工的研究，评估这些人在几个不同时期自行评估的健康、心情、压力、精力、满意度及其他幸福感指标。不同时期包括：冬季运动假期开始的两周前、假期中，以及假期结束后的一周、两周和四周。研究发现，员工休假时普遍觉得状态更好，但这种恢复效果在他们回到工作岗位的一周内逐渐消失。研究小组打算进一步研究，探讨怎样的休假持续多长时间能让轻松感持续得更久，并寻找延续这种轻松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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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长续内包的关键

阿迪亚·潘德（Aditya Pande）| 文




近年来IT专业人士
 积极采用一种削减成本的新策略：除了将服务工作外包到印度和菲律宾等工资超低的国家以外，也做内包，即转给美国和欧洲工资较低的城市。内包已经非常盛行，一些人希望能由此在发达国家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但要做好内包并非易事。研究发现，公司必须十分谨慎地选择内包城市和员工，才能让内包服务中心长期运作。

许多公司依然向海外寻求低成本IT外包，但许多政府要求某些金融、医疗和国防信息必须在境内处理，这部分占IT服务工作的15%。另外，公司通常很难找到会使用银行、保险等行业老旧系统的外国技术人员。

我们的研究显示，法国北部、德国东部以及美国大平原、阿帕拉契山脉地区和南部地区都聚集着许多高技术员工，需支付的薪水比美国西部大都市地区更低。而且政府为在这些地方建立运营中心的公司提供补贴。例如，一家全球化公司在美国中西部设立分部，聘请了1000多名IT服务员工，工资比总部员工低35%，公司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5000万美元激励款项。

就业机会稀缺的地区，当地官员希望看到正在成长的企业。2010年IT服务提供商Ciber的底特律全球解决方案中心在当地聘用了150名员工，密歇根经济发展公司（Michigan Economic DevelopmentCorporation）CEO格雷格·麦因（GregMain）说：“这些工作代表密歇根就业的发展前景。”




要确定你的公司是第一家在当地做内包的公司，而且要确定当地能提供你需要的人才。





然而，在发达国家建立IT中心，前景很难预料。约20年前，全球化公司发现爱尔兰受过良好训练的IT人才愿意接受低于西欧其他地区的薪水，于是许多公司在那里设立了服务中心。随着行业发展，这项成本优势不再持续：新入公司耗尽了当地高技术人才资源，工资随之上涨。

美国和欧洲小城市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个需要几百名员工的IT服务中心，可能会耗尽一个仅有20万人口和寥寥几座大学的小城市的人才资源。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另一家公司也在附近开设服务中心，工资就可能上涨，价值定位可能会迅速恶化。

因此，做内包的第一步是谨慎选择地点。要确保你的公司是进驻当地的第一家，并密切注意当地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能否提供足够数量的具备相应能力的大学毕业生？政府补贴也要慎重考虑：补贴可能会帮助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收回成本，但补贴不会一直有。

第二步是确保只把仅限于老旧系统或需要老系统专业知识的工作外包。这样可以让服务中心长期保持低成本的吸引力。

第三步是逐渐减少工资压力，让员工保持敬业并确保其职业成长。对工作满意的员工离职可能性较低。应当设立员工保留项目，强调小城市生活的优势，并允许员工调任公司其他岗位，比如说，如果有人想体验在枢纽地区的工作，这个需求可以得到满足。

如果这三步都顺利进行，公司就可以避免当地劳动市场过热。这一点是让内包IT服务长期持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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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亚·潘德
 是麦肯锡硅谷办公室负责人。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斯坦福商学院营销学教授扎卡里•妥玛拉（ZakaryTormala），让受试者阅读一篇给新开的饮食店打四星（最高五星）的评论。一组受试者拿到的是专业美食评论家的文章，另一组是非专业人士的评论。两组中各有一半人读到的文章语气非常肯定，另一半人读到的是语气不确定的评论。随后受试者被问到对这家餐厅的观感。语气肯定的非专业人士评论，比不确定的非专业评论更能让受试者打高分。针对专家评论的打分情况则正相反，阅读语气不确定的专家评论的受试者，打出的分数要高于语气肯定组的分数。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





不自信的专家，更有说服力

EXPERTS ARE MORE PERSUASIVE WHEN THEY’RE LESS CERTAIN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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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玛拉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妥玛拉：
 我们不一定是不信任有自信的专家，但有时候更容易被不自信的专家说服。我和搭档乌马·卡马卡尔（UmaKarmarkar）询问受试者，愿意花多少钱在我们虚构的Bianco’s餐厅吃一顿饭。与阅读了语气非常肯定的专家评论的受试者相比，阅读语气不确定的专家评论的受试者愿意花的钱多出56%。非专业人士评论组的情况恰恰相反。阅读了语气肯定的非专业人士评论的受试者愿意花的钱比不确定组多54%。




HBR：语气肯定和不肯定的评论是如何区分的？


我们给出的文本区分得很明确。评论标题就是“确定打四星”和“大概能打四星”这样。评论采用的语言也体现了差异，比如不太确定的评论里会说“我只在那里吃过一次，不太能肯定，大概能打四星”。




我试着想象，一个对自己的观点不太确定的专家能让我信服，说实话真想不出来。


你要把对事实的确信和对观点的确信区分开。研究证实，在法庭上作证时，表达得很确定的目击证人显得更可信，能够影响判决结果。但法庭上是是非题。我们的研究里是口味和态度的问题。




我还是不太明白，说“我确定这是一部好电影”的评论者怎么会比说“这部电影非看不可”的人更能说服我呢？


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叫作“违背期待”的现象。人们期待专家有自信，违背这种期待让人感到惊讶。我们在数据中看到了这种现象。受试者表示，不确定的专家和非常肯定的非专业人士更令他们吃惊。惊讶会吸引你更多的注意，让评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重要数据

两组人阅读了专业美食评论家对一家餐厅的正面评论。阅读语气不确定的评论的受试者愿意在这家店花的钱比阅读语气肯定的评论的人多出56%。



阅读语气肯定的评论的受试者平均愿意花12.13美元



阅读语气不确定的评论的受试者平均愿意花18.87美元






有关确定性和影响力的研究多吗？


有很多，但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确定性如何影响其对他人意见的接受程度。我们关注的则是人际动态关系，研究一个人的确定性如何影响他人。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是首创。




CEO对于自己的公司应该是专家吧。按照你的说法，如果CEO对公司前景表达出不确定，就会更有影响力？


也对也不对。如果CEO对公司表示不确定，你肯定会竖起耳朵认真听。但更密切的关注并不一定会更容易被说服。别忘了，在我们的研究中，两边的评论都给餐厅打了四星，而且评论者表达的内容本身令人信服。如果你的意见本身不可信，就会有反效果。




不确定性能让收入更高？

人们重视潜力甚于成就。给出一名资深选手前五年表现的统计数据和新选手的预期五年表现数据，受试者会选择在第六年给新选手开出更高的薪水，比资深选手高出近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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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内容本身令人信服的因素有哪些？


我说的“令人信服”是指与核心论题相关。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让受试者阅读其他内容与餐厅不相关的四星评论，里面写的是“我和朋友笑个不停。我喜欢菜单样式和店面色调”这种。这样的评论就不可信，即便有趣，也与餐厅好坏无关，不管语气是否确定，人们都不会觉得有说服力。




关于确定性的研究，你还打算向什么方向拓展？


我开始跟杰森·贾（Jayson Jia）、麦克·诺顿（Mike Norton）等人合作开展另一项研究：人们如何看待潜力。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是，人们似乎重视高潜力甚于高成就。




这就解释了萨姆·布拉德福德（SamBradford）这种新人四分卫的收入为什么比超级碗冠军德鲁·布里斯（DrewBrees）的还高。


体育运动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一项研究让受试者阅读有关某位篮球选手的球探报告，一部分受试者看到的是该选手在联盟中前五年表现的实际数据，另一部分看的是对前五年表现的预测数据，两组数据完全相同。之后我们询问受试者，第六年你会给这位选手开出多少薪酬？平均结果是，人们给拥有五年实际数据的资深选手开出426万美元，给有预测数据的新选手525万美元，后者高出20%。




不只运动，其他领域的情况也类似，有潜力的新人似乎被大大高估了。


对的。拿一封表示求职者具有“高潜力”的推荐信和另一封“高成就”推荐信，看到的人会对高潜力求职者更感兴趣，而且可能觉得这封推荐信更有说服力。




人们怎么能这么傻呢？


已经证实的成就非常确定，不那么让人惊讶，也比较没意思。潜力是不确定的，让人激动。你可以尽情想象各种结果。他们可能会超出你的预期。




好吧，那我必须问一句：对于这项研究的有效性，你自己有多大信心？


我觉得，这项研究成果告诉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但很难说目前这个结果还受到其他什么因素影响。将来再做更多研究，我们就会理解得更深入。




我信了。


看吧，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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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COBRA董事长

带领印度啤酒品牌走向全球

卡兰·比利莫利亚（Karan Bilimoria）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全伟 | 编辑




Cobra啤酒公司自创办以来，经历了三次大的危机。创办人总结Cobra渡过危机的秘诀是：坚守愿景，保持创造性和灵活性，以及始终遵守道德标准。






小
 时候在印度海得拉巴（Hyderabad），老师都说我没有创造性。我不会画画也不会弹钢琴，所以他们建议我好好读书，我就这样做了。我在印度一所大学拿到商业方面的学位，然后搬到伦敦，入职安永，并在那里拿到注册会计师（CPA）资格。接着，我到剑桥去读法律，想着以后当律师或并购咨询顾问。

但我内在的创造性在等待爆发。一天晚上下了课，我在一家英式酒馆犹豫着喝什么啤酒：感觉拉格（lager）味道太轻，艾尔（ale）又太重。我突然想到，应该做一款更平衡、适合配餐的啤酒，最好跟家乡的咖喱比较搭。这种啤酒男人女人都喜欢，而最终我会把它推向全世界。

那就是当时的梦想，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我创建的啤酒品牌Cobra，现在每年的全球零售额达2.5亿美元。这份事业不仅需要很多创造性，也需要愿景、灵活性和道德——不仅是我，更包括帮助我成就它的每个人。我后来再也没和那些中学老师联系过，但我希望他们为我骄傲。



创业的召唤

虽然我放弃了会计师的事业，也不再打算从事法律，但我在这两个领域受到的专业训练极富价值。在英国，很多公司CEO和富时100公司董事都是从CPA起步的，坚实的财务专业基础让我们受益匪浅。在Cobra的最初10年，除担任CEO，我还负责财务。在安永的经历帮助我奠定了职业基础，让我学到如何在跨国公司工作，也作为内部人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公司，这对我经营自己的公司很有参考价值。作为法学院学生，我参与过剑桥联合会的辩论，也参加过学生会选举。在此过程中，我学到了如何建立关系、如何以激情和理性提出观点，并获得支持。

但在内心深处，创业一直在向我发出呼唤。我的曾祖父就走过这条路：他自己做生意，三起三落，最终积累起家族财富，并成为有名的慈善家和印度上议院议员。曾祖父去世时我才三岁，但他的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姑祖母，给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所以他对我有重要影响。

在剑桥的酒馆想到要做啤酒后，我一直无法忘怀。我很爱喝啤酒，但总觉得拉格气太多、没味道，喝下去感觉很胀；而艾尔则比较厚重，太苦，很难配餐。我的理想啤酒介于二者之间，冰凉清爽，同时又很顺滑。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实验，把当时市场上的啤酒混合起来，寻找合适的比例。但我也意识到，第一次创业就做啤酒有点大胆。我需要先积累一些商业经验。我在剑桥参加的马球队去印度打巡回赛的时候，我发现了商机：把印度生产的马球棍卖到英国。这样，我就可以作为商人，往来于我生长的国家和读书、生活的国家。印度当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封闭经济体，但我预期自由化将会到来。

因此1989年，我与海得拉巴的一个朋友阿尔詹·莱迪（Arjun Reddy）合伙，开始了马球棍进口生意。我在剑桥竞选职务的经验告诉我，做销售没有捷径，你必须挨家挨户兜售你的主张。很快，Harrods和Lillywhites都成了我们的客户。我们随后开始进口其他印度传统产品，包括皮革、丝绸和服装。

但九个月后，我们偶然被介绍给了印度最大的独立啤酒厂。这家啤酒厂在班加罗尔，雇用了印度最好的酿酒师：一位曾在布拉格上学的印度生物化学家。但它的啤酒从未出口，所以我抓住机会介绍了我的想法。酒厂最初建议我们进口两款啤酒——Pals和Knock Out，但前一个和英国的一种狗粮重名，后一个令人联想起拳击，也不太契合我们的观念。令人惊异的是，酒厂同意我们开发自有品牌。我心里已经有了理想的口味，接下来就是和酿酒师呆在实验室研究配方。

我在印度停留了几个月，合伙人则在伦敦看摊。我们都知道，必须把这个产品做好。当时精酿啤酒浪潮还远未到来，但我们还是必须做出和市面上几百种啤酒不同的东西，而且要比它们更好。

感觉配方搞定了以后，我回到英国，开着一辆又老又破的雪铁龙，拜访所有高级印度餐厅，向老板推销我们的啤酒。我知道，一旦他们下单，其他小餐馆也会跟进，这样批发商就会争相前来。英国的印度餐饮市场发展很快，20世纪50年代只有以服务印度外派人员为主的几家餐厅，到90年代已有约6000家，吸引着各类英国本地顾客（今天，英国的印度餐厅超过1.2万家）。在第一轮推广中，我们成功预售出一集装箱啤酒，一半给餐厅，一半给纽卡斯尔的一家批发商。

在和批发商谈的过程中，最终是Cobra这个名字敲定了订单。在多次头脑风暴后，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啤酒命名为Panther。商标已经设计好，啤酒已经准备装瓶发往英国。但一些有兴趣的批发商告诉阿尔詹，他们不喜欢Panther这个名字——也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所以我们又回到其他备选名字。“问问他们能不能接受Cobra。”我跟合伙人说。批发商说可以，所以我请从事广告业的哥哥重新设计了商标。适者生存嘛。



渡过三次危机

在早期阶段，财务问题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回头客很多，我们很快意识到人们喜欢我们的啤酒。但我们需要资金来扩大生产，同时也不愿让出这家初生公司的多数股权。我们用上了所有可用的政府援助，最后与一位天使投资人达成协议，按100万英镑的总估值出让5%股份。

开创Cobra三年后，我们雇用了几名销售人员，开始对营销有所投入。我们设计了绘有印度地图的品脱杯并赠给餐厅，老板们说顾客特别喜欢这些杯子，甚至都会带回家。Cobra成立满五年的时候，阿尔詹决定搬回印度，当时我们的营收大约是200万英镑，他也许觉得增长空间不大。但我想继续坚持，坚信Cobra会成为全球品牌。所以我依照他的条件安排他退出，我们后来也一直是好朋友。

让人高兴的是，销售额在下一年翻倍。现在的问题是生产。班加罗尔的酿酒厂已经应付不了，我们在质量、稳定性和供货方面都遇到问题。我必须考虑在印度还是英国扩大产能。批发商的第一反应是，Cobra必须仍然是进口啤酒。但通过顾客调查，我们发现他们更在意的是这款啤酒超级顺滑的口感，而不是它的产地。这让我下决心再次做出变化，将工厂搬到英国的贝德福德（Bedford）。随着产量提升，我们可以将销售扩展到其他类型的餐厅及酒吧。我们还可以将Cobra装桶，以生啤形式出售——我想到要做啤酒时喝的正是生啤。

从当时走到今天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实际上，和曾祖父一样，我也差不多是三起三落。第一次危机是在1998年，起因是一篇批评印度餐馆服务的文章。刊登这篇文章的行业杂志是我协助创办的，当时刊头还有我的名字。这件事导致Cobra遭到一年的抵制，使我们被迫关闭在英国的仓库并裁员。在这一年中，销售额增长仅有可怜的3%，我觉得我们完蛋了。不过最终，经过艰苦努力，我们让那些餐馆相信我们没有恶意，最终禁令得到解除。

第二次危机是在2008年，当时Cobra的规模已经大大增长，我们需要重要的外部投资来进行海外扩张。全球最大的酒类企业之一已经同意以3000万英镑受让公司30%的股权，但对方高层却突然退缩。好在我有替代方案：从一家印度银行融资。就在雷曼兄弟破产两周前，我们拿到了贷款。

这为我们争取到一些时间。但不到一年后，我们又遇到了第三次生存危机：为我们提供贷款的一家机构在金融危机中失血严重，因此收回贷款，并要求我们卖掉公司。当时是最糟的时候，我们的估值从之前的1亿英镑大大下降。这让人非常痛苦。2009年3月，摩森康胜啤酒公司（Molson Coors）表达了合资意向：对方持股50.1%，我持股49.9%并留任董事长、负责整合团队。90%的债权人都对这项方案满意，但有一家反对，要求公开拍卖我们的股权以清偿债务。我们说服摩森康胜联合竞标，最终挽救了公司。原Cobra的1/3员工进入新的合资公司，其余员工和股东则拿到了全额补偿。



成功的关键

反思我们如何渡过这些危机时，我想到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要素。首先，我对公司的愿景从未动摇。我想打造一款最好的印度啤酒，把它卖到世界各地。带着这个决心，我和团队让Cobra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名字，品牌的力量也帮助我们一次次渡过难关——我们的销量在艰难时刻也未曾下滑。

同时，我们有足够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不断适应、学习、成长和创新。清楚你的目标，同时对于达到目标的不同路径保持开放心态，这是成功创业的关键。

我们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道德。从开始创办Cobra，我身边一直有忠诚的合伙人、员工和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我是在Cobra成立一年后认识她的。他们和我、和公司同甘共苦，我对此无限感激。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始终坚守道德原则，即便别人耍小聪明，我们也不会。在我看来，没做成正确的事情，要强过做成错误的事情。

加入摩森康胜后，我仍然坚持这些东西：愿景、创造性和灵活性，以及道德。Cobra这些年已经在Monde Selection（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比赛上赢得101块金牌，出口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几乎整个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过由于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拥有King Cobra品牌，我们要在美国进行商标诉讼。

大公司容易变得官僚化，但我坚持主张创新和适应，要求快节奏。2018年我们发布了Cobra Malabar，一款采用复杂上层发酵配方的金色IPA（India Pale Ale，印度淡色艾尔）。我们开发这款啤酒用了两年，但最终取得成功。现在，从财务、营销到分销，Cobra都可以得到摩森康胜的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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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厂：




Cobra在英国特伦特河畔伯顿（Burton-on-Trent）的装瓶厂，产能为每周100万瓶620毫升装啤酒。





我继续专注于在公司内部构建紧密、互信的关系。在创业初期，从安排生产到拜访餐馆到雇用员工，阿尔詹和我什么都干。所以现在，尽管Cobra已经成为一家兼具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印度背景的大公司，但无论走到哪个部门，我都仍然很了解人们的工作。在高层，我与彼得·库尔斯（Pete Coors）、莫尔森（Molson）家族，以及全球和英国管理团队都建立了个人关系。像我们规模这么大的组织，人员流动不可避免，但我们有能力培养和初创时期同样的忠诚度，并团结一致做正确的事。

过去15年里，我同样在更广泛的层面参与到英国的商业和政治生活中。我担任大伦敦地区副郡长，2006年成为英国上议院终身中立议员。我也尝试把商界经验带到这些工作中。例如过去几年，我一直公开发声反对“脱欧”。我冒着风险出头，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不仅对Cobra和其他英国企业非常重要，也对未来的国民非常重要。留在欧盟对我们更有利。在音乐和艺术的世界之外，这又是一个需要愿景、创造性和道德的领域。但我相信我个人、我的团队，以及我作为移民生活的这个国家，都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





HBRC TIME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真正的商学院教育本质是教给你敬畏


何刚 | 访 时青靖 | 文




人
 才战略对很多企业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回头去看我们的人才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如何在未来变动的商业世界里用好人才，制定恰当的人才战略，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为此，HBRC TIME 特地采访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最好的商学院院长，刘俏参与了光华商业教育的方方面面，对企业家群体变化、企业人才战略变化，以及整体体系，有着纵深的研究视野和独特思考。采访中，他指出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忽略对商业常识和商业管理本质的重视，如此去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世界，注定要吃苦头的。消费升级带来的机会和更加多样化的全球化机遇，对中国商业人士来讲，可能才刚刚开始。

以下是采访摘要。



是时候重新定位了



HBRC TIME: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你认为过去10年或20年，中国企业的管理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俏：
 这 40 年我们见证了中国整个经济微观基础的巨大变化。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管理环境本身变化也非常剧烈，比如与 10 年前相比，人们的需求端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满足温饱，现在会对生活品质有更多要求。需求端变化给企业和管理者提出很多新的挑战，诸如怎样能有更好的产品服务、更好的模式、更好的价值创造理念。再者，中国发展阶段也不太一样，过去一直是高速增长，现在已进入中等速度。这种情况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过去 20 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是我们见证全球化的时期。这段时期，中国是全方位介入全球产业分工布局的。现在，企业家所面临的外部国际营商环境，甚至对全球化的基本认知都发生了变化，这对企业的管理以及未来发展目标都会带来很多影响。我想，我们可能到了一个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HBRC TIME:
 你刚回来时与企业家们讨论的管理话题和关注点与在2018年时探讨的管理话题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俏：
 我是2010年回来的，那时正值中国高速增长阶段。虽然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总体来讲，那时企业家更多关注规模，想做大，所以他们很关注资源端整合，以及全球投资并购和行业内整合的机会。现在，我们的更多 思考是怎样寻找未来增长新动能。大家对创新研发，寻找更好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方面的思考更多一些。过去 40 年 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顺势而为，企业能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会更多关注怎样顺势而为，以及对宏观的判断。现在更多的是回归商业本质，做好一家企业，必须有好的产品服务、发展思路和行业定位，以及创新的价值主张。





HBRC TIME:
 是否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10年或者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是从管理实践与全球接轨，以及管理理念商业教育的差距缩短
 来讲，是中国进步最快的10年？


刘俏：
 过去，中国企业家对规模有诉求，规模是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现实可行性。但现在，企业家对质量型发展和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关注。他们开始摆脱对规模的依赖，更多思考如何从大到伟大。伟大是一个相对概念，很难严谨定义。抽象讲，我认为伟大企业可能具备一种能力，实现美好的能力，让人和社会变得更好的能力。例如通用电气、微软、谷歌、阿里巴巴等都是伟大的企业。





HBRC TIME:
 在当下强调科技创新突破的这个时代，你认为哪位海外企业家特别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



刘俏：
 回到怎么界定一个伟大企业或是伟大企业家这个纬度，我觉得具备定义美好，实现美好愿景这样的商业领袖就符合这个标准。乔布斯不容置疑，可惜他已过世。还有亚马逊的贝索斯，他对未来的消费场景有很好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他有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能力。作为一名企业家，他可谓意向深远。





HBRC TIME:
 在你看来，中国商业管理领域里，哪些人在不同的方面或者不同的阶段，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应该被写进中国商业管理短暂但是很重要的发展历史中？



刘俏：
 中国的故事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过去 40 年是一个不断地在建立市场体系，也在逐渐完善市场体系过程，去推动市场体系建立的这些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一定是管理实践者，但他们对管理实践产生的意义非常深远，包括我们的总设计师，国家战略制定者，和一些学者。企业层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国企在过去 40 年的巨变，推动转型实现的国企领导者们，都应该被铭记。民营企业领域，柳传志、任正非这一批，以及再之后的马云、马化腾以及李彦宏，他们从不同纬度上，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推进，管理理念的格局的不断提升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



未来人才必备特质



HBRC TIME: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市场经济体的这些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差距在哪些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是什么？



刘俏：
 总体上讲，我觉得比较大的缺陷在于，这一代企业家或过去几代企业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大的机会比比皆是。这样背景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有他们的思维定势，可能更多的表现是对资源的高度关注，甚至是关系的强调。这方面展现出的是一些人非常强大的对资源的驾驭能力。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其实已经结束了。当经济增长进入中速阶段，比拼的就是理念、产品服务和创新模式。这时中国企业家可能更多要回归到商业基本原则上来，而这些东西则是国外企业家成长环境中经常需要面对的。这时时代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所有人包括企业家们最缺的是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精神，对基本的商业规律、基本原则没有太多敬畏，总以为可能是例外。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个问题不会很凸显。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个问题会变得很明显，所以大家会想尽办法补救。我最担心的是没有回归到培养科学精神，而是形成新的思维泡沫。真正的商学院教育本质是教你对市场规律、商业普世价值观，有基本的敬畏之心，回归到以科学精神理性主义为支撑的基本认识上。





HBRC TIME:
 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最需要怎样类型的人才？



刘俏：
 从行业角度讲，我觉得未来 5 到 10 年，会更强调品牌和质量。中国经济发展会完成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人们的需求水平会不一样，会增加对高端消费和医疗健康方面的消费。未来的人才需要能够承担起不断创新的职责，学院培养也会注重这点。任何时代对商业人才或商业领袖特质的注重是不会有变化的。一是要有科学精神，对商业规律法则有敬畏之心。二是专业精神，有非常好的专业素养，对产品服务有极致化追求。第三点可能更重要，要有不断重新学习和再学习的能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提升自己的思考方式，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变化，不会把过往经验作为未来发展借鉴。




HBRC TIME-人才管理专题视频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北森云计算公司联合呈现




[image: ]



何刚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时青靖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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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莱斯利·琼（LESLIE K.JOHN）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公司随时随地在收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数据。该不该遏制这一趋势？





未知情同意

UNINFORMED CONSENT

作者是莱斯利·琼




从地理位置到DNA，公司希望有权获得越来越多个人数据。它们能否在不激起隐私争议的情况下，发掘这些数据的价值？






3年前，讽刺网站洋葱新闻（The Onion）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某女在八个网站上被其心仪的鞋子广告纠缠不休》。无论该虚构消费者上哪个网站，她都看到了同样的广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在新闻中说，“广告甚至似乎知道我的鞋子尺寸。”这篇新闻引发了一种越来越常见，或者说笨拙的数字营销技巧。但今天人们可能已经对这篇新闻里的包袱习以为常了。技术已经超越了方便广告网上跟踪我们的浏览器cookies和重新定位。




智能手机在跟踪我们的物理位置和与他人的远近。正如研究人员最近发现的那样，当我们关闭位置服务时，手机的此类功能仍可继续。我们可以在网络浏览器上禁用跟踪功能，但我们的数字指纹仍然可以跨设备连接，从而暴露我们的身份。像Alexa这样的家庭助理能够聆听我们的谈话，并在激活后记录谈话内容。从芭比娃娃到医疗设备，这些日常物件接入互联网并传输我们的各种信息：运动、行为、偏好，甚至健康状况。

如今一大主流网络商业模式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个人数据，然后使用或出售——用于定位或说服，奖励或惩罚。互联网已然成为监视经济。更重要的是，数据科学的兴起使得收集的信息更加强大，让公司能建立非常详细的个人档案。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使用看似随机的数据对人们进行准确到可怕的预测。公司可以使用数据分析来推断某人的政治派别或性生活，甚至发现谁曾有过一夜情。随着面部识别软件和家庭DNA测试等新技术被添加到工具包中，公司进行的监控可能很快就会超过20世纪最不尊重隐私的监控型国家。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消费者怎么能坐视不管？作为一名行为科学家，我研究有时人们如何做出违背自己利益的行为。一大问题是“知情同意”——公司在这种经济中经营必须遵循的原则——这纯属欲盖弥彰。大多数消费者要么没意识到他们在网上分享了个人信息，或者无法确定分享这些信息的成本（这非常容易理解）——如果不是两者兼有的话。

诚然，消费者确实从所有这些数据收集中获得了一些好处，例如更有用的广告和更好的客户服务、定价，甚至获得信贷的潜在可能。但公司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利益与隐私保护的方法。消费者权益倡导者正在就侵入式数字实践发出警告。无论是否涉及Equifax丢失数千万人的敏感信息，还是俄罗斯特工利用社交媒体操纵美国人的选票，每当丑闻登上头条时，公众都会表示强烈抗议，互联网隐私专家不久前还被视为边缘怪胎，现在则在国会和头条会议上听证。欧洲已经通过了保护用户隐私的主要立法。我们开始看到普遍存在的“技术抵制”迹象，可能对使用消费者数据的公司产生深远影响。Facebook在公开表示可能缩减某些数据收集后，市值大幅下挫约20％，这可能不是巧合。

与此同时，消费者不会因更好的隐私保护奖励公司。隐私保护增强技术尚未被广泛采用。人们通常不愿意为加强隐私保护的技术付费，即使他们这样做，也只会支付适度的金额。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将此视为人们根本不关心隐私的证据，但我得出了不同结论：人们关心隐私，但我将在本文中解释，几大因素阻碍了他们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

如果双方继续处于这些不同的轨道，监控经济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好消息是，政策制定者可以提供帮助。第一步是了解人们如何决定他们的个人信息隐私以及他们如何被诱导以至分享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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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莱斯利·琼

莱斯利·琼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马文·鲍尔教席副教授。

她被心理科学协会评为“明日之星”，被营销科学研究院评为“杰出青年学者”，还是《连线》杂志的创新研究员。她的研究成果见诸《美国科学院院报》《心理科学》《管理科学》《营销科学学报》研究期刊和《美国医学会会刊》等知名学术期刊，并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时代》周刊等主流媒体报道。

在童年时期，琼注意到父母选择中有一些怪癖，由此开始对人们的决策过程着迷。有时她的母亲会从杂货店买回五罐椰奶。“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她说因为限购五罐，”琼回忆道，“所以她必须买够五罐。但如果没有限制，她可能一罐都不会买！”

今天，琼的大部分研究都与隐私决策心理学有关。她看到新技术极大扩展了我们分享信息的能力，同时满足了我们对沟通、互动和自我表现的内在渴望。

这些技术为公司和消费者提供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新机会，但另一大原因是越来越多，且私密的个人数据助推。因此，琼开始研究很多隐私带来的挑战。她试图理解为什么我们对个人信息的决定容易出现错误和偏差，以及消费者如何对公司愈演愈烈的监控做出反应。例如，她研究为什么人们发现一些有针对行为的广告有用，而另一些则具侵犯性且令人不适。她的研究目标是帮助个人和公司更好地驾驭数字世界。

本组文章中，琼分享了她的研究成果，并讨论其实际意义。她希望她的建议能帮助我们所有人意识到收集数据的巨大益处，同时解决其危险。





消费者如何越陷越深

坦率地说：人们不善于对私人数据进行决策。他们误解了成本和收益。而且，人类本能的偏见会干扰他们的判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主流平台公司和数据聚合商都将其产品和服务结构化，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利用这些偏见。


不耐烦。
 人们倾向于高估即时成本和收益，并低估将来会发生的成本。他们宁可今天要9美元，也不愿等到明天获得10美元。在网上这种倾向表现为，愿展示个人信息换取蝇头小利。免费测验和调查就是主要例子。它们通常由第三方管理，是数据安全的噩梦，但许多人都无法抗拒。例如，在流行测“真实年龄”的网站上，人们透露大量敏感的健康信息，以换取即时好处，即他们的“生物年龄”是否比他们在日历上的年龄更大或更小。消费者披露此类信息，得不到经济奖励。他们可能模糊地意识到提供这样信息的潜在成本（极端情况包括，保险费上涨），但由于这些坏处很模糊且空间距离很远，他们选择忽视，换来几分钟的乐趣。

不耐烦还会阻碍我们采用隐私控制措施。一项实验中，设置数字钱包的人被提供了可以保护（即加密）他们购买交易数据的服务。添加服务需要一些额外步骤，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成功完成了这些步骤。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操作一次性但令他们略感不便的简单流程，来保护他们的数据在以后免遭滥用。

数据“交易”通常被有意设计成这种形式：信息披露能产生直接、有形和诱人的好处，而其所带来的成本是延迟和更加不固定的。这些情况下，不耐烦使我们更容易选择披露。例如，移动信用卡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收据，让交易便捷且无纸化。但是公司捕获电子邮件地址和其他个人信息的成本会在以后发生。敏感数据（例如姓名、人口统计信息和位置）会被收集、分享或出售，并且最终定向营销会激怒你。虽然其中一些广告可能会受欢迎，但其他可能令人厌烦或感觉受到了侵犯。有人担心，未来消费者数据甚至可能会用于更有影响力的地方，例如信用评分计算，可能导致歧视性的“数字红线”。


禀赋效应。
 理论上，人们在购买时愿意支付的金额，应该与出售时要求的商品金额相同。而实际上，通常人们在购买某商品的时刻，会认为其价值低于标价。当人们做出有关隐私的决定时，也具有类似的心理变化。

在一项研究中，阿历山德·阿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乔治·鲁汶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和我让消费者从两种礼品卡中选一种：价值10美元的“私人”卡，不会跟踪他们的购买记录；或12美元的卡，会跟踪购买记录。参与者可以“购买”隐私，用12美元的跟踪卡换10美元未跟踪卡；也可以选择用10美元未跟踪卡来交换12美元的跟踪卡，来“出售”隐私。在这二种情况下，隐私价格均为2美元。显然，你放弃2美元来保护隐私的意愿不应该受到最初收到的卡的影响。但事实上，近50％的人愿意为了2美元放弃隐私，只有不到10％的人愿意花2美元来获取隐私。

这意味着当我们必须购买隐私时，我们会认为隐私更不值钱。因此无论我们的信息是默认公开的还是私密的，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当默认公开时，我们更愿意共享它。从更广义上看，这种差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侵犯隐私往往导致抗议，而保护隐私带来的益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它也可能为隐私侵犯的恶性循环创造条件：隐私泄露会让信息越来越公开。我们的信息越公开，我们就越不重视隐私，进而更容易出售自己的隐私。

公司已经制定了松散的隐私默认设置，也就是技术行业的默认设置。以下是几个例子：2016年11月，优步改变了预设选项，允许app可以随时跟踪用户。（受到批评后，又于2017年9月恢复原状。）在社交支付应用Venmo上，交易是默认公开的。只要一打开地图应用，Google就会自动存储你的位置；选择退出的设置令人困惑，或者也可以说完全是种误导。

用户选择退出的权利也常令人摸不着头脑。在最近的一份白皮书中，参议员马克·华纳（D-VA）强调了Facebook的移动应用程序如何使用默认值“欺骗性地激励用户同意将手机联系人上传Facebook（跟踪用户的‘社交图表’可获得暴利）。”Facebook移动应用程序的第一个截屏给人的印象是，同意共享联系人是唯一的选择。只有当用户点击“了解更多”按钮时才会发现（向下滚动并仔细查看）他们可以选择退出。


控制错觉。
 人们误以为他们可以控制随机的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测试者认为亲自挑选的彩票比随机发给他们的彩票更有价值。人们还将表面上的控制与实际控制混为一谈。在一项关于行为定向广告接受度的研究中，塔米·金（Tami Kim）、凯特·贝拉琪（Kate Barasz）和我发现，当给予他们控制感时，人们更能接受第三方数据共享（这是他们通常认为感到侵犯的做法——哪怕他们以为自己能控制的内容与看到的广告或共享的数据无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足以使人们安心，比如提醒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头像。相关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在网络空间中控制自身安全的能力过于自信。在Experian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56％的受访者错误地认为，身份盗窃的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而10％的人认为，因为自己财务状况不佳，所以没什么风险。

虽然让消费者更多掌控其数据的一些努力是有意义的，但从一些案例中我也看到，虚幻的控制感能安抚他们对隐私的焦虑，比如网络广告促进会的“消费者选择退出”网站。该网站告诉人们哪些公司为他们浏览器定制广告，并可以选择不接受哪些公司的广告。当我使用这项服务时，我选择屏蔽了72家公司的广告。我感觉自己有控制权。但当我检查细则时，了解到我的选择只会阻止特定公司提供有针对性的广告，并不一定能阻止我被跟踪。这一点很容易被遗忘，毕竟我看不到那些有针对性的广告了——正是这点提醒了我，我的数据正在被收集。


渴望披露。
 这一点并非决策偏见，但人类拥有与他人分享的本能愿望，甚至需求。毕竟这就是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人类本身就是社交动物。在一项研究中，即使是那些非常关心自己隐私的人也会随时将个人信息泄露给聊天机器人。透露秘密益于身心。当陌生人在实验室实验中被配对并鼓励互相分享个人信息时，他们会建立更融洽的关系。坚持在日记中吐露焦虑，可以改善身体健康；而保守秘密对健康不利。一项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们披露自己的信息，会激活他们大脑中的奖励区域；在同一个实验中，人们甚至放弃了金钱奖励，以换取机会回答个人问题。

如何看待那些弃权的人，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对披露的态度：我们鄙视那些藏着掖着的人。例如，我与凯特·贝拉琪（Kate Barasz）和麦克·诺顿（Mike Norton）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和透露关乎自己破坏性信息的人相比，我们更加不喜欢和不信任避免回答个人问题的人。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表示，和拒绝回答有关吸毒问题的人相比，他们对雇用一名承认吸毒求职者的兴趣更高。

线上社交和商业交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例如，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广告看起来都和非商业内容很相似。虽然这种做法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让广告看起来不那么烦人），但这样做也让广告看起来像社交帖，我怀疑这有助于触发人们披露信息和克制隐私焦虑的愿望。

类似的，随意、不专业的界面也容易触发自我披露，哪怕这些界面往往露出隐私保护薄弱的迹象。事实上，披露信息的愿望似乎正是许多社交媒体网站的核心，比如Facebook发帖的提示文字永远是“你在想什么”。在线零售商也一直在销售流程中添加类似的社交元素，例如旨在与消费者建立融洽关系的聊天代理机器人。Venmo网站的结构反映了社交媒体网站的结构；用户通过添加联系人来构建社交图谱。联系人的交易突出显示在消息通知中，使得财务交易看起来像是社交交易，将人们通常会保密的东西转变为他们不仅愿意分享，而且可能想要分享的东西。虽然消费者可能从网站的社交方面获得一些价值，但这些方面也可能弱化披露带来的风险。


虚假的界限。
 在离线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理解并遵守关于自由裁量权和人际交往的社会规范。虽然我们可能想要谈论某人，但是“不要背着别人议论他”的规范通常会抑制这种冲动。当其他人在场时，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告诉值得信赖的知己我们的秘密。如果我们透露不合时宜的内容，那么人们当下的反应会提醒我们迅速收回话题。但在网络世界中，规则是不同的。例如，我们通常不会获得同样丰富的真诚反馈，让我们以为自己仅向选定的一群人披露信息，例如我们社交媒体信息流中的朋友。当人们只向特定朋友发牢骚时（例如，关于他们的雇主），也许会遇到麻烦，因为他们忘记了可以看到这些披露的受众更广泛（比如他们的老板和同事）。

我们很容易被看似短暂的数字互动所诱惑。我与雷托·霍弗斯特（Reto Hofstetter）和罗兰·鲁佩尔（Roland Rüppell）的研究发现：允许消息消失的暂时共享技术，例如Snapchat和Instagram Stories会引导人们进行不受限制的披露。然而，这对他们声誉的损害可能更持久。哪怕猥琐的举动稍纵即逝，我们大多数人也不会想在专业会议上这样做。但在线上，也许因为我们经常收到无足轻重的反馈，短暂的承诺促使我们过度分享。



复杂性和难题

我们已经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分解了监控经济，但其背后还有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复杂性。你知道cookies是如何工作的吗？你是否了解你的浏览历史记录、搜索请求、Facebook点赞等信息是被如何变现，在中间商之间交换，并把定向广告发给你的？当你要求数字助理做某事时，你知道自己被记录和跟踪的内容吗？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这就出问题了。任何正常运行的市场的一大关键原则都是“买家注意”。但在线上，权衡分享带来的风险与收益好像是一门玄学。当公司跟踪你的位置时，你失去了多少隐私，其价值几何？

为了让GPS导航工具更方便而失去这些隐私，值得吗？如果对消费者进行持续位置跟踪，应该怎么补偿他们？此外，监控经济的幕后“管道”十分错综复杂且不透明，所以消费者几乎不可能充分了解真相，也无从得知所有第三方对你的数据做了或将要做什么。尽管Facebook一直在加强对应用程序以及对用户数据访问的监督，但事实上许多应用程序一直在出售从Facebook上获得的用户信息，而且当消费者同意应用程序的条款后，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数据最终会被用来做什么。假设几年前你点击Facebook链接进行了一个诸如“哪部80年代电影最能代表你的生活”的测试，测试管理员可能已经收集了你的一些Facebook数据——生日、朋友、您点击的内容、点赞内容、位置、参加的团体、签到的地点，通过将其包装在JavaScript中供第三方使用，从而绕过大多数网络浏览器提供的隐私保护。数据中间商可能已经收集了打包信息并将其出售，用于定向广告活动。你根本无法弄清数据如何在广告生态系统中移动，也无法识别所涉及的中间商或代理商，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你的朋友和其他人分享你的信息。在经济学家苏珊·阿希（Susan Athey）、克里斯蒂安·卡特里尼（Christian Catalini）和凯瑟琳·塔克（Catherine Tucker）进行的研究中，人们随时可能为了免费比萨而透露朋友的电子邮箱。

即使消费者积极寻求发现有关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与哪些实体共享，但公司并不总是乐于提供信息。当用户点击Facebook的“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广告”功能（很难找到）时，他们给出的解释有时太宽泛，所以毫无意义（例如，“你看到这则广告的一个原因是Rothy想要接触可能与他们的客户相似的人”）。

即使监控经济中的所有参与者和交易都被广而告之，消费者有时仍会发现，无从知晓自己实际披露的内容，因为分散的数据片段可以被合成新数据。例如，如果知道了某人四次信用卡的交易日期和位置，就能识别出他是谁。一个人的社会安全码有时可以通过他的生日和出生地来预测，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把生日提供给已经知道其出生地的某一方，就相当于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社会安全码。消费者披露的内容不仅受到他们决定披露内容的影响，还取决于接收者对该消费者的了解。

算法和处理能力现在已经能够在无需索取数据前提下，搭建用户行为画像。用户只需存在于某人的社交网络或给某人的社交信息流中，其行为模式和画像就唾手可得。

这种现象导致了一大全新难题：如果公司使用机器学习来构建消费者画像，那么该画像是否受个人身份信息监管规则的约束？消费者有权使用该画像吗？公司是否应该在未经目标同意的情况下，被允许使用这些技术，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允许？没人知道答案。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隐私决策复杂异常。当人们认为决策过于复杂时，他们很容易放弃。任何决定是否“接受”在线使用条款的人对这一点都有共鸣。这些条款往往极其冗长，因此情理之中的是，你不能指望任何人读一遍，更不用提理解其意思了。一项研究估计，如果把访问的每个新网站的隐私政策都读一遍，美国人每年需要花540亿个小时。

因此，面对此类条款，大多数消费者都会举手投降——如果他们想弄清这些条款，就不得不停下来。例如，手机游戏应用用户，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同意”其中一些应用程序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与第三方共享个人数据。有些第三方甚至可以访问人们的麦克风——即使应用程序未被使用，或者信息未被用于游戏，也能使用麦克风录下音频。诸如拥有10亿用户的微信等“超级应用”可以深入访问个人数据，包括社交媒体发帖，银行和信用卡详细信息，金融交易甚至语音数据。通过在技术上提供和信息分享成本及收益相关的信息，并让消费者“同意”，微信及其他类似数字平台保持一种似是而非的推诿。

因为复杂性的存在，在不完全破坏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很难修复监控经济。虽然最终可能不得不这么做，但绝非上策。数据收集对于互联网用户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消费者已经从监控经济和大型平台公司（如Alphabet和Facebook）获得了巨大利益。然而，大部分监控经济在秘密和默认情况下运作的事实表明，科技公司有理由担心，如果消费者真正理解“免费”技术中暗含的交易，就可能不会选择同意。

此外，当消费者在不知情下网上冲浪时，公司更清楚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能更准确地计算跟踪技术和数据中间商的开支，以及更精准定位广告带来销售增长。因此，公司比消费者更具信息优势。就像任何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不对称本身意味着市场失灵，从而引发监管干预。



恢复平衡

在20世纪60年代，当消费者显然无法正确评估风险（例如，不配安全带的汽车风险以及汽水瓶可能爆炸），而且公司没有动力解决这些风险时，美国和其他政府开始系统地编写产品安全法规。学者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认为：将风险转移给能最好管理风险的人——产品的制造者，是合理的。鉴于消费者在评估隐私风险方面面临类似挑战，立法者应考虑采用此方法制定有关个人数据收集的规定。

当然，任何监管机构的回应都会使怀疑论者指出我们尚未开始理解的棘手问题。他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如下：

•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己的个人数据？

• 人们是否应该期望在公共场所具有隐私，或者说，他们在公共场所的活动是否应受到监控？

• 在线领域是公共空间吗？

• 隐私的价值是什么？能被计算吗？

• 个人信息的价值是什么？能被计算吗？

• 我可以控制哪些信息，其中是否包括人工智能对我的行为预测？

• 实施隐私监管的成本是多少？该成本是否大于收益？

有人认为保护消费者个人数据可能为时已晚，因为它已经被输入机器学习工具中，哪怕不再收集更多数据也能准确推断关于我们的信息。尽管机器学习能力叹为观止，但还未成为现实。公司依旧对获取消费者数据有极大兴趣。但即使人工智能的预测能力确实降低了对消费者数据的需求，监管机构也可以对企业如何利用这些预测进行基本制约（例如，阻止医疗保险公司利用预测来歧视可能有疾患的申请人）。

虽然类似监管细节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我所描述的研究确实提供了一些可能有效的总体建议。首先，我们的目标不应仅仅是增加分享难度或单方面增加企业获得消费者数据的难度。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化，因为公司和消费者都可以从共享信息中获益。监管机构还应了解限制信息流的成本，例如，这样做可能会阻碍创新。

欧洲最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要求公司必须让消费者同意收集个人信息，这值得称道，因为它解决了默认带来的问题，但代价是给消费者带来不便和烦扰。当人们反复面临关于选择加入或退出的决定时，他们就会麻木，这个选择似乎不可取。一些类似因素也让干预数据收集的规则设计别具挑战性。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要求公司向消费者提供分享的相关成本和收益信息，并让他们对数据泄露知情。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研究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鉴于用户不会阅读隐私政策，哪怕媒体一片哗然，他们在得知信息泄露时也没有太多行动，因此不太可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在剑桥分析公司丑闻爆发后，大多数Facebook用户并没有弃用Facebook。）

一种相关的方法是利用有针对性的监管来直接降低对消费者的风险，例如，出台个人数据公司可收集的内容以及使用途径的具体细则，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美国尚没有关于个人数据收集和使用的联邦级法规，但一些基本规则已经成形。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公司必须加密流入公共网络的个人数据。加州开创性的新《消费者隐私法》对企业出台了若干规则。例如，销售消费者数据的企业必须允许用户在不受处罚的前提下就能选择退出交易。

但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它可能导致“按下葫芦起了瓢”——公司在遵守规则同时，也能钻法律空子。例如，加州的新隐私法禁止对行使隐私权的消费者进行差别待遇，除非公司能将这种行为“合理地与消费者数据提供的价值联系起来”，这就是公司可能利用一个漏洞。而且在数字空间中公司十分灵活，因此十分容易找到变通方法；对隐私政策措辞的快速调整就能产生巨大后果。

因此，政府干预的真正前景可能在于：激励公司只能以合理方式使用消费者的个人数据。一种方法就是，采用产品安全制度中使用的工具：严格问责，即哪怕没有疏忽或恶意等原因，也要让公司对使用消费者数据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负责。相关的，正如法律学者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和约翰森·契特兰（Jonathan Zittrain）提出的，将收集个人数据的公司视为“信息受托人”，即有法律义务以可信方式对待我们数据的实体。诸如此类的干预会使公司切实严肃考虑负责地使用数据，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数据收集和共享系统中的滥用和失职（否则他们将面临罚款）。

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我们需要找到很多难题的答案。例如，如何确定产生了损失？虽然信息披露造成的损失很难准确计算，但至少可估。胡克·霍根（Hulk Hogan，本名特瑞·博莱亚Terry Bollea）获得了1.15亿美元赔偿。因为八卦网站Gawker发布他的性爱录像，侵犯了他的隐私，观众可能达到数百万人。（充分披露：我在这个案子中担任博莱亚团队顾问。）

另一大挑战是证明伤害，因为这在隐私领域很难做到。有些人认为，法院可能会接受概率损害的办法。那么，“合理”与“不合理”的数据该如何定义？这很难说清楚，往往只有事发之后才能裁断。监管的关键目的是震慑，对滥用数据防患于未然。

还有一大共同疑虑是：监管能减少竞争。对小公司而言，合规成本不堪重负，因此监管的净效应可能会让大企业具有了更大市场势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企业有动力以更可信的方式行事，那么这种弊端就不太可能出现。首先，那些财力雄厚的公司将成为大多要求损害赔偿者的目标。其次，因为不需要对合规进行传统的巨大前期投入，这种方法对新进企业的限制可能较少。

监管不是监视经济的灵丹妙药，肯定会导致新问题。除了遵守法律外，还有更多方法来赢得消费者信任。但是如果我们能利用行为学的观点，接受消费者是不完美的决策者，而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参与者，就能设计出更好的监管，有助于实现数据收集的好处，同时尽可能减轻其弊端——对于公司和消费者而言都是如此。





聚光灯 SPOTLIGHT



如何行使未征求的权利


为了免受监管严惩，网络平台也应该像医生、银行那样成为受托人。


作者是约翰森·契特兰（Jonathan Zit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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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体而言，虽然我也关注隐私问题，但我以前觉得利用私人数据进行定向营销的说法无关痛痒。商家把网页上的狗粮广告换成猫粮，对我又能造成多少干扰呢？仅仅因为他们认为我养狗？而且任何对个人信息敏感的用户只需点击菜单选择退出追踪就好。

但如今时代不同了。

数字监控经济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在迅速膨胀，大部分日常跟踪设备都处于隐藏状态，公众的反应已由沉默变为密切关注，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无法承受无处不在的隐私权失控，却往往感到无能为力。与其为之如坐针毡，我们早该有所行动。

虽说向铲屎官推销狗粮人畜无害，但向情绪脆弱和经济薄弱的人推销发薪日贷款就不同了，更不必说具有排他作用的定向营销。茱莉亚·盎格温（Julia Angwin）、奥丽安娜·托宾（Ariana Tobin）和玛德莲·沃纳（Madeleine Varner）发现，在Facebook上可以仅向白人消费者展示住房广告。定向过于狭隘，会限制检测市场失灵和滥用的长期机制：州总检察长或消费者权益倡导者无法应对欺骗性的广告活动，因为可能他们根本察觉不到问题所在。

为逃避当地监管机构的钓鱼执法，优步采取极端方法，将计就计，先利用应用程序收集的数据来确定官员是谁，然后将打车的假信息发送到他们的手机上。

这些是相对较新的问题。无论是搜索引擎或社交媒体，除了用户自身的直接选择外，最初我们使用的信息平台并没有定制任何用户的特殊需求。对“疫苗接种安全吗”等问题，大家的搜索结果都一样。如果搜“比萨”等专有名词，分类也都很直接，比如按地点和附近餐厅的选择等等。如果你不喜欢搜索结果，缺乏定制化并不是搜索平台的责任；你只不过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窗口。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状态对内容聚合器都是可靠的，甚至是理想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台并不总擅长预测他们自己提供的内容，就像赌博轮盘，不受任何人为影响。

然而今非昔比，数字世界已经从吸引战略转移到推动战略：人们不再主动搜索特定的东西，而是在Facebook和推特等网站上任意浏览。越来越多时候，人们不会得到一系列搜索结果，而是从像亚马逊的Alexa这样的虚拟助理那里得到单一答案。可能不久之后，此类助理会主动提出建议，让你为朋友的生日购买礼物（或许来自赞助商），或者在你打车时坚持推荐优步而非Lyft（再次感谢赞助）。

如果智能助手在寻找目的地导航时指错了方向，或做出了错误的药物反应预警，搜索平台可能会说：“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互联网！”现在提出这种说法还公平吗？虽然我们倾向于谷歌和必应不需要对每个搜索时返回链接的准确性负责，但针对一个问题，平台主动攫取唯一答案时，或回答从未被提出的问题时，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也已经来到了在线信息流的时代——某些情况下智能助手提供的问题答案已被第三方严重操纵，目的是在问题中植入第三方信息。如果植入的信息是宣传内容，即虚假、出于恶意，而且往往来路不明的内容，这就让我们非常担心。谎言甚至可以左右选举结果甚至造成人身伤害。去伪存真属于平台的业务吗，就像报纸所承担的责任那样？或者说，这让少数企业，还是管理它们的政府拥有了操控内容的权力？——毕竟Facebook可以获得的关注比任何一家报纸都多。

平台公司再也不能对此习以为常，坐视不管。因为平台现在的消费者查询回复都经过精心策划，而且通常只有一个答案。它们可能面临各种尖锐的问责，可能还面临监管审查——解释清楚自己支持或反对什么。当被问及为何得出目前结果时，平台不能只耸耸肩，将之归结为“中立”的算法。平台放弃了责任，导致源头复杂、财力雄厚的宣传方滥用信息。这些宣传方还经常组织Astroturf（伪草根运动）。

那么媒介平台应该做什么？

答案在于认识到如今监控和定向问题的根源：习以为常和所托非人。人们在不明真相，不知道如何使用、传递和销售信息的情况下分享自己的信息。但允许他们选择退出数据收集的补救措施会导致用户产生决策疲劳。这些用户可以选择表明对数据措施的一些特定偏好，并且只是希望不受利用。

餐馆必须符合最低清洁标准，否则（理想情况下）将被关闭。我们不会要求公众在品尝食物之前去研究食品安全，然后“选择退出”可疑的餐饮场所。没有谁会因被阻止吃到沙门氏菌污染的食物而感到后悔。数字世界也需要类似的干预。

当然，在线使用个人信息的最佳实践并不见得像餐厅清洁标准那样清晰。毕竟用户十分重视在线监控得出的大部分个性化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从完全不同的关系获取灵感：在这种关系中，收集和使用信息者是熟练的专业人员，能帮助被收集数据的人，就像医生和患者，律师和客户以及经过认证的理财规划师和投资者之间的互动那样。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引用了这些例子并建议如今的在线平台应成为“信息受托人”。众多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制定平台应承担的职责，我们也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发现在国会中两党都十分关注我们的建议，因为它可以在无须深度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保护消费者并纠正明显的市场失灵。“受托人”听起来像法律术语，但它其实是长期存在的常识性概念。受托人的关键特质是忠诚：他们的行动必须在最大限度上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当冲突发生时，他们必须保证委托人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像医生、律师、财务顾问那样，用户把敏感信息委托给社交媒体平台及其智能助理。无论他们想得知的是全球时事，还是到达某地或做某事的方式，用户都希望和平台能公平合作。

信托责任不会一刀切地取消所有定向广告——铲屎官依旧会收到狗粮广告，但会排除侵犯性广告，例如发薪日贷款促销。它还可以防止数据被滥用于分享数据者不希望看到的目的，比如从心理测量学角度，利用“性格测试”的调查结果来分析选民，然后试图动摇他们的政治观点。

这种方法可以避免过滤不良内容，因为它可以让平台根据用户需求做出决策，而不是根据社会对平台的要求做决定。大多数用户都想要真相，也有权获得真相；而其他人可能不在乎准确性，可能更偏爱五花八门的个性观点——如果这是他们的诉求，他们也应该能获得这类信息，然后对其进行备注。谷歌新闻和Facebook等聚合商已经开始做出类似决定，包括什么被标记为“新闻”，什么被标记为“其他”。可能当巨头平台进行判断后，已持怀疑态度的公众才会进一步深入挖掘，但完善可靠的工具也可以告知记者并防止Facebook上的宣传内容扩散到新闻媒体上。

更广泛而言，信息受托人的方法能将多年来碎片化的隐私保护措施联系起来。用户对收集了自己哪些数据拥有知情权，对自己数据拥有更正或清除权，以及对拥有某些数据完全保密的权利。保证了这些权利，才符合强大公司公开、公平对待消费者并将消费者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义务。虽然餐馆清洁度可以通过容易习得的最佳实践进行管理（将生鸡肉放在单独的盘子上），但医生和律师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即他们对患者和客户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患者有传染病和危险疾病，能允许他们不接受治疗或随访就走出办公室吗？）。但是，在线平台的窘境更难解决。事实上，数据隐私的少数检验标准之一——“个人身份信息”（PII）的概念，已变得十分模糊，因为现在可以识别的信息能够从以前无害的来源中获得，因此可以说从任何人收集来的每一条数据都很敏感。

然而，许多在线实践公开直接地违背信息委托人的义务。如果众包地图应用Waze告诉我“最佳路线”恰好经过某家汉堡王，而且一旦我在那里就餐了，Waze就可以收取佣金，那么Waze就会将自身利益至于我的利益之上。马克·扎克伯格也可能如法炮制Facebook信息流，只把选举日提醒发送给那些肯定投票给他支持的候选人的选民。只要还没有人从中牟利，或是准备这么做，或许考虑这种可能性还为时尚早。但随着越来越多灰色地带的出现和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信息受托人的方法可以根据新情况和不确定性做出调整。

理想情况下，公司可以自主选择而非被法律强制成为受托人。巴尔金和我提出了可能的执行办法。比如，如果公司选择成为受托人，美国联邦法律可以适当放宽州级法律对公司现有的规定。这样就不会把受托人责任强加于非自愿的公司，它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在州级监管范围内抱有侥幸心理。

此外，企业组织架构也需要调整，并采取新措施，让道德问题能够在公司内部暴露出来并加以论证，并在外部进行披露。这并不像建立标准合规框架那么容易，因为合规框架的前提是，对错都是已知的，而管理者只需确保员工按规定行事。而新思路应该鼓励从事新项目的员工对“合法但危险”的发现亮起警示灯，并且称赞而非打击这样做的员工。在医疗和其他领域，这一原则被称为“公正文化”，“心理安全”的管理理念能支持这种文化。也就是说团体里的氛围能让人们放心地表达自己所持的保留意见。此外，信息信托法不断发展，不仅可以保护个人，也可以保护善意提醒公众或监管机构可疑做法的企业。与让代替律师或原告律师对问题进行调查相比，我们更应努力创造激励机制，在行业范围内揭露并解决问题。

这表明了信息信托法初步实施的第三种检验标准：任何公共机构都可以对新问题进行前瞻性而非追溯性的判断。例如，美国国税局可以在确定税收策略前，给予纳税人“私人信件裁定”。在真正的新问题上，公司应该能够向公共权威——联邦贸易委员会或专门处理信息隐私的新机构寻求指导，而不是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然后发现决定是错的，从而蒙受损失。

任何客户优先、利润第二的方法都有削减利润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鼓励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主要竞争对手都具有尊重的底线。然而，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标准。虽然清理数据的做法会增加滥用消费者隐私公司的成本，但没有理由任其发展。就好比，如果污染者被强制取消在河流中倾倒污染物，我们没有必要在乎他们抱怨自己的利润。

充斥着监控的数字生态系统造成的问题越来越困难和顽固。现在是时候以数据可能被滥用的消费者责任为基础，拿出一套能对复杂性保持灵敏的综合解决方案，以便问题出现时得到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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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哈佛法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教授。他还是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教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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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员工心甘情愿被“跟踪”


避免员工反感的人力分析实用手册


作者是本·瓦贝尔（Ben Wa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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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数据隐私的讨论往往侧重于消费者和卖家间的动态。公司有权收集哪些个人信息，应该如何使用和关注这些信息？但另一种雇主和员工间的动态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多年来，人力分析——使用数据管理员工的科学，从洞察力的绩效评估中吸取了有关年龄、性别、任期和评级的详细信息。但是那种微不足道的收获限制了它的实用性。

最近，传感器技术和实时数据收集已经为公司提供了丰富的员工信息。现在管理者可以获得对员工一举一动的逐秒反馈，并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的感受。来自电子邮件、聊天记录和日历系统的数据可以与传统HR数据一起进行分析。传感器可以收集非常具体的员工习惯数据：谁与谁交谈，有多少人互相打断，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哪里，甚至压力水平。随着员工证件和办公家具加入物联网，公司掌握的员工信息将以量级扩大。HR部门现在几乎可以了解员工的一切。

以正确和道德的部署为前提，新测量工具已经取得的积极影响十分可观。从铁路公司、金融业到快餐业，公司使用来自可穿戴传感器和数字通信的数据来量化和减少工作中的性别偏见，提高警觉性并减少疲劳，显著提升了工作表现，并减少了人员流失。而挖掘这些新技术的潜力才刚开始。

但对员工而言，所有这些数据收集的价值并不明确。高级人力分析甚至可能会妨碍员工自由支配时间和经验的能力。例如数字可能暗示，某种新工作方式效率不高，尽管长期看来有利于公司收益。更糟的是，分析工具会导致泰勒式过度监控，提高了滥用风险。

具有衡量某些事物的能力并不意味这样做是对的。员工支持者担心数据库监视会赋予雇主不合理的员工管理权，他们不确定公司可信，会不会丢失或滥用敏感个人信息。

毕竟，入侵公司系统事件时有发生。从监控员工的压力到使用医疗数据来预测病情，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距离并不太远。数据也能导致对有效性的错觉。也就是说，它可以让某些结论看起来正确，哪怕相左观点是合理的。例如，员工甲效率低，因为他的产量比别人少10％。但可能他的效率用在了其他方面，可能是减少错误或培训他人。

鉴于这一新现实，管理人员现在面临着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他们应使用分析工具来检查员工的工作时间习惯，以评估他们的表现？公司可以访问哪些数据？他们应该与员工分享他们的分析吗？他们应该查看个人数据吗？如何使用数据来确定员工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公司、立法者和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努力解决在工作场所使用监控工具的规则。

与此同时，管理者需要指导，来有效运行符合道德准则的人力分析程序，避免员工产生强烈反感或严厉监管措施。通过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桑迪·彭特兰（Sandy Pentland）的合作，以及为我自己的分析公司设计产品和服务，在使用监测技术上我已经发现了一些经过了科学检验的基本规则。我已经看到这些技术有效地缓和了潜在问题；也看到了如果不使用这些技术会出现的严重问题。

总之，人力分析技术成功上线需要四到六周时间。虽然在某些组织中可能可以更快地实施，但正确的执行才是关键。这将向员工表明，管理层正在考虑棘手的道德问题，并确保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得到尊重。忽略这些步骤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导致选择率直线下降，并功亏一篑。以下是道德、明智地使用员工数据的管理手册：


选择加入。
 从最简单和最古老的隐私准则开始：如果你发起了收集新类型数据的项目，必须给予员工选择加入的权利，不能收集不同意者的数据。严格来说，强迫人们在工作中放弃有关自己的数据可能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合法，但全球情况并非如此。GDPR等法规虽未明确关注工作场所，但确实对跨国组织中收集数据设置了限制。

但即使在允许这样做的司法辖区，强制监督或要求员工选择退出（特别是在入职期间，选择因为隐藏在细则中而模棱两可）会引发许多道德和商业问题。首先，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这样做可能得不偿失。哈佛商学院伊森·伯恩斯坦（Ethan Bernstein）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如果员工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完全透明，往往效率会降低。当人才竞争激烈时，员工可能会离开那些迫使他们放弃数据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还面临声誉风险。例如，亚马逊、特斯科和《每日电讯报》都曾因提出监测或监测不力，经历了数周的负面媒体报道，哪怕其中一些计划出于好意。《每日电讯报》目的是通过使用书桌传感器提高能源效率——很少有员工会反对这么做。但该媒体公司并未向员工提供足够信息就匆匆推出了项目。在内部遭到抵制后，《每日电讯报》不得不放弃该项目，而且遭到了媒体歪曲。

设置选择加入项目在短期内富有挑战性，时间也很紧迫。该计划还必须包括对选择不参加员工的强有力保护，以免他们感到被胁迫或受到惩罚。保护的主要措施是数据聚合，以防止个人行为被识别。但我也建议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例如同意书和从收集源头进行数据匿名化，避免热情过度、好奇心太强的管理者窥探员工每分每秒的活动。

为了设计清晰和简明易懂的选择同意书，公司可以参考大学内部审查委员会（IRB），这些委员会对研究者如何与人类受试者进行互动有严格的流程规定。在IRB表格中，研究人员必须明确说明收集哪些数据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员工还应获得附录，说明所填充数据库表的详情，以便他们能准确查看存储的信息类型。最后，公司还需要签署表格，与员工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实例详见我们公司使用的同意书。）


沟通和透明度。
 盲目地向所有员工发送同意书，希望获得高选择率不是明智之举。符合道德标准的人力分析涉及大量沟通和保持透明。我采取的流程如下：

• 第一周：发送电子邮件介绍拟定分析程序的承诺，提供公司方法和目标摘要，以及类似程序的新闻链接。

• 第二周：经理参加有关该技术的宣讲会，会议留出提问和表达疑虑的时间。随后他们与自己的团队见面介绍项目，并回答下属提出的任何问题。

• 第三周：CEO召开员工大会，会上公司向全体员工提供给经理的材料，鼓励每个人发言，自由表达关切和提问。

在某些情况下，公司选择补偿参与分析项目的员工，补偿形式要么是少量金钱，要么是亚马逊礼品卡或公司T恤等奖品。但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做会出问题，效果也不好。首先，它为雇主提供了具体谁参加的信息。但是这些激励措施通常不会显著提高积极度。员工似乎觉得收了钱，意味着他们签字画押，出卖隐私，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反应。员工的心理活动可能是：如果我参加能收钱，他们从中赚的钱肯定更多，谁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呢？

对于所有计划，管理者都应该为副作用做好准备。即使是善意的监控，引发情绪反应、棘手的问题和指责也很常见。你不能指望取得普遍支持，因为员工不仅需要确切了解正在发生什么，而且必须相信管理者对公司诚实和开放的保证。在信任缺失或士气低落的文化中，这是巨大的障碍。仅仅告诉员工你会负责行动远远不够；你必须向他们展示完全透明的项目运营。

当我了解其他组织中的人力分析计划时，往往发现公司故意向员工隐瞒收集的数据内容和原因。公司天真地认为员工不会发现这些做法，实则不然。合法但不道德的行为往往会引起强烈反对。市场上有很多类似例子，从事不道德监控行为的公司在内部和外部都会遭遇不良后果。


聚合。
 公司通常认为，去掉名字，数据就匿名化了——并没有。因为人类行为是独一无二的，在没有名字的情况下也能够识别数据的主人，通信网络数据尤其如此。

试想安娜有一件私人办公室，她的工作证上有蓝牙信标，可以随时跟踪她在办公室中的准确位置。安娜是个工作狂。如果我们能在不泄露任何人名的情况下，显示每个员工在办公室里如何打发时间的数据，可能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多，那就是安娜。毫无疑问，她和每个与她合作的人都知道这点。这只是一个涉及单一类型数据的简化例子。事实上，哪怕不太明显的数据，也能通过个人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对号入座。例如，通过他们的定位规律识别某人非常容易，并且语义分析通过识别作者的语言习惯，确定文本作者的几率也很高。

公司发放的手机通常用于位置跟踪，但也存在问题。如果仅收集与办公室相关的数据，电话的效用相当于ID标签。但在实践中，它也可以记录和收集员工在办公室外的行踪信息。这些数据在业务上的应用非常有限，而且还非常敏感，应该避免使用。避开这些陷阱并不困难，而且实际上十分有益。

因为，除了创造隐私风险之外，就方法论而言，分析个人行为或挑出一个人进行跟踪是一种较差的数据分析方法。为什么？


情境差异。
 由于他/她的独特性，某人可能会有特定的行事方式。例如，在寻找卓越员工特征时，公司可能会关注一位明星员工，并注意到数据显示他在午餐时工作。这是否意味着高绩效员工更有可能在午餐时工作？仅凭一个人无法断言！也许这名员工在午餐时必须和很多人见面，因为他需要10个人来批准决定，这是其他人可以见面批准的唯一时间。如果其他决策任务不具有这种结构，工作午餐一项不太可能是高绩效的原因。


侵犯隐私。
 不可否认的是，微观分析个人行为会产生“老大哥”的问题。即使这样的分析产生了益处，也会被员工不可避免而且合理的负面反应所抹杀。尽管营业额可能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员工表现下降和公司负面公关形象可能导致得不偿失。

公司应该要求分析团队汇报群体平均值或相关性等聚合数据，而非单个数据。鉴于公司应该关注行为分布而非个人模式，这种做法也很适合组织的需要。


超越数字。
 无论公司收集的数据多么细致，如果衡量的事情不正确，那也没有用。例如，虽然认为通信内容比通信模式更重要是顺理成章的，但并不等于是正确的。在我们作为咨询顾问的一家公司中，我和我的团队发现，高管每月与某部门沟通的时间不到五个小时。该部门拥有1万多名员工，负责该公司10％以上的收入。可想而知，该部门一直表现不佳，而且没有与该组织在战略上保持一致。对话太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更大的问题是管理层很少与该部门的员工交谈。我们可以自信地预测，如果管理层增加与他们的沟通，就将提升部门的绩效。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无论多么完整、先进的算法或数据集都无法捕获工作的整体复杂性。你不应该试图建立这样的算法，或者更糟糕的是，相信做出类似承诺的顾问。组织内的人员已经了解工作的完整范畴，弃之不顾而盲从算法会导致许多愚蠢的决定。背景和定性信息能帮助组织了解如何对量化指标加权。

我记得一个例子。某工程类公司希望使用行为数据来提高团队绩效。在这种情况下，凝聚力之类的指标（从聊天和传感器数据中收集的群体强度）经常与更高绩效相关。一名飞行员表示，增加凝聚力能帮助团队达到关键绩效指标并按时交付。如果只看这些结果，管理层会认为应该推进增加所有团队凝聚力的策略，但可能会出错。毕竟，有些团队正在积极打造新产品。管理层应该预判，他们比其他团队更难完成绩效目标，因为创新时间表变数更多。对他们而言凝聚力算法不是最优选项。其他行为，例如探索（与其他团队进行更多互动），可以更好地预测他们的成功。因此如果公司盲目地制定计划来增加所有团队的凝聚力，就会降低专注于创新团队的绩效。

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遇到这个问题。正因如此，我们确保与内部利益相关者合作，来了解为什么某小组的数据分析并不总适用于其他小组。深层背景知识提醒了我们，某个数据收集分析对应哪一组织特定部分产生影响。

人力分析改善决策的潜力令人震惊。它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工作，挣更多钱，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例如，在日本监测技术开始被用于减少过劳带来的巨大人力成本。过去公司可能的做法是，实施减少工作量计划。如果一年之后没有人自杀，说明计划成功。今天他们能够立即看到工作量是否真的减少了。他们可以快速发现改善工作环境的因素并进行调整，而不是继续做一些无效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在挽救生命。

但是，公司有责任避免屈从于让员工产生不适的分析工具。企业需要立即开始实施保护措施。否则反应过激的立法将会对他们构成打击；你甚至可以在GDPR中看到闪烁预警。这可能会永久抹杀人力分析的巨大潜力。因此分析产业和公司对强有力的保护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利害巨大，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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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瓦贝尔
 是组织分析公司Humanyze的总裁兼CEO，著有《人力分析：社会感应技术如何改变商业和告知我们工作未来》（People Analytics：Social Sensing How Social Sensing Technology Will Transform Business and What It Tells Us About the Future of Work）。





聚光灯 SPOTLIGHT





问答海伦·尼森鲍姆：



“别总想着同意了：不可能，而且不正确”


数字隐私领域先锋兼思想家海伦·尼森鲍姆深入研究了数据收集政策中的根本缺陷。


作者是斯科特·贝瑞纳托（Scott berinato）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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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一个思想家，海伦·尼森鲍姆积极参与到个人数据收集、使用和保护方式的改革中，这有些出人意料。尼森鲍姆获斯坦福博士学位，现任康奈尔大学纽约校区的信息科学教授，主攻政治学、伦理学以及技术和数字媒体价值观之间的交叉领域——这是学术深水区。她建立的数字隐私认知框架已经深刻影响到现实政策。

除了出版多部著作并发表无数论文外，她还为TrackMeNot、AdNauseum和Adnostic等网络浏览器合作创建了多个隐私插件。尼森鲍姆认为，当前市场中的不透明同意协议几乎剥夺了消费者的谈判权益，数据收集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收集信息并从中榨取价值，而她创建的隐私插件算是为推动市场合理化改革做出的微小努力。数据收集者的行为还向消费者提出不明确的价值主张，并损害了数字媒体、社会机构的诚信和个人的安全。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斯科特·贝瑞纳托在采访尼森鲍姆时，谈到了同意的概念、对隐私的恰当定义以及将隐私归类于道德问题的原因。出于对表述清晰度和篇幅的考虑，本次对话经过编辑，以下为节选内容。



糟糕的同意


HBR：每每谈到同意作为一种隐私机制的概念，你的语气里都透出沮丧。为什么？



尼森鲍姆：
 嗯，那只是（停顿半晌）——这么说吧，同意的操作方式很糟糕。举例来说，作为GDPR中的一分子，我们现在总会看到一些弹出框，显示“嘿，我们使用cookies——点击此处”。这根本没用。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同意对方对你做出什么。有效的选项应该是，“我同意你使用cookies追踪我”“我不想被追踪，但还想享受服务”或“本次交易使用cookies没关系，但清除所有不必要数据并不再分享给他人”。但上述选项都没有提供。这算哪门子选择（对比单纯的挑选）呢？

现在闹出的“同意”笑话可能会造成更大伤害，因为我们会对自己放弃的有效管控有误解和内疚感——我们太无知了，不知道有其他管控方法，还渴望或者说需要对方提供的服务。有一点可以肯定，同意依然对尊重他人隐私有关键意义。有些情况下，的确，同意极其关键。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意。




对我来说很简单。我选择在方框里打对钩。


你这样想：如果我向你要邮政编码，你也同意给我，那么你同意的是什么？




我是出于某种目的，才同意让你使用我的邮政编码，比如为了营销吧。


也许。但你是同意将邮政编码分享给我，还是允许定向营销？我可以把你的邮政编码和其他与你相关的信息结合起来，进而推断你的名字、准确地址和电话号码。你同意这些吗？你会吗？我可以基于你所在社区给你创建财务档案。你同意牵涉其中吗？我还能根据你和我的对话，有针对性地给你的邻居投放政治广告。你同意吗？




算法越来越复杂了。


特别是将有意义的自然语言词汇翻译成对应的机器语言术语时。你会收到询问是否可以收集位置数据的弹出框。什么是位置数据？位置可能在你的设备中有特定的操作方式，比如GPS的经纬度。但我还可以用其他很多方式推断你的位置。位置数据可通过IP地址获取。或者当你在查询飞机到达时间时。假设飞机从巴黎起飞时你就开始讨论本次航班信息，你给朋友发短信，“我三点钟在A航站楼接你”。你的地理位置没有被追踪。你同意提交“这一”位置数据吗？你同意的是“位置”还是“GPS坐标”？

你可能会认为，消费者和机器（在上述案例中是设备或应用程序）对位置的定义是一样的，即精准的GPS坐标。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和同事在研究项目中发现，相比分享经纬度，人们分享“在医院”“在某商店”等有语义内容的位置数据时不安情绪要强烈得多。如果你告诉受试者你可以从位置数据中推断出什么信息，他们会受到更大惊吓。所以仅仅让消费者同意获取其位置，不等于为他们提供了做出知情选择所需的详细信息。




所以消费者不知道他们同意的是什么，数据收集者不能说明将如何使用信息，而双方可能无法就自己真正同意分享的信息达成一致。现在这些问题似乎都很棘手。


即便你想要达成完全透明的协议，也不可能做到。有些公司虽然意图良好，但并不了解收集到数据后会出现的所有状况，特别是消费者并未做出最佳判断，而是屈从于在线追踪和行为定向压力的情况。公司不知道数据的去向和用途。形势总在变化。一方面，要求所有用途都得到同意并不合理；这也许避免了负面事件，但也不会有积极效果。假如最新科学表明，某种药性或一组药性与特定的癌症治疗方案存在联系，怎么办呢？要求同意会造成难以克服的障碍。

但另一方面，不管将来数据用途如何都要获得同意，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假设某外科医生向患者详细解释手术的实施过程，然后问：“你同意进行这个手术吗？”这时我们要是以为同意是妨碍手术和结果的唯一因素，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多数人都会同意，原因并非我们极其清楚手术的细节和后果，而是我们信任这些教育和培训外科医生的机构，相信医学；至少我们还相信，医院和外科医生为了自身利益，会争取获得美誉并避免被起诉。

我们并非不知道同意的意义；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搞清楚“同意”的真正含义。




你的声音里透着激动。


别总想着同意了！不可能，而且不正确。我要礼貌地，同时也强烈地对同事的观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逐步改进同意机制才是解决方案。我觉得，在这个数字技术的年代，界定“真正的”同意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到最后，这就不仅仅是个隐私问题了！以剑桥分析公司为例。过去有见地的人会抱怨：“Facebook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分享信息。”但这真是同意的问题吗？基于人们一直以来的全部行为，我向你保证，如果这些公司之前选择征求同意，就能获得同意。这并非令我们愤怒的一点。真正让我们义愤填膺的是剑桥分析现在和过去对民主机构做出的事，以及懦弱的Facebook毫无反应。同意本来并不重要，完全可以轻易达成。

我们必须关注依旧依赖同意，但又不完全依赖同意的措施，也就是“后同意”（postconsent）措施。一旦我们认同，同意是种不合理的保障措施，就会提出以下问题：“我们现在向哪个方向改进？社会该如何处理隐私和数据收集问题？”



背景和数据流


所以我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向哪个方向改进？如果同意无效，那什么有效？


在我的书中，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隐私是种平衡的价值。隐私提升数据主体的利益——注意是利益，而不仅仅是“已知偏好”。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数据主体的利益，必须考虑到对更多相关方的影响，而他们的利益可能相互冲突。有些经济学家称，只基于利益做分析就够了。但我要更进一步，不局限于个人和个体利益相关人，研究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和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普里斯·里根（Pris Regan）一样，我们也强调隐私的社会价值。正确的隐私概念明确隐私对提升社会价值（如教育、争议、自由和自主权等）的意义。最后，隐私强调情境或者说机构的重要性。个体同意也许是针对已知偏好的机制，甚至可能是提升利益的机制，但隐私对谨慎限制数据流、提高社会和情境（或特定行业）重要性的关键意义不容忽视。




你多次提到“数据流”这一术语。我一直认为隐私就是信息拥有者和想要获得信息者之间的交易。你有不同看法吗？


我对隐私的定义是“信息的正当流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数据”）。一想到河流，你就能想出多种改变流向的方式。我们会为不同目的，用不同手段截流、修坝或改道。斯科特，你跟我要电话号码，然后我给你了。即便在这种简单交易中，我们之间也有数据流，而且这种流动受同意限制，因为你会礼貌地询问我的意愿。我知道，你可能已经通过其他合法或非法（比如侵犯隐私）途径得知我的号码，但数据流不会相同。此外，我会说，我期望你别把我的电话号码分享给其他人，不仅因为法律或我明确禁止你这样做，还因为我们对机密性的理解达成默契，或者说规范。你可以再进一步推断，在上述情况下以及在我们身处的职位上，这样的行为对增强信任和表达尊重有重要意义。

不同数据流的限制因素也不尽相同。如果法官要求获得信息，那就是种命令。或者你在填写纳税申报表时，必须依法提供多方面信息。你对这些交易没有决定权，这是法定义务。美国国家税务局（IRS）的行政范围也有限：我们都知道，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否则税务局不能泄漏报税信息。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并非通过交易获得数据。他只是在推断数据。这是另一种信息流动；考虑到机器学习已经开始推断我们的个人数据了，这种流动对我们的评估会越来越重要。

在情境完整性理论中（我刚刚已经大致介绍了内容），信息流动还处在初级阶段，只是构成隐私的基本要素。确切地说，该理论用五种参数——发送者、接收者、主体、信息类型和传递原则，来界定数据流，可以有效评估数据流是否威胁到隐私。总而言之，根据情境完整性理论，正当的信息流动符合公认的信息规范。该理论更支持既有规范，或者说基本反映了多数人的期望，但考虑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众多变革和挑战，本理论也允许规范有一定改变（有时缓慢，有时迅速），原因并非科技公司强迫我们做出改变，而是改变会提升利益和价值观。




合理限制基于情境吗？你有时修坝，有时改道，还有时顺其自然？


是的，就是这样。隐私要求对数据流有合理限制，通常是在数据主体和数据收集者之间。但这些限制也可以应用于第三方、数据收集者和其他与数据主体没有直接关联的人之间。因此，美国国家税务局可能不会将候选人的信息分享给政治对手，但教师有义务通知家长他们十岁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管这些学生愿意与否。正当流动是关键中的关键。




我一直以为，对隐私的恰当定义是有权在自认为恰当的时机有选择性地表露自我。重要的是，个体有权利这样做。


不！我认为，我们不能只基于个人偏好或利益，判断什么值得保护。我想要辩护的隐私意义不只关乎于我作为一个用户、消费者、公民和家庭成员想要的权利。的确，可能在特定类型的关系中，你的定义是合理的。比如在友情或与泛泛之交的关系中，你会选择分享哪些信息。在求职面试中，虽然求职者可以有选择性地透露特定信息，比如宗教信仰，但若是过往工作经历这样的信息，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基本认知是，隐私是个人有选择性透露信息的权利，那从一开始就会误入歧途。我可以想象到的案例是，你会认为，不论有没有经过同意和是否符合他人的利益，都可以建立对方的档案——我们不是为了获得其他价值而交易隐私，而是因为隐私权已经在交易中，或者说是平衡的。



隐私和大局利益


隐私对你来说是个道德问题吗？是否有一些数据收集措施即便创造了价值或者获得了我们的同意，但本身就是错的呢？


是的，隐私是种有道德比重的价值，但请允许我将你的问题一分为二。对第一个问题：是否有些数据收集措施即便得到数据主体的同意，但本身并不正当，答案是肯定的。你只要仔细查看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也没有明确表示知情的大量“隐私”政策，就明白了。监管者对此熟视无睹，因为虽然数据主体会受到小伤害和侮辱，但企业能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这对他们的说服力更大。换句话说，利大于弊，虽然利益分配不平均。但这里还有更深层次、极其费解的原因。

环境保护的例子有助于了解这一问题。假设我拥有一片林地与一家购买和砍伐原木的造纸厂。单从商业角度看的话，我可能认为这是不错的生意。但如果考虑到未来成本、外部成本以及所有不只会影响到交易双方的因素，那么砍伐森林就是个问题。

我认为，即便是追求实际回报的经济学家也会认同上述观点；他们可以对未来和外部成本进行缜密的经济分析。就隐私而言，我们面对的棘手问题包括，个体同意在分享信息时，会在某种形式上损害到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的利益，不管是社交网络、血缘关系还是共享档案中的人。




在哪些情况下，你认为隐私政策应关注大局利益，而不仅仅是保护个人？


有些经济学家会这样评价社交媒体平台，“有些人专门适合在这上面榨取价值”，然后就没有其他评语了。但一旦整个社会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政策导致系统性不平衡，甚至可能威胁到重要社会机构，那么情况就要有所转变了。目前我们认同，社交媒体平台只基于用户个人使用本平台的事实，就有权获得用户数据，但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这一观点。虽然这些平台上仍有大量未开发的价值，但社会危害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我们必须重新调整社会政策，在将危害最小化的同时更均衡地分配利益。




你的意思是，让所有人，不仅仅是数据收集者，都能获得数据中的价值？比如分享医疗数据，从而改进公共医疗？


是的。实际上，这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保险公司能获得和患者相关的详尽且高度结构化的数据。美国法律规定，他们能够并有权使用这个有“巨大”价值的大型数据库。现在假设我们制定假政策，允许其他组织获取信息，只要他们能给社会攫取价值——换句话说，为公众的利益，实现更合理定价、更精准的疾病监测和对预后治疗有更深入的了解等。这种授权对保险公司可能不利，而且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提供资源，但这样做对社会有益。目前我们允许保险公司全权决定谁有权获得数据，对其他主导“数据圈”的组织也一样。其中机会成本非常惊人。

我不是说，这些社会利益唾手可得。这是我们此前从来未以这样方式遇到的挑战，但也是我们面对的艰巨挑战。现在不要再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完善同意机制了；现在的有效方法已经说明合理限制数据流的因素，公平分摊成本和利益，并强化多个社会方面的目标和价值观，包括卫生、民主制度、教育、商务、朋友和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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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贝瑞纳托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著有《好图表：让数据可视化更智能并有说服力的HBR指南》（Good Charts:The HBR Guide to Making Smarter,More Persuasive Data Visualizations，2016出版）。





聚光灯 SPOTLIGHT



美好数字社会的蓝图


对个人和平台而言，未来需要根本性的经济改革。


作者是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和格伦·韦尔（E.Glen We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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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转型正在重塑人类世界，但几乎没有人满足于现在的进度。在媒体界尤为如此：定向广告的主流模式源于数据监控并用于赞助对大众开放的公共服务，比如社交媒体和搜索，现在逐渐被视为不可持续且不受欢迎的模式。

如今，互联网巨头向希望影响网络用户的第三方收取费用，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商业化。结果是互联网和社会都建立在操控手段上，而非共识话语。在这个将影响不知情者定为首要目标的系统中，各种不正当手段充斥了整个数字世界，导致隐私被侵犯、选举受操纵、个人焦虑和社会冲突。

该系统还让众多大型科技公司变得极其强势。一个典型案例即谷歌旗下的互联网巨头YouTube，也是我们所谓的“海妖服务器”（siren server，指像海妖一样向网络用户施展魅惑力，获得海量数据和免费劳动的公司——译者注）之一。数字组织往往能引发网络效应，而借助这一优势，YouTube控制了数字视频的制作和消费。该公司既是卖方垄断者，也是买方垄断者（唯一的数据购买者），决定给哪些内容生产者付费，以及数十亿用户会消费哪些内容。

科技巨头的影响力太大了，已经像跨国政府一样左右未来的走向，各国政府都相形见绌。比如Facebook和谷歌实际上已经成为最关键的中介，单方面决定了各大发达民主国家中自由言论和选举操纵之间的平衡。

与此同时，市场参与者的机构数量普遍减少，用科技行业的夸张言辞讲就是，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会带来下一波失业潮。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倡议者担心人类会逐渐失去价值，经济机构越来越少，因此变得更加激进。他们的夸张言论只会造成两种后果：1）尽管科技进步了，但贫困现象普遍存在；2）国家集中管控大量财富，通过社会财富基金保证公民获得无条件基本收入。但严重不平等和我们所谓的“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都是种“反乌托邦”——权力过度集中，降低或忽视了数据创造者的机制，就像家庭中“女性工作”的市场价值长期遭到忽视和贬低一样。

我们无助地看着更多选举成为多方势力折中的结果、不公的社会分工扩展、入侵式数据监控增加、更多工人失去保障，我们开始认为自己已经束手无策，最终陷入更深的绝望。

但我们还有其他办法：互联网用户即客户和卖家的新兴商业模式。在未来以信息为中心的经济中，数据创造者直接交易自己的数据价值。第一方之间直接购买和销售信息价值的形式，会取代向第三方出售监控和劝导服务的模式。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平台不仅不会萎缩，还能急速发展。但平台的利润率很可能降低，因为更多价值返还给数据创造者。最重要的是，数据市场会让数据创造者重新获得尊严，而他们会成为有尊严的信息经济中的核心。

上述模式已经多年来引发各界广泛讨论。我们在本文中探讨了这些模式落地所需的商业和社会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勾勒出未来世界。此外，我们倡议建立一个更井然有序的市场。市场没有秩序的话，任何纠正措施都不能生效。



数据尊严

有秩序的市场是真正多元、开放线上社会的市场经济。人们会得到自身数据的酬金，同时要支付含有其他人数据服务的费用。个体的注意力受自己定义的兴趣引导，而非接受广告商等其他第三方赞助、操纵力极强的平台。平台得到高质量数据，用这些数据训练机器学习系统，因此能够将更高质量的服务卖给企业和个人，既提升了他们的生产率，自己也能获得更高收入。给服务质量打分定价的是用户，而非想要影响用户的第三方。如果客户和用户是同一人，那么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社会之间共性会更多。

格伦将这种真正的信息市场经济概念称为“数据即劳动力”和“自由激进主义”，而杰伦称之为“人文主义数字经济学”和“企业民主制”。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了政治争议性不大的“数据尊严”（data dignity）。这个词将击败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关键概念“人类尊严”翻译到当代背景中：我们的数据需要摆脱新式极权的桎梏。

我们理解的“数据”这个词涵盖了大多数数字活动，既包括有意识创造的娱乐数据，比如YouTube视频或社交媒体模因（meme），也包括通过监控或生物传感器收集到的非刻意生产的数据，比如地理位置或新陈代谢记录。其他案例包括给翻译引擎训练软件的语言和实时数据流，比如Skype上的音乐课。

所有这些数据对生产者来说都有价值。此外，如果生产者有权控制这种价值，激励因素就会转变；市场参与者会努力劝说买家给自己投资，而不是付费给垄断平台，以便操纵目标对象。

举例来说，自动语言翻译服务让专业人类翻译的未来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但自动服务要求每天都从失业的人那里获得海量新数据，从而及时了解到时事和流行文化等。译者可能认为，他们在无偿为网友提供外国电影的字幕，对自己提供的价值一无所知。如果这些译者明确知道了自身价值，就可以靠自己的服务获得报酬，为提供更优质的数据感到自豪，并协助提高自动服务的质量。

数字世界的整个架构都会逐渐变得更清晰和光明正大。乌托邦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我们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避免过多权力以不确定和不可持续的方式集中到数字网络中。



MID组织

实现数据尊严的最大挑战是大型科技平台和数据收集对象（平台用户）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只要求科技巨头做出改变，改变就不会发生：一方面，利益纠纷太多，另一方面，这些平台势必会导致权力过度集中，这不利于市场竞争和社会开放。个人也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得到数据尊严，即便向政府请愿，也无济于事，因为网络效应给了平台过多权力，而数字经济的复杂性让监管无法深入细节。

为实现数据尊严，我们需要一个中等体量的外围组织来缩小差距。我们将这些组织称为“个人数据中介”（mediators of individual data，简称MID）。MID是一群志愿者；他们的内部规定从多方面代表了成员的初衷。MID协商数据版权费或薪酬，将集体谈判权交给贡献重要数据的人。这类组织还提高标准并建立有独特价值、代表数据生产者身份的品牌。MID往往履行常规性会计、法律和支付职责，但也会参与培训和教练工作。他们帮助成员集中原本分散的精力，是出于对其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比如定向营销。

MID并非革命性创新概念。现实世界中大量组织都有同样的结构和重要性。企业、工会和消费者协会、农民合作社、大学、共同基金、保险集团、同业公会、合作伙伴、出版商、专业协会，甚至运动队这样的组织都对尊严社会有关键意义，实际上也起到了MID的作用。

一些对民主市场协会有深刻洞察的思想家也在强调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到，社区组织对保持美国的自由有重大意义。韦布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认为，工会是大型公司得以有效运营的关键因素，因为工会给了高效工人发声的权利。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社会组织的崩塌导致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兴起。

有些MID模式往往会让人联想到政治左派，有些和右派的立场更一致。在发达的信息经济中，这一区别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用左派的语言形容就是：一些MID会和传统工人协会一样，重新分配最优秀员工的成果并广泛分享已获收入。其他组织，如艺术家版税管理机构中的美国作曲家、作词家及音乐出版商协会（ASCAP），可能允许个人支付的方式更多一些。但我们也可以用右派的语言描述：一些MID可能很难加入，和晋升著名律所的合伙人一样难。

MID会改变当前信息经济的趋势：最初平台表现出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印证了阿伦特提到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极权主义危害，另一方面导致平台权力越来越大，而且集中程度更高了。举例来说，Facebook早期的“快速前进、打破常规”口号实际上说明了互联网时代之前的MID已经式微，比如面向创意人才的出版商和工会。

问题不仅仅只是权力过度集中。算法取代了已经被打破的社会结构，并进行定向营销；这些趋势将个人划入不同组别中。提高在线“参与度”的激励措施涌现，进而加剧社会分裂，因为对“他者”的怀疑更严重了。当前网络架构出现的趋势太明显了，这种结果已经变成了信息战中最常被利用的工具：贫富阶层都被强调和鼓励社会分化的恶意社交媒体运动扰乱。

自组织MID催生不同的激励措施。个人可以加入多个不同的MID。MID之间会有冲突，但个人可以拥护不同的MID。这就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两个人会为利益存在冲突的店铺工作，但去的教堂都一样；或者两个人选择不同的汽车保险公司，但投资了同一只共同基金。同理，一个人可以参加多个MID（而非平台），他最后的身份和利益关系会很复杂，不会有遭到操控并贴好标签的身份供平台做定向营销。

自我们开始讨论MID以来，很多想要创建MID的企业家已经数千次咨询这一问题。他们似乎零零散散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多数来咨询的组织都是初创科技公司，但我们也为非政府组织、工会、非营利组织、科技公司的企业活动策划部门，可能也包括新政府机构，提供过建议。

我们在这里不会具体讨论某项提议，但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些方案中看到的趋势。以下为几种典型的提案类型：

• 有些企业家会基于共同利益给目标对象分组，以便在获取该组对象数据时谈妥一个合理价格。我们现在想到的两个例子是有同样病症的患者，和为自动翻译引擎提供信息的语言翻译。但我们对很多这样的做法都持怀疑态度，因为所有资金都来自数据销售，导致激励因素和现在的数据中间商一样，都建立在滥用成员隐私数据和信任的代价之上。

• 有些关注技术的组织希望使用区块链这样的工具来管理数据起源、渠道和流动——管理数据价值的第一步。我们怀疑，这些项目强调的高度去中心化会为数据创造者提供实现公平交易所需的谈判权或信息安全。

• 有些想要对抗大型科技公司的组织希望自身体量和权力都大到可以像科技公司一样运营，比如经营一个社交网络非营利平台，但也承诺认可并尊重成员。你可以称他们为“开明的海妖服务器”。我们对他们持怀疑态度，因为在我们看来，在MID缺失的前提下，所有海妖服务器都不可避免地采用不正当的激励措施。

• 有些希望取代优步等零工经济平台的集体企业想要建立属于打工者和数据创造者的平台。我们担心，这样做会将多数不认为自己在零工经济中打工的数据创造者拒之门外，因此不可能招募到关键盟友，创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

• 有些送礼经济或者说赞助经济中的赢家想要这一市场实现指数级增长，直到成为多数人类的物资来源。我们担心，历史经验表明，在相对狭小和高级的社区外，礼物经济会导致混乱，而且主导者往往会变成利用他人慷慨心理、权势过大的机构。



MID原则

我们很高兴看到，目前大家对MID的浓厚兴趣和展开的相关活动。可惜，尽管有些提议极富创意且实用，但几乎所有提案在关键层面上都有欠缺。很明显，要想成功开展MID项目，创始人需要在流程方面得到更明确的指导。我们在下文中列出了八大原则（或者说要求），指导MID创始人基于对未来要求的合理猜测，对自身设计进行测试。


1.信托责任。
 MID应该在法律、经济和结构层面上，都成为数据创造者或数据受监测者的真正受托人。

法律上，MID应负起只属于自己的首要信托责任，为数据创造者争取最大的利益，即使这些创造者不一定非要完全了解他们的最大利益是什么。

经济上，MID接受资助时应避免利益冲突，否则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受托人。举例来说，MID不能只按交易的数据量决定相应收取多少费用，这会影响到组织的激励措施——从成员的最大利益出发，保护其隐私不再是首要目标。

结构上，MID应隔绝与自身有必然利益冲突的组织，比如数据消费者。使命驱动型的非营利组织或数据工人合作社虽然不是唯一的可行方案，但还是有很大吸引力。使用这种模式，或者说打着“数据联盟”旗号的组织在欧洲和美国都成立了。

海妖服务器不可能成为受托人；他们同时为太多客户提供服务，就像有些财务顾问，他们可能是共同基金家族中一分子，因此会重点照顾和自己有关系，但不符合客户最大利益的基金。这种利益冲突不仅存在于现在的互联网中，而且是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我们必须对此做出改革。如果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营销（如谷歌和Facebook），同时还担任营销目标对象的受托人，这就太不可思议了。在数据治理或金融等高度不透明的领域中，建立专门处理受托业务且没有利益冲突的独立受托人极为关键。权力中心化的跨国集团不能肩负这一职责，就像一个律师不能代表法律纠纷案中的控辩两方一样。

指望监管机构通过严密监管来处理这些冲突也不现实。如果科技高管出席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他们只会嘲讽政客和监管机构跟不上科技快速迭代的趋势，不能充分了解技术的进步。但也正是因为现在数字经验过于庞杂、快速多变、技术复杂、心理影响大，个体必须获得与肩负受托责任的代表和顾问进行对话的渠道。MID可以是这些受托人之一。MID不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反而鼓励竞争，并能代表对立的观念和利益集团。

如果没有受托人的管控，海妖服务器必然会采取反乌托邦视角，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这体现在中国信用体系中，但也包括在某些美国平台思维中，比如谷歌臭名昭著的“自私的数据账本”（Selfish Ledger）概念；用户被描述成谷歌真正客户——数据的被动仆人。


2.质量标准。
 MID会重新定义廉正、高标准、问责和公认成就，并强化这些特点。

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假新闻”为例。海妖服务器不可能选择符合自己偏好且遵守标准的新闻源，因为这会被视为不公平竞争。现在对抗假新闻的流行观点是，让推特、谷歌或Facebook利用众包或雇用大量低收入工人，给特定的不当言论种类降级或加注。但目前还没有方法，在不触犯一些利益的前提下有效遏制假新闻。比如有些政客对如何界定假新闻出了名地持有异议。

从更大范围看，平台已经同意满足用户需求：他们会限制淫秽、血腥、煽动性和残暴等类型的内容。但你不可能有一整套让数十亿人都满意的标准，即使是最具善意的海妖服务器也不能让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满意。

政府可以实行让每个人都受益的规则，比如刑法和食品安全监管法规，但一旦规则越过了公认的普遍必然性的界限，执法就会变成专制统治。如果批评家要求Facebook等平台禁止某种形式的言论，他们也会让平台更专制，就像政府要求人民必须保持礼貌也是种专制统治一样。问题的根源是，海妖服务器有过多中心权力。MID分散这种权力，并为一个可能无解的难题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MID的前身有企业、工会和大学；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社会可能就不会进步。其他担当MID职责的实体也实行质量标准，比如要求同行评审中使用科学方法的科学期刊，以及实行行为守则和工作标准的专业协会。评论家观察到，曾一定程度上提高文明度和包容度，并促进真实报道的社会机构到了数据时代开始式微，而MID可以重新加强其作用。

并非所有MID都极为优秀，但成功的精英MID会有严格且公平的系统，评估和追踪成员所提供数据的质量，维持成员声誉并激励他们提供并持续改进数据质量。这一点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确保和数据消费者谈判中处在有利位置，还能提高数据生产者能力和声誉，从而“提升级别”，赚到更多钱。MID获得更大权力后，有足够的影响力基于标准和质量，将用户的数据出售给数据消费者，就像哈佛等名牌大学用自己的声誉和《哈佛商业评论》等市场出版物做交易一样。


3.不可转让的起源。
 尽管MID应有效促进数据流动的高值化利用，但必须禁止数据（特别是敏感的个人数据）被永久出售并避免成员失去对数据的控制。虽然知识产权可以被授权，但作者不能出售自己作品中的道德利益。

同样，只要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交易都应该说明数据的销售渠道和明确用途，避免购买者对数据有其他获取渠道和用途。近期密码学和“差别隐私”领域的进步会加速以下图景的实现：完全分离对重要AI软件应用数据的使用，与对用于更大目标的底层数据的管控。任何不够明确的数据应用都必须有明确界定并被永久标注，这样数据创造者就可以索要一部分未来收入，并有权拒绝未来数据用于与自身合法隐私利益相冲突的目标。数据不可能嵌入一些中间系统，然后不断被用于更大的目标，却连些许返还给最初创造者的相关价值都没有。

注意：在功能方面，当前用于追踪用户和定制个性化营销的基础设施工程，和未来基于个人创造数据计算个人应收取金额的模型类似。特别是在付款、安保和追踪溯源方面，尽管我们需要新的工程设计来实现数据尊严，但两种模式在工程方面十分相似。


4.利益共享。
 MID将成为社会和经济中的关键部分。为达到这一目标，监管不仅必要，也应当受到欢迎。

举例来说，MID应确保合理数额的数据价值返还给创造者。合理数额近乎于70%，是工人所得占国民收入的历史份额。目前科技行业的劳动收入占比要低得多，只有5%到20%，而且取决于你看的是哪家公司。如果中介者模式不能将数据工作者的份额扩大到近70%，而且在结构上不能将多数价值返还给真正的数据创造者（而不是MID本身），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或者会成为海妖服务器，对自身管理的数据有过多中心权力。

对MID的监管要借鉴劳动法、反垄断措施等先例，目标是保护代表弱势群体组织的权利，同时防止这些组织变得专制独裁。


5.能力和专业精神。
 MID要实现使命，就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MID要有足够谨慎的管理，才能与数据客户进行可靠的谈判，客户才会将机密业务内容委托给MID并保持平等地位。要做到这点，MID需要用专业技术知识，构建支持自身独特属性的系统。最优秀的MID会开发智能能力，了解数据消费者使用数据的方式，从信息基本平等的立场出发讨论使用条款和条件。所有MID都要求员工审核并了解以成员名义授权的数据实际使用情况。


6.生理现实。
 海妖服务器向外扩散风险。例如在零工经济中，工人必须“付出才能有收获”——每次打工都如此。你不能生病，否则麻烦会很大，也很难计划退休。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医疗保险并未普及。

MID应努力为成员创造体现人类生命周期本质的成果，而不仅是将目光锁定在相对于假想中的机器工人的“公平”定量交易，因为机器人不会衰老，需求也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设计合理且管理良好的MID将鼓励成员利用数据建立越来越多的版权流，等到退休时，在多个MID中均具有会员资格的人就可以收取多种数据版权费，获得必要的保障。这类似于受托财务顾问指导客户如何分散投资。

未来人们到退休年龄时，将从之前参与的数百个数据计划（配文字的图片、对产品的评论等）中获得一小笔收入。这些报酬是基于我们认为一个人本应得到的收入计算所得。但大多数人会有些专业领域，而专业在一生中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某护士加入MID为护理机器人的机器学习计划提供数据，她会持续获得版权费，即便有新一代护士提供新想法和新数据，并逐渐替代原有信息。这位护士还可能加入一个标记和推广寿司新美学的MID，即连续几年带领寿司机器人大厨到各地展现厨艺，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粉丝。另一位到退休年龄的人获得各种版权收入的途径可能是：在大学期间创建了标准虚拟现实体验，还曾创建嵌入商业人工智能的管理培训，或者多年混迹社交网络贡献的一系列文化小趣闻。（未来的情景听起来肯定会很虚幻，但如果我们只为最可能出现的未来做准备，就根本不算在做准备。）


7.认知现实。
 我们不能强迫MID成员了解艰深晦涩的术语和过于复杂的决策。当成员面对大量条款和条件，或者太多复杂的选择时，会对自己看到的内容照单全收。所以这种做法毫无意义。（不幸的是，在当前的同意导向型网络关系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算法和设计必须有所创新，但一些旧观点同样有帮助。比如所有MID成员都可以用一个虚拟旋钮，给自己智能手机中的数据定价，那么大量决策都能压缩成单个参数。定价不会确定绝对价格，只是个偏差因素，MID在以所有成员的名义计算价值时会考虑到这一因素。重视隐私（而非财富）的个人可能会将旋钮调为最高价格，让个人数据贵到公司无力购买。初出茅庐、希望自我推销的年轻人可能会把价格定得很低。MID可能设置上限和下限。想获得最大利润的人也许会将旋钮保持在中间位置，但他们会预测市场波动情况并可能为相关服务付费，随后根据预测频繁调整定价。举例来说，一些MID可能有一两个与成员时间价值相关的其他旋钮，但针对个体的措施必须可控，而且选择要简单、数量尽可能少。

没有明确规定，中介就不可能存在，MID必须尽最大可能做好受托人并维护成员尊严。医疗领域的知情同意理念可作为先例——但执行方式不必借鉴，因为我们的信息系统比医疗系统复杂得多。


8.持久性。
 MID的设计理念不应是永远存在（比如像国家一样），而应是存在的时间超过人的寿命（如保险公司）。原因在于，MID将成为代际数字智慧和情境的守护者。

MID之间要形成持久且可靠的关系。代表护士的MID应与代表生物数据科学家的MID保持数十年的良好关系，而后者也应与代表新生物传感器潜在受试者的MID保持良好关系。MID应形成价值链，就像发达市场的参与者一样。

如何才能防止相互依存的MID合并为“超级MID”（实际上也就是海妖服务器）？虽然早期的MID或许有意愿扩大规模、集中权力，从而削弱海妖服务器的实力，但如果MID不断努力削减单边决定权并保持谈判权，社会和经济都会受益无穷。

也许反垄断法有助于管控大型MID。也许限制MID成员互相攻击的规则将催生大量规模更小的MID，就像律所不能代表对方的客户一样。其他强调权力管控的方法包括：使用基于区块链的透明协作设备，进行数据罢工（data strike，指多名用户同时断开数据接口，把平台逼到谈判桌前），以及在内部推广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些方法虽然有可能成功，但前景并不明朗。

此处可用神经网络比喻。神经网络需要通过神经元的中间层来收集反馈。没有中间层的话，神经网络就无法学习。中间层是机器学习系统中最持久的部分，即价值载体。MID就会起到中间层的作用，承载着整个经济乃至全社会的价值。



改进互联网的其他想法

在市场和政治辩论（两者共同话题不断增加）中，MID以外的其他纠正措施已经得到广泛宣传。MID与以下观点的比较会进一步激励各界用MID解决问题。


自我监管。
 越来越多用户要求海妖服务器规范免费用户和营销客户的言论和行为。消费者和积极分子要求平台驱逐仇恨团体、虐待狂、色情作品作者等就属于此类。

平台通过自我监管，在限制最恶劣的残暴内容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虽然此举可能解决某些心理和社会堕落问题，但平台对社会的权力不但没有受到限制，还增长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审查和混乱同时存在。

大型平台典型的开放方式并不成熟，而且没什么作用，也不能自我监管。在当前情况下，短期内无休止的观点争锋造就了内容。比如在付费产品只有营销和说服的经济里，煽动性内容往往最受关注。随着推荐引擎主导地位的确立，萌猫视频或用来安抚幼童的视频等“治愈系”互联网内容，往往会混入令人不安或欺骗性的内容里。最终文明对话被大量不文明沟通驱逐，社会文明也会受到影响。

但公司不会受到损害。真要承担责任的话，平台会因自我监管不足而受到处罚。在与信息战活动相关的账户或虚假账户遭到清理后，推特估值下降。与假新闻对抗的Facebook也经历了估值下跌的时期。这是因为自Facebook上市后，投资者给该平台估值的指标（如日活跃用户、点击量等）都被试图规范行为的平台限制了。虚假账户及其内容运作的目标是吸引注意力，提高点击量和回应数量，而这对平台也有利。这种运作方式带来的互动在华尔街看来，是“健康”的活动。奇怪的是，现在监管部门也在鼓励公司推广（而非取缔）这种模式。

但如果主流MID主动禁止仇恨言论和其他有害内容（参见上述第二条原则，“质量标准”），就没有太多完全遏制不良内容的原因，更不用对平台提出这样的要求了。我们会增加高质量内容，而不是遏制有害内容，因为高质量内容将有更多机会，而不会被全球混搭算法胡乱归类。

我们没有请求大公司管控言论和行为，而是诉诸常识和对言论自由的坚持。互联网出现之前同样有可怕的内容，但并没有将优质内容挤出报摊。原因在于，只要有机会反思，大多数人都没那么糟。一个和人差不多高的杂志架在筛选有用内容方面，比无穷尽的数字书库更高效。

MID保留了互联网和开放社会中都备受重视的价值观：所有社团都是自愿的，没有人会被审查。但与此同时，MID不同于它要取代的中央集权平台，成员不会同时就注意力展开竞争。MID很民主，也有秩序。


隐私监管。
 数字隐私监管可在特定情况下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我们对此并不表示反对，但这种监管不够系统，不以未来为导向，也没有改变经济激励因素，劝止越来越具创新性的侵犯隐私行为。这类监管与MID的大多数原则相左，特别是第七条原则，“认知现实”。

此外，侵犯隐私不足以彻底阐释清楚问题。脱离经济权利的隐私权就只能依赖同意的概念，而如果数据应用的技术含量过高、晦涩、不可预测且有心理操纵性，同意概念就没有意义了。认知现实是对隐私问题的最佳回答。一旦个人获得可以解释自己生活数据的工具，就会要求控制，也有能力控制数据。

隐私的概念没有恰当翻译到网络世界，因为海妖服务器定义了网络环境，也没有搭建真正的私人场所。这是抽象的数据隐私权难以行使的原因之一。没有人知道隐私权是否行使了。我们不得不信任平台，因为没有开发例行独立审核功能的时间和空间。这种环境往往会鼓励海妖服务器变得鬼鬼祟祟，并模糊数据起源。即使我们可以信任平台，数据的性质和应用也会以无法预测的方式继续演进，所以我们很难提前制定规则。

不过，将数据隐私权与商业权利联系起来，会激励会计师和律师跟踪数据的使用方式，并就数据的应用进行谈判。会计师和民事诉讼律师可能让人厌烦，但我们应记住这些职业出现的原因。在非市场社会中，只有警察执法；市场社会中则有民事诉讼。没有合同的话，所有干预都是自上而下的。行使隐私权是一种集权形式；分散的权力更有可能降低腐败的可能性。

最后，人们在数字生活中需要的并不是隐私最大化本身，就像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需要的并非将享乐最大化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本质上需要的是不受打扰的权利：一种构建他人看到和了解的自己的理性能力，对自身须付出努力的合理限制，行使自我决定权的可行手段，对所放弃事物的合理补偿，以及支持追求意义和幸福的社会环境。

MID是帮助个体获得上述福利的自然结构。


技术去中心化。
 互联网改革者迫切要求搭建新架构，将对数字网络的影响力去中心化，而采取的机制往往是区块链。

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架构去中心化确实有吸引力，但要撼动网络效应、认知负荷以及最初构建中心化的各路力量，这个想法还不成熟，也很难有效果。开源软件和“免费”媒体理念本应该有效实现权力去中心化，但一方面鼓励劳动力免费，另一方面又无法实现资本免费或控制平台，结果是单方面削减了劳动力势力，让操纵用户并提取数据的巨头公司从中渔利。

如今许多人相信区块链可以推动去中心化。相比开放软件社区，区块链社区内对经济激励措施的重视让我们看到更多希望。但我们必须解决网络效应的问题，以及个体很难自行处理使用条款的难题，否则推动完全去中心化反而会进一步削弱个人抵抗网络的能力。只要当权者，不管是政界还是网络世界的中央集权机构，拒绝（或不能）放弃权力，我们就必须加强MID等反对派组织的力量。

此外，虽然区块链有技术乌托邦式的愿景，但社会契约不能仅靠法规，就能实行。有时法规一定要与现实世界结合才能有效果，而结合点往往是出现腐败、诈骗和操纵的地方。MID必然会加强社会契约的力量。



对公司来说是好是坏？

科技巨头应欣然迎接由MID主导的未来，而非心怀畏惧。（我们都为科技巨头工作，也喜爱这些公司。）最后平台也是受益者。但我们估计MID会遇到阻力，以下是其中一些反驳观点：


人们想要免费。
 有人称，消费者对“免费”互联网已经有依赖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创建数据市场和MID世界根本不可能——用户不会为之前免费的东西付费。我们认为，实际经验已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此前很多人认为，没人愿意为在线视频付费，但Netflix还是建立了这项业务。现在包括YouTube在内的多家免费视频网站都跟风提供了付费选项。类似案例还有苹果证明，用户会在应用商店消费。

此外，免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消费者可能尚未将免费列入成本分析的考虑范围内（MID可以提供协助），但他们为承担数据监控和营销经济的巨大运营费用，支付的码流费用远超必要的消费数额，更不用提隐私泄露和信息失真的成本了。


数据价值可以忽略不计。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为数据支付的金额可以忽略不计；即便用户可以出售数据，花费的精力也得不到相应回报。MID的管理成本可能比收益还高。即使现有的商业模式不变，很多美国人在数据价值方面每年也可以赚50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计算后得出）。

我们认为，这个估值还是偏低。估算过于保守，忽略了数据现有价值中有多少存在于账面以外。这就像在争辩说，因为女性做家务没有报酬，所以家务劳动就没有市场。事实上，女性进入职场后，巨大的家政服务市场就出现了。数字系统为世界增加价值，对此没人反对，只是到底增值多少尚无定论。

如果我们可以准确计算个人数据贡献的价值，就能知道整体经济价值，而随着数据输入质量的提高，整体价值还会大幅提升。此外，若AI经济如预期般迅速增长，那么数据价值可能迎来爆发，正如石油在新应用方式（如汽车）出现后，价值突然爆发一样。我们预估，未来即使AI只占总经济的10%，数据尊严中由AI支持的服务也可以为普通的美国四口之家带来两万美元的年收入（虽然他们可能也为数字服务支付额外费用）。

这还不是全部。MID主导的发达信息经济，会鼓励个人专攻目前尚未被定位为利基市场的领域。例如，喜欢徒步旅行的植物学家可能会加入MID，和其他成员一起整理欠发达地区树木的照片和数据。这些数据对林业公司、物业经理、松露猎人、气候变化方面的监管机构、在森林地带送快递的自动化无人机AI服务，以及许多其他服务都很有价值。未来会有很多种重要数据，或者说数据会更精确、有更明确的注释，进而发挥更大作用。市场的关键之处不仅在于将有限的蛋糕合理分配，还要将蛋糕做大。如果有人忽视了网络活动的价值，那就是忘记了开放市场的这一最基本福利。

我们认为，MID可能发掘和市场化的新价值，基本可抵消失业潮（自动化引发）的负面影响，并将劳动收入比重恢复至历史水平。我们不能保证，这一定会成为现实，但就可能性而言，假设有一天社会进步到不会再有物质匮乏的问题，那么全面自动化就会造成全面失业。（我们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这只是个思想实验，但在技术文化里近乎普遍实现。）

我们在其他文献中提到过，如果社会没有提供数据，上述自动化就不可能实现。但这样的社会是否足够重视数据到进行融资吗？这就是商业规划理念的问题。如果社会中只有营销和说服的受众，那么数据肯定永远得不到充分重视。社会只能主要以非市场原则运作，而且权力会高度集中。但如果有客户与所有重要数据的形式都相关联，那么市场的价值将与其支持的社会等同，因为数据提升将是唯一的不足。很多人会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吗，还是只有很少人会提供？目前，谷歌之类自称为在AI领域竞争的所谓海妖服务器正拼命收集每个人的数据。如果识别出某些人的数据不值得收集，就会毫不犹豫地忽视。但这不是全部真相。


MID威胁到平台的存亡。
 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数字平台与数据生产者之间是零和战争——你一点我一点地瓜分资源。我们的看法有所不同。

科技巨头在有数据尊严的世界中依然会发展得很好，只不过在更大的蛋糕上占了少一点份额而已。对更优质计算资源和数据工具的需求仍会很强劲。巨头不必再承担内容管理和数据验证的重负，而是外包给政治和经济上都更适合担负这些责任的MID生态系统。未来不会有每个人都可以躲藏在电子屏幕后与他人争斗的情况——我们不必忙于劝说彼此分享或相信哪些内容，数据尊严可更好地协调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事实上，数据尊严主要取决于大平台。数据尊严并非否定必然会强势扩散的网络效应，而是努力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好网络效应。总之，MID支持的理性市场有助于解决技术反对派发起的关乎生死的挑战。如果我们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解决方案，反对势力会继续存在。


未来AI会消除对数据的需求。
 我们会听到一些消极声音，称未来AI将不需要人们提供更多数据，所以我们就不必担心，错过机会为AI实现自我维持之前这段短暂时间里收集的数据付费了。该观点不仅本身有待商榷，还回避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都有越来越多行业，交易定价较为主观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化妆品、体育、娱乐、设计、时尚、旅游、艺术、新闻、评论和游戏等。这些都由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表达构成，而谷歌和Facebook等巨头旗下的海妖服务器上交易的价值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别。

有关AI的虚妄言论会让人们忘了这一事实：主观行业永远都需要人类数据，因为它们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数据价值交易。即使有朝一日所有电影都由AI执导、化妆服务都由机器人提供，未来AI的品位还是由人类决定。如果人们想保留自主意识，价值的本质仍然会是人类之间互相传递数据。

未来任何严重依赖信息技术且保持尊严的经济，都必须重视提供数据的人。这不能只停留在纸面，还要搭建相应的结构贯彻落实。我们需要的市场谈判权和安全保障机制要真正公平，支持并保护数据创造者的价值，而只有数据创造者群体形成MID这样的组织，才能实现这一愿景。


如果互联网不免费，穷人会被排除在外。
 Facebook等大型平台公司常提出另一反对意见：付费服务将穷人排除在外。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并不是新问题。付费书籍将穷人排除在外。用于寻找更多、更优质工作机会的私家车，将穷人排除在外。相比简单无效的价值估算，将市场与稳健的民主政策结合，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公共图书馆提供书籍，公共交通提供了合理的私家车替代方案，货币化的互联网上也将出现类似机构。多数收费公司都尽可能扩大产品销售范围。举例来说，我们的雇主微软对旗下大多数产品都收费，而在较贫穷的国家普及这些产品时，会根据当地情况改动价格，收取合理费用。

此外，免费互联网服务的出现恰逢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工作收入份额下降之时。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的新兴富裕阶层都是可以接触到世界最大计算机资源的人。免费的互联网并未真正服务于中产阶级利益，更不用说穷人了。



......

对改进互联网方法的讨论并不简单，主要原因在于，这方面的讨论通常发生在互联网中，而互联网早已被海妖服务器的系统占领，通过煽动用户情绪来提升参与度。这也意味着讨论会很快激烈起来，最后变成恶性攻击。

因此我们有意缓慢、详尽地阐述了论点。篇幅之所以如此长，在某些方面是为弥补能力的不足：我们无法一一答复新兴MID发给我们的大量问题，同时我们也愿意集中梳理所有的回应。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能达到本文提出的所有数据尊严条件的项目提议。要想满足所有条件，创造力和冒险精神是必要因素。关于MID的讨论从基本原则开始。但随着相关知识的增加，条件肯定也会发生变化。

这些条件必须不断升级。互联网对人类各方面经验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如果我们还想有一丝尊严，就必须提出数据尊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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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泽：

最重要的领导力是化繁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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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医疗技术公司BD如今面临着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并购给它带来了新活力。如何成功运作大型并购项目的同时，兼顾公司整体转型和业绩，BD公司CEO傅兰泽的对策是明确目标、化繁为简。






在
 如今这个创新和颠覆频发的时代，各行各业的传统巨头攻占数字化领域的道路并不平坦。2018年，身陷困境的GE在年底宣布独立其数字业务，令人唏嘘。如何发挥深耕行业的优势？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如何持续创新？如何帮助企业实现基业长青？这些问题是摆在传统巨头企业领导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拥有120年历史的BD公司（Becton&Dickinson，以下简称BD公司）是一家全球化的医疗技术公司，不断通过改善医学发现方法、医疗诊断效果和护理质量来引领世界健康行业。7年前，BD公司就感受到了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和机会，开始探索自己的数字化转型道路，希望能够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构建，实现单纯销售医疗器械之外在健康领域更大的影响力。

除了自己研发数字化的解决方案之外，BD公司还于2015年以122亿美元收购专注于减少用药错误和预防卫生保健相关感染的康尔福盛（CareFusion），2017年以240亿美元收购致力于心血管、泌尿、肿瘤及手术领域的医疗技术企业巴德（C.R.Bard）。令人惊喜的是，如此大规模和持续性的并购不仅没有给BD公司的日常运作带来困扰，反而大大加速了其数字化转型和业绩的增长。根据BD公司的财报数据，BD公司2018财年实现160亿美元的营收，达到双位数增长。其中，国际市场的贡献功不可没，以中国为首，BD在新兴市场也实现了双位数的营收增长。

2018年年底，BD公司全球董事会主席兼CEO傅兰泽（Vincent A.Forlenza）在北京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专访，分享了BD公司最新的战略规划和他对医疗健康行业发展趋势的洞见。



持续创新永远是行业和企业最大的挑战



HBR中文版：
 医疗技术领域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傅兰泽：
 一直以来，医疗器械技术的发展都是由创新推动。因此，所有能够影响到如何更高效更有效地去创新的东西都会成为挑战。在整个医疗健康行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病人需要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好的临床护理，不仅可负担而且更为安全。

在我看来，影响整个行业提升创新能力主要有以下三个挑战：第一，创新的成本在增长，企业不仅需要保证产品的临床性能，还需考虑经济利益。第二，有关创新产品的政策法规日渐增加，提升了创新的合规成本。第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也不利于创新。

另外一大挑战来自人才，找到合适的人才、培养并且留住优秀人才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HBR中文版：
 健康领域近年来发生的巨大改变对医疗技术行业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傅兰泽：
 我们从数字技术和医疗技术两方面来看待医疗健康领域的变化。

数字化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会从多方面影响到医疗器械行业。以往全世界的医疗系统的主流模式是病人去医院接受精准的诊断和治疗，但这种模式已经不再是现在健康领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了，慢性病照护发展迅速。所以我们需要应对的是如何保证病人在慢性病照护中的需求能被满足，数字化的连接是实现它的重要手段。

另外，数字化包括大数据技术能够让整个医疗系统在流程和财务上都更为高效。因此，BD公司将数字化和数字医疗解决方案作为我们发展的优先级。我们已经拥有大量的用药管理数据，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做出改变，优化整体的用药流程，不仅提高临床效果，还能有效降低成本。

在新的医疗技术方面，从生命科学出发的细胞疗法和基因疗法等新型临床技术会显著改变疾病治疗的方式。基础科学研究的进程在不断深化，其研究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速度也在加快。




人物小传


傅兰泽


傅兰泽（Vincent A. Forlenza）拥有美国Lehigh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傅兰泽在BD公司工作时间超过38年，担任过全球、美国和欧洲等多个管理职位。







HBR中文版：
 BD公司如何激励创新？



傅兰泽：
 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对公司的创新系统持续投入。2018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近10亿美元，约占总收益的6%。我们的COO和CTO也在密切合作，带领团队开发一些关于前沿医疗创新的矩阵模型，帮助公司分析哪些前沿的医疗创新技术需要投入。另外，与客户的密集交流和扎实的市场调研也非常重要。





HBR中文版：
 未来5年，你认为能给医疗健康领域带来巨大改变的创新是什么？



傅兰泽：
 在医疗器械方面，智能设备会是一大重点，它不仅能够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还破除了临床的地理位置局限，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在药品方面，公司对于基因和神经的研究可能会让抗癌药物取得重要突破，因此我们在生命科学技术上也有很大投入。



数字化激发全新商业模式



HBR中文版：
 BD公司的数字化战略是如何规划的？



傅兰泽：
 我们并没有专门的数字化战略，而是公司的整体战略在向数字化倾斜。我们要从销售医疗器械产品，转变为提供更多服务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提供商。因为单纯销售产品，影响力很小。但如果拓展一下，从用药管理、感染控制和糖尿病管理等类别的管理角度出发，我们能做更多。用数字化的解决方案管理某一品类的医疗器械的使用，会给健康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康尔福盛和巴德的加入也大大增强我们在这方面的实力。7年前我们开始进行这样的变化，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给BD公司和客户都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HBR中文版：
 数字化将会给BD公司的商业模式带来哪些改变？



傅兰泽：
 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例如，在药物制备和分发技术业务上过去我们只销售药物存储分发设备，现在我们新推出了智能化的BDHealthSight?解决方案，通过领先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完整的社会药房、医院住院药房和门诊药房全面自动化管理方案，帮助医疗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用药错误、降低运营成本。过去18个月中，在这方面我们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传统销售设备的方式之外，我们通过租赁和软件订阅获得了大约700万美元的营收。

BD公司现在拥有170亿数据点，我们与美国70%的医院合作，可以使用病人的看病记录，因此，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数据，通过分析洞察和预测帮助客户优化临床护理、药物管理和疾病管理的流程。2018年，用药管理系统和药品分发解决方案业务的营收分别是25亿美元和36亿美元，是我们业务中营收贡献最大的两个部分。这不仅仅是个软件，而是对我们以往提供的设备和服务的优化升级，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也在积极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比如使用图像识别的技术来观察培养皿中细菌的变化情况，这要比人眼观察精准很多。





HBR中文版：
 从7年前到现在，这一战略变化的发展路径是什么？



傅兰泽：
 我们自己从2013年起就开始考虑要做这件事，收购康尔福盛显著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康尔福盛当时已经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在我们收购它的时候，这方面的开发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我们看重它数据的互操作性，可以从所有的设备中提取出规格一致的数据，能够实现从注射泵、储药柜到药房的整体数据联通协作。

通过收购康尔福盛，我们在这方面的开发上节省了5倍的时间。现在我们在中国也有药物制备和分发技术的业务，由中国团队专门为中国的客户定制开发。





HBR中文版：
 这也改变了医护人员的职责和角色。



傅兰泽：
 的确。过去我们只是从医疗机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如今我们是从如何能够优化医疗流程和具体的疾病治疗方面去分别突破。通过收购康尔福盛帮我们解决了前者，而巴德的收购则主要是出于对具体疾病解决方案的考虑。我们对这两方面都有所布局，这么做的企业并不多，一般要么专注于流程，要么专注于某一疾病。





HBR中文版：
 为什么BD公司选择流程和疾病两方面的布局？



傅兰泽：
 我们认为这是客户最关心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两方面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医疗流程的优化是基础，在此之上我们会更关注那些医疗器械技术的发展能够真正带来改变的疾病领域，比如肿瘤，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终点，我知道这也是中国医疗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

而且，如今人们往往不只是患单一疾病，糖尿病患者可能还有其他健康问题。因此在治疗方面的解决方案也要从更整体性的视角出发，我们的用药管理系统也和医院内获得的感染控制（Hospitalassociated infection，HAI）方面的解决方案相关联。





HBR中文版：
 在这样的数字化变革中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傅兰泽：
 我们需要合作才能实现这样的转变。在美国，我们和主要的医院信息技术公司都建立了合作关系。我认为更大的困难来自国际市场，如何在当地市场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来执行我们的这一战略是一大难点。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之外，医疗系统的信息化程度普遍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体制有很大差异。例如，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医疗系统差异巨大，因此我们在中国设立的创新中心，根植中国，服务中国客户，为他们提供更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不是要融合，而是要创造一个新BD



HBR中文版：
 数字化转型和并购给BD带来巨大改变，如何在进行如此大变革的时候还能保证良好的业绩表现？



傅兰泽：
 我每晚都会祈祷。这只是个玩笑。我想首先最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明确公司的使命和目标。BD公司希望能够引领世界健康，这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出发点，能够理解这一点就能让事情容易很多。

第二，我们在做并购的时候不是仅仅让这三个不同的公司融合起来，而是从BD公司业务的整体规划和流程上去考虑，从业务、研发、财务、人力资源和营销上优化每一个环节，打造一个新的BD公司。在进行并购的同时，我们也投入5亿美元用在流程的优化上。

这听起来容易，真正实现很难。但幸运的是，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团队。公司用非常有经验的人来主导安排对康尔福盛的收购，我认为公司在整合并购流程和聚集人力方面做到了最好。第二次当我们实施对巴德的收购整合时，也是用同样有经验的团队，而且他们对BD公司愿景理解更为深刻，这对并购成功非常有利。





HBR中文版：
 如何让所有员工都能够跟上公司变化的脚步？



傅兰泽：
 你必须做到正确的管理。所谓正确的管理指的是要制定非常清晰的计划，并且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内部细微复杂的问题有应对的预案。如果管理出了问题，员工会非常迷惑。

正确的管理体现在对康尔福盛和巴德的并购整合之中，就是要让所有的人了解公司终极目标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的BD。所以在团队和流程方面公司也是整合各方面的优势。处理同样的问题，如果康尔福盛或者巴德有更好的流程和方案，我们就会采用它们的作为新方案，我们现在使用的月度运营回顾系统来自巴德。同样的职位，如果康尔福盛或者巴德的人做得更好，它就会成为新公司该职位的人选，我们现在CHRO就来自巴德。我们会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公司每一天都在不断进步，所有人的意见都会被听到，所有人的付出也都会带来改变。





HBR中文版：
 如何保持目标计划的聚焦、简洁和清晰？



傅兰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设定了许多毫不相关的目标，你的组织就会不堪重负。因此，企业设定的集体目标必须和企业的愿景战略保持一致，另外，目标必须简单明确，才能确保所有人都能理解它，并且知道自己应该为此做出哪些调整。

领导者的角色就是要观察系统中的复杂性，然后化繁为简，传达简洁明确的目标和信息。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观察和理解BD公司，我们还会有很多“跃级会议（skip level meetings）”，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把企业内部不同级别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确保公司能够对出现的问题快速响应和相应调整。



根植中国，服务中国



HBR中文版：
 中国市场在BD公司的战略地位如何？



傅兰泽：
 中国市场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公司财务表现持续增长的巨大推动力。BD公司在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发展迅速，BD中国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名员工，有18个办事处，公司还在中国投资了4座工厂，目前我们BD中国最大的业务部门即给药流程解决方案外周血管业务部（即留置针所在业务）2018财年本地生产近50%，预计到2021财年能到80%。整体而言，在2018财年BD中国的本地生产约30%，到2021财年预计能达到50%。耗材的本地化比设备本地化要容易一些。此外，我们还设立了3个研发中心，除了把BD公司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带来中国之外，还要根植中国，服务中国，根据中国客户面临的具体问题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现在BD中国不仅具备产品研发能力，还建立起感知市场的机制。





HBR中文版：
 有哪些创新是诞生在中国市场的？



傅兰泽：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静脉留置针，它是BD公司针对中国市场进行的一项“本土发明”。这种留置针是根据中国护士的穿刺手法专门设计：中国护士一只手就能穿针，而美国护士往往需要两只手才能把针穿进去。中国幅员辽阔，从零上30多度的南方到零下30多度的北方，温差可达七八十摄氏度，如果套管的硬度受到温度影响，会给病人带来实质伤害：套管太硬，会把血管戳破；套管太软，则会从血管滑出，影响治疗效果。我们的留置针套管采用了全世界独有的专利材料，保证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能保持相同的硬度。





HBR中文版：
 在激励创新方面，BD中国和美国有何差异？



傅兰泽：
 大家秉承的宗旨是一样的，都希望将创新做得更深更远。在中国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团队也设计出了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创新种子员工”。中国的集体性文化会让大家不好意思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或者新想法，因此鼓励大家说出自己的想法很重要。我们在公司上上下下所有部门中都挑选出敢于创新的人作为“创新种子”，由他们反馈在工作的各个环节可以提升优化有所创新的地方。





HBR中文版：
 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医疗系统环境，BD中国在商业模式方面有哪些创新？



傅兰泽：
 我们非常强调根植中国，服务中国。首先从流程上，我们的中国团队拥有产品和业务矩阵的决策权，不用再汇报总部。

我们还注意到不能一味局限于解决客户的现有问题，而是要预见到3到5年后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基层医疗、分级诊疗等相关政策的推进，BD在以核心市场为主的同时，也在不断向低端市场渗透，采用“跨事业部”的业务模式，之前需要3个人覆盖的医院，现在只需1个人就够了。

此外，为了应对中国的“招标”现状，我们制定的核心策略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产品以降低成本，但绝对不能调整整个产品，尤其是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的调整。2018年11月，我们还跟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NIHA)签署了3年战略合作协议，从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和医务人员服务能力两方面协力提升中国医院的综合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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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你认为中国市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傅兰泽：
 中国市场的政策导向一直是很主要的市场变化因素，临床医疗和更加个性化的医疗护理并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认为公司在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上还有很大潜力。此外，当地竞争对手也是一大挑战。不过总体而言，我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我们大中华区总经理邓建民领导的中国团队很强大，在我们核心政策的支持下，我相信我们能战胜这些挑战。



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是要设定目标、化繁为简



HBR中文版：
 你认为CEO面临的重要挑战有哪些？



傅兰泽：
 首先是有机会去领导一个被使命推动的公司，不仅希望创造商业价值，还能够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CEO和高管团队要努力在企业内营造出这样一种文化和氛围。

另外，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随着企业逐渐成长壮大，领导者面临的环境会越来越复杂，因此化繁为简的能力至关重要。

吸引人才是另一大挑战。现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应对人才战争，如何维护公司内部的多样性，给员工营造公平和开放的工作环境对于吸引和留住人才来说非常重要。我也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





HBR中文版：
 BD公司的文化有哪些特别之处？你如何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傅兰泽：
 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公司的员工理解自己工作的目的，以及公司工作会对人们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力。我们让员工能够及时了解公司最新的变化，让员工也及时了解公司产品能够带给某个病人和他的家庭哪些不同，让“引领世界健康”这一愿景变得清晰可见。我们每年会生产500亿件的医疗器械，每一件器械都会用到一位病人身上，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会将大家凝聚在一起。





HBR中文版：
 什么造就伟大的领导者？



傅兰泽：
 伟大的领导者要有更为宏大的视野，理解世界发生了哪些改变，能够从中捕捉到自己所领导的公司能够有所作为的机会。另外，领导者还要能够制定清晰的战略并且确保战略能够顺利执行，让员工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切实意义。





HBR中文版：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领导风格？



傅兰泽：
 我比较包容，坦白来说，我更关注更为宏观的事情，尤其是公司和行业以外的变化会对公司产生哪些影响。我喜欢给自己的领导团队带来不一样的新视角，然后组织大家一起探讨应对方案。

另外一点我们关注的是人才的培养，公司内部晋升的比例大约有70%。此外，我们还是一家员工愿意工作比较长时间的公司，公司有一个很大的“25年俱乐部”，由在BD公司工作了25年以上的员工构成。





HBR中文版：
 在BD公司工作了38年，你希望自己给公司留下什么财富？



傅兰泽：
 我希望BD公司能够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在对医疗健康领域的影响力方面。当我开始担任CEO时，BD已经做得很好，是行业的领先者。但世界变化很快，我们要提前规划在未来的世界中BD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我认为过去7年公司的变化显著地提升了我们在当今医疗健康领域的相关性和影响力。我们在数字化、创新系统和全球布局方面都变得更加强大，能够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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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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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店员视为一种资产，而非成本，将有助于应对电商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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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为与电商竞争，实体零售商通过减少店员数量和培训资金来降低成本。这破坏了他们相对电商的一大优势：可以面对面帮助顾客，业务过硬的销售人员。




根本原因


薪酬占可变成本的一大部分，很快就可以调整。鉴于普遍存在的高员工离职率，培训开支似乎也是浪费。




解决方案


使用新方法，来分析历史数据，进行实验，跟踪个人或团队的培训和销售，并提供激励措施，确定每个门店需要的店员数目和培训，最大化营业额和利润。





网购时代，

实体零售商为了生存，

正在采取一种老办法：

削减店员支出。



例如，过去十年间，美国百货公司行业中，每家店铺的人员数量下降了10%以上，每位店员工资下降了4%。不仅薪资下调，培训预算也被削减了。培训软件提供商Axonify的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的零售店店员从未接受过正规培训，是调查的所有行业中最高。商场缺少人手和工作人员缺乏培训从来都不是件好事，但如今尤为糟糕，因为它消除了传统门店相对电子零售商的最大优势：顾客可以面对面与真人店员交谈。

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多数零售商不知道如何确定每个店面人员和培训的最佳数量。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计算这些数量的方法。我们发现，如能系统地应用此法，可以让现有门店增收20%。此外，如能将一些店面裁减的人员补充到其他店面，并且让供应商承担产品培训的成本，就能在不产生额外成本的前提下提高销量，因此这一改进产生的大部分毛利都能沉淀到净利润中。



传统方法的缺陷

可以理解的是，实体零售商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可消耗的可变成本：人力成本是大多数门店支出的第二大项，店铺可以通过缩短许多兼职店员的工时来快速削减成本。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忽略了销售人员提高销售的简单事实。零售商在人力成本上省下一美元，意味着在收入和毛利上可能损失若干美元，因为顾客可能因缺乏业务过硬的店员帮助而空手而归。这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人力不足会导致顾客服务质量下降，进一步减少营业额，然后不得不继续裁员。长此以往，最后只能关门大吉——2017年美国有7795家零售店关张，创下有史以来新高。




削减员工开支会导致营业额和毛利减少，因为如果顾客没有熟悉业务的店员帮忙，就会空手而归。





这种人力战略的败笔背后，是商学院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我们告诉学生，管理应以数字为参照。这并没有错，但它会导致商人过分重视能够量化的因素，忽略不能量化的内容。对零售商而言，工资和培训的成本一目了然，而数量充足、业务过关的销售人员对收入的影响更难确定。这种不平衡导致了一种错觉：零售商相信，如果他们在一个季度的最后几周减少5%的工资，就能满足他们对华尔街的利润承诺，也不会影响客服。但时间一长，影响就会显现出来。

更糟的是零售商分配门店店员的逻辑。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商家对所有门店都一视同仁，并按照所在地点预期销售额的固定百分比制定每家门店的人力预算。但是，随着门店人手增加，收入增加速度变慢。每家门店都有最优人员配比，可以让店员产生的额外收入和额外工资成本保持平衡。（最优配比意味着，最后一美元人力支出将产生一美元的毛利率。）如果零售商在每个地点都达到了最佳配比，有些门店的店员人数与收入比率将会高于其他门店。

哪些门店往往受益于相对较多的店员数量？答案是，那些具有更大销售潜力（以服务区的日均坪效和平均营业额来衡量）和竞争更激烈（以五英里半径内对手门店数量衡量，特别是沃尔玛）的门店。当对手的店铺距离顾客很近，顾客厌倦了等待店员服务的时候，更多人手提供更好的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摆脱恶性循环的关键并非放弃数字管理，而是要用正确的数字来管理，不仅包括训练有素的店员成本，还包括他们所产生的价值。



优化店员配比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计算各门店中合适的店员配比，共有三步：


1.使用历史缺勤数据来预估人员配置的影响。
 零售商可能尚未意识到已有办法计算店员配置对门店收入的影响：估算店员因疾病、个人问题、离职等原因缺勤的数据。例如，如果计划店员人数为30，而实际到店只有27人，实际销售额与预测相比如何？如果依旧符合预测，门店店员可能过剩。如果收入下降10%，店员人数增加10%很有可能使收入增加10%。

当然，在统计上获得有意义的结果需要大量样本。我们使用零售商便于提供的最长时间内的最精细数据——通常是为期一年的周销售和工资数据。但你也不能忘了其他会影响销售的因素，比如广告和天气。我们也收集这些数据，并通过机器学习创建了可以预测门店营业额的需求模型，作为店员配置水平和其他驱动因素的函数。然后我们利用该模型得出的分析，将零售商门店分为三等：可以从更多店员中获益；可以从更少店员中获益；以及店员人数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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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证结果。
 第一个步骤的优势在于所需投入较小，但你需要经严格设计实验，才能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因为个别门店的缺勤率变化相对随机。有些门店可能缺勤严重，有些轻微甚至没有。缺勤也并非时时刻刻都相同，可能在一周中的某些天里比较严重，或者没有规律可循：在特定门店中，可能某天的缺勤率是1%，另一天则为10%。因此，使用前两类门店样本运行测试很有帮助。调整所选门店的店员人数，并将结果与对照组门店（这组门店的员工数量保持不变）的经营进行比较。如果你将25个试点门店的薪资增加10%，保持另25个对照门店薪资不变，会发现两组营业额分别增加了8%和1%。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增加人手对营业额的净影响为7%。这样你就可以计算工资单以外的收入驱动因素，在本例中，其他因素使得对照组营业额增加1%。

显然，很重要的一点是，额外营业额究竟能带来多少利润，你应该跟踪这一点，用增量销售额的毛利减去其所需的额外工资成本。




3.优化所有连锁门店员工配置并衡量结果。
 假设第二步中的实验验证了你在第一步中数据分析的结果，那么现在是时候在所有门店中实现这些结果了。分析显示能从更多人手受益的门店可以增员，需要较少人手的门店减员，其余门店保持不变。因为你的实验结果仍然不够精确，你还应该评估改变带来的影响，确认其产生的好处。然而，这一新的人力改进计划并非终点，因为影响它的所有因素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零售商需要重复这个三部曲，大概每年进行一次，以便随着周围环境变化而调整。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当一些门店增员与其他门店减员相匹配时，就不会产生额外成本。然而，只有利润能显著增加时，才应该增员。尽管在很多行业中通过增员增收需要时间，但在门店中增员可以立即获得回报。所以零售商不必担心会在开始时经历低盈利期。

我们看到，三部曲给一家拥有超过800家门店的专业零售商带来了好处。

在与这家连锁零售商合作时，我们考虑到的销售驱动因素包括季节性、各种营销活动和促销。使用名为Stata的统计软件工具，我们创建了一个需求模型，并利用模型预测销售，以这些因素和员工数量作为模型变量。数据显示，300家门店将从增员中受益，300家门店可以减员，其他200家门店员工数量不多不少。

我们预测，如果店员人数增加10%，第一类100家门店的营业额将增加5%以上。零售商高管决定在其中16家高潜力门店进行实验，证实了预计收入增长。

然后零售商将测试范围扩大到了168家或可通过增员提高营业额和利润的门店，并追踪这些测试门店和504家对照门店在超过182天内的每日营业额。

其结果显示：测试门店的收入增长了5.1%，对照组则与之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此外，测试门店的营业利润增加了近6%。

我们在其他零售商那里也看到了类似结果。其中一例我们的分析显示，该连锁店在工资单上每多花一美元，将产生4到28美元的收入，因具体门店而异。零售商的顾客调查揭示了原因：顾客满意度的两个最重要驱动因素是能够找到可以提供帮助的店员以及该店员是否业务过硬——正是我们在文中解决的问题。

在所研究的杂货零售店中，我们发现各个门店的日均坪效差异很大，篮子更大的门店白天的员工与客流配比更佳。我们研究的优化方法也适合全渠道零售商。他们需要认识到，店员不仅可以在门店里促销，也可以在网络上促销，例如，鼓励顾客与公司建立网上账户。因此，在分析他们的实体店是超员还是人手不足时，全渠道零售商应将这些因素纳入指标。



增加销售的产品知识

适当调整员工规模还远远不够。店员的素质也非常重要。正所谓宁缺毋滥。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不幸的是，零售商很容易在培训上打折扣。

店员可以从两类项目中受益：关于如何补货和处理顾客退货等任务的流程培训，以及关于门店产品特点的产品知识培训，让他们可以帮助顾客决定购买哪些商品。我们所知的大多数零售商提供的这两类培训都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培训费用昂贵，而商家不知道收益是否值得投入成本，在许多门店都饱受高离职率困扰时尤为如此。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产品知识培训上。但我们认为零售商也应该加大在流程上的培训投入。其他研究者，特别是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和同事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已经找到提高员工敬业度、顾客满意度和财务表现的模型的关键。为了准确衡量产品知识培训的成本和收益，零售商须遵循以下三步：




1.追踪店员的销售业绩，并激励他们渴望获得提高销量的培训。
 销售佣金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即使店员薪资固定，他们的销售业绩信息也是有用的反馈。有些零售商，特别是那些销售团队较小的，希望店员能团队作战，不愿支付佣金。在这些情况下，正确的分析单位是团队而非个人。




2.确定产品信息的来源。
 如果你正在销售品牌货，那么这些品牌就是你的盟友，它们可能愿意支付培训费用。毕竟它们可能比你更在乎如何准确地向顾客描述产品功能。如果它们买单，你就应该提供店员的在职培训时间。




3.收集有关培训活动的数据，并将其与店员的个人销售数据进行比较。
 我们的想法是确定培训更多的店员是否也会销售更多。你可以衡量人们在培训中花费的时间，但更好的是，你可以使用在线测试考察他们获得的客观知识。但考虑影响销售的其他因素也很重要。销售人员的经验多寡和排班情况（周六销售额通常高于周三），以及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店员人数都十分重要。

我们跟踪了在美国有近300家门店的连锁百货Dillard's的培训过程，效果很明显。Dillard’s与线上自助自愿培训模块公司Expert-Voice（前身为Experticity）合作，由Dillard’s所销商品的制造商赞助，模块教授店员每个品牌产品的特点。店员能获得佣金，让他们有动力学习如何提高销量。开发培训的品牌为店员提供产品折扣，视其所学习的模块数量而定。由于每个模块长度仅约20分钟，许多店员都学习了超过一个模块。

在汇总了为期两年的店员培训历史和销售生产率，以及他们的年资和前文提到的其他影响因素后，我们建模来评估训练效果。我们发现，店员学习一个在线模块，销量就会增加1.8%。由于培训全凭自愿，并非所有的店员都参与其中，但是参加培训的人平均每小时销售额比未参加者高出46%。在参加培训的店员中，约有一半的人培训前的每小时销量就已超过了未培训的店员。然而，剩下的一半解释了培训前后的销售率。鉴于店员利用下班时间使用模块培训，因此在线培训产生的大部分毛利可直接转化为净利润。

为了探究推动这些积极成果的因素，我们调查了超过8000名受过培训的销售人员。他们反映，培训的两大主要好处是：提高对自己销售能力的信心，和在销售同类产品时可以应用到的产品知识。事实上，我们的结果表明，对特定品牌的培训能溢出到类似品牌。例如，New Balance的培训不仅增加了销量，还增加了整个运动鞋品类的销量。

最后，我们想了解培训的好处是否对所有店员一致，如果不是，哪些人从培训中获益最多。是“明星销售”锦上添花，还是落后的人迎头赶上，缩小了销售之间的差距？培训前我们根据业绩将店员分成四档，第一档是明星销售，最弱的是第四档。对结果的分析表明，每学习一个在线模块，顶级店员的销售额增加了1.6%（非常接近平均水平1.8%）。第二档销售人员的收益为4.2%，超过平均水平两倍。第三档受益者为1.4%。但培训对底层店员的表现没有影响。显然，培训可以帮助最好的店员，并显著提升渴望改进的良好店员表现。如果跟踪结果，你还可以识别出需要转岗或下岗的店员。

提供产品和流程培训是我们所信奉的更广义战略的一部分：将店员作为应该最大化的资产，而非尽可能压缩成本。泽伊内普·托恩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善待员工能获得双赢。Gap最近研究表明，通过为店员提供更可预测、更稳定的工作时间表，带来了显著的收入增长。零售巨头沃尔玛多年来因对待员工的方式饱受抨击，在《哈佛商业评论》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沃尔玛美国公司的负责人透露，他们认识到了这点，一直在改善薪酬福利以及流程培训。




人们普遍预计，
 实体零售业在未来十年将继续萎缩。瑞银（UBS）最近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25年，美国还会有3万至8万家店铺关张，更多连锁店将会倒闭。除非零售商改变他们招聘、计划和培训员工的方式，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我们提出的方法并不复杂，而且结果立竿见影。现在是零售商放弃低效老套经营方式的时候了，它们应该认识到门店店员是打赢消费者争夺战的最佳利器。




延伸阅读

零售业培训不足


“多数零售业员工没有受过真正培训”


本·昂戈斯比（BenUnglesbee），Retail Drive网站，2018年2月21日





储备人才资产


“除了买东西，给消费者一个进店理由”


约瑟夫·佩恩二世，HBR.org网站2017年12月7日




“缺货？该负责的可能是店员薪资，而不是你的供应链”


Knowledge@Wharton，2007年4月4日




“在GAP的新发现：稳定工时有利于员工和利润”


诺姆·施赖伯，《纽约时报》，2018年3月28日




“好工作解决方案”


泽伊内普·托恩，HBR.org网站，2017年12月20日




“研究：当零售工人拥有稳定的时间表，销售和生产率提高”


琼·威廉姆斯、萨拉凡纳·卡萨凡和丽莎·马科尔，HBR.org网站，2018年3月29日




“正确的事”


史蒂夫·普罗科什，HBR.org网站，2017年12月7日



公式的技术细节


“在线培训适合零售业吗？”


马歇尔·费舍、桑提亚哥·加利诺、谢尔盖·奈特西，工作论文，2018年9月17日




“分配零售员工：执行实证方法论”


马歇尔·费舍、桑提亚哥·加利诺、谢尔盖·奈特西，工作论文，201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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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费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UPS教授，与阿纳斯·拉曼（Ananth Raman）合著有《零售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Retailing）一书。他还是零售分析公司4R系统的联合创始人和董事长。桑提亚哥·加利诺是沃顿商学院助理教授。谢尔盖·奈特西是沃顿商学院全球项目副院长，Dhirubhai Ambani创新与创业教席教授，并与卡兰·基尤特拉（Karan Girotra）合著《风险驱动的商业模式》（The Risk-Driven Business Model）一书。





特写 Feature 创新



开辟式创新

CRACKING FRONTIER MARKETS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艾佛萨·奥热莫（Efosa Ojomo）

凯伦·迪伦（Karen Dillon） |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颠覆式创新”之父克里斯坦森的最新力作，聚焦于新型创新模式 “开辟式创新”。这种创新的独特之处在于，企业能察觉到市场潜在的甚至连用户都不自知的需求，创造一种商业模式，为用户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产品或服务，继而开辟出一个前所未有、潜力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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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背景


专业人士常常认为，前沿经济体非常不发达，无法支持面向消费者的企业，然而数百家公司用出人意料的快速可持续增长证明，这种传统观念是错的。




前路


在这些市场获得成功的创业者，关注开辟式创新：推出产品及服务，回应当地未满足的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并迅速扩大规模。




社会效益


前沿市场往往腐败蔓延，道路状况欠佳，缺少电力，发展阻碍重重。开辟式创新可以拉动这些经济体发展，随后政府和金融机构也会逐渐开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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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不上映直接出录像带，一般不是什么好事：可能是因为初期评价不好，质量堪忧，或者制作方觉得根本没人看。直接出录像带一直是一种放弃这部影片同时保全颜面的选择。然而，1992年电器销售员肯尼思·纳布（Kenneth Nnebue）拍摄的尼日利亚电影《生存枷锁》（Living in Bondage），直接以录像带形式发行后却大受好评。

当时纳布收到了一批空白录像带，放在店里出售，但他很快发现多数尼日利亚人根本用不着这种东西。于是，他想到了录制自制内容的办法。彼时尼日利亚根本没有电影院。纳布写了剧本，找了制片人和导演，请了几位演员。这部用录像带发行的惊悚片分为上下两部，讲述一个贫困潦倒的商人利用邪术转运的故事，制作成本1.2万美元，在整个非洲卖出了几十万份，推动当时尚不成熟的尼日利亚电影行业“诺莱坞”迅速发展。

25年前任谁也不会想到，如今诺莱坞每年发行电影约1500部，聘用的尼日利亚员工超过100万人，据估计价值达到33亿美元，规模与好莱坞、宝莱坞相当。这个本土行业吸引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注意，一些金融机构现在设有“电影专柜”专门为影视制片投资。据估计，尼日利亚有50多家电影学院。政府设立基金用于培养电影制作者和投资新电影，并且更加重视版权保护。2018年，纽约和多伦多举办诺莱坞电影节，奈飞还首次购买了诺莱坞电影《狮心》（Lionheart）。

电器销售员为了卖录像带的一小笔投资，竟然撬动了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尼日利亚（能用电的家庭不到35%，仅2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的崛起。这难道只是歪打正着？

不是的。诺莱坞跟其他很多组织一样，通过开辟出人意料的全新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巨头增速放缓，投资者、创业者和跨国企业转向其他地方寻找机会，看中了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博茨瓦纳等“前沿经济体”。他们兴致勃勃，也满怀疑虑。这些经济体极度贫困，基础设施和制度不足，几乎没有市场规模和顾客消费意愿的相关数据，他们该如何找到大规模增长机会呢？

在这样的对话里，缺少的是用于解释投资成功原因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那些投资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创新力，尤其是“开辟式创新”（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这种创新不只是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还会开辟新的行业，拉动整个前沿经济体，促成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开辟市场的创新力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社会必须自行安排好基础设施、司法机构、立法机构、金融市场等等，然后才能有创新和增长。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创新才是社会借以发展的途径。创新帮助我们发展基础设施和制度，减轻腐败。如果国家虽然有各种活动却还是发展失速，那么可能并不是发展上有问题，而是创新出了问题。

开辟式创新可以提供稳健的经济基础。这类创新有几个共同特征。第一，这种创新让许多人得以接触之前负担不起或无法获得（可能并不存在）的产品或服务，可能会对相应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创新者、创业者的财富增长这两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开辟式创新充分利用关注盈利能力重于增长的商业模式及价值链。为此，这类创新通常把现有技术运用到不同的商业模式中。肯尼思·纳布无意间启动了诺莱坞，不只是让千百万非洲人得以接触本地制作的影像内容，还将现有技术（录像带和录像机）和一种许多人嗤之以鼻的商业模式（直接发行录像带）结合起来。纳布明白，直接发行录像带在好莱坞仅仅是一种保全颜面的做法，在尼日利亚却正合适。假如复制好莱坞模式，在尼日利亚修建影院，他的努力很可能毫无回报。

第三，开辟式创新源自当地市场，且为当地市场服务，或者说，是根据当地市场状况设计的。因此，创新者必须努力了解这个市场的详情，拿出目标消费者易于理解、可以负担的产品。创新者可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力，但开辟式创新的重点并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事实上随着一项创新在市场上推广，工资会随之增长。这跟故意压低工资、主要供应出口的竞次现象完全相反。

工资增长引出第四个特征：开辟式创新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发展。这些工作服务于当地市场，无法外包给其他国家，可能包括设计、宣传、营销、销售和流通方面的职位。这类工作的薪水一般比制造和原材料采购等更容易外包的全球职位高一些。尼日利亚并不制造录像带和录像机，但现在诺莱坞本国员工超过100万人。这些人的工作与几十年前尼日利亚的许多工作不一样，不必担心失业。

最后，开辟式创新可以扩大规模。这种创新让某一产品容易上手、可以负担，很多人都能获得，扩大规模是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诺莱坞扩展到整个非洲，并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黑人群体，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支持基础设施发展，帮助尼日利亚建立新制度。因此，开辟式创新对于公司乃至国家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下文将分析两项开辟式创新，看看这些特性如何体现。



案例：像注册手机铃声那样买保险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理查德·莱弗雷（Richard Leftley）在伦敦的保险行业工作。他对瑞士再保险公司发布的年度统计分析中的两个表格感到困惑。第一个表格列出了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和相应区域，第二个则是保险赔付额。“这两个列表完全对不上，”莱弗雷说，“像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样的地方，人员伤亡极其惨重，但这些国家都没进入保险赔付额的排行榜。”他认为，世界上最需要保险的人享有保险的比例最低，这种现象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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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弗雷很快找到了改变的机会。一次休假时他在赞比亚一个贫穷的村子做义工。他被分配到一个寡妇和孩子的家里，随即被这种生活的困苦震惊了。用莱弗雷的话说，这是一种“滑道梯子棋”式的人生。这户人家住在首都卢萨卡时，男主人感染了艾滋病，从此生活陷入螺旋式下跌：丈夫病重无法工作，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药——正规药物和只有心理安慰作用的偏方，最后一点钱为他办了葬礼。这个家庭因此破产，寡妇只好带着孩子回到自己幼年生活的村子重新开始。

回到伦敦之后，莱弗雷决心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那些贫穷经济体中的人。他提出开创新业务的想法，同事表示怀疑。“他们嘲笑我，”莱弗雷说，“我说要去赞比亚，卖保险给艾滋病患者。别人都觉得我疯了。”

现在他们不笑了。建立于2002年的MicroEnsure，至今已经为新兴经济体中5600万人办理了保险（仅2017年一年间就增加了1800万人），赔付3000万美元，对保险商业模式进行了彻底的创新。公司引入新方式为客户提供保障，包括“微健康”（microhealth）、政治暴力、作物保险和移动保险。

MicroEnsure与成熟保险商合作，为一些贫困群体设计项目并帮其运营，其中许多群体来自前沿经济体。开辟市场需要大量试错。创业早期，MicroEnsure尝试提供比发达经济体中保险价格更低的同类产品。莱弗雷说：“我不得不在说明手册里印上‘不含跳伞和水球’之类的句子。简直疯了。” 他的目标顾客对这类价格昂贵的运动根本没有概念。初期尝试结果惨淡：MicroEnsure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宣传，却只获得了一万名客户。

于是莱弗雷改变了产品和寻找潜在客户的方式，通过手机提供免费保险。用户不必支付保险费，只须每月购买一定的通话时间，就可以享有保险。顾客购买相应通话时间后，由电信公司向MicroEnsure及合作保险商支付其保险费。一段时间后，顾客可以选择附加保险产品，如“双重保障”（配偶保险）和“家庭保障”。附加保险须额外收费，通过手机每月支付三美分至一美元不等。这类补充保险方案的收入由MicroEnsure、合作保险商和电信公司三方共享。

免费保险一开始也失败了。莱弗雷意识到，虽然注册只要求回答三个他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姓名、年龄和直系亲属，但这也已经太多了。“这三个问题让80%的人放弃注册。”他说。在许多前沿市场，关于年龄和直系亲属的问题不好回答：人们常常不知道或不注意自己的年龄，而且在复杂的家庭结构里很难确定直系亲属。因此，MicroEnsure不得不又一次大幅修改商业模式。

假如公司不向客户提任何问题会怎样？它会只知道这个人的手机号码，对其他信息一概不知，在此种情况下同意提供保险，直接向这个电话号码支付保险金，不需要文件、回答和任何证明。“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样太反常了。”莱弗雷说。对于一个建立在数据、预测和保险精算表格之上的行业来说，要为年龄不详的客户提供保险，才是真正颠覆性的想法。但莱弗雷解释说，有了这项创新，“买保险变得像注册手机铃声一样简单”。而且免费保险成为了强有力的市场工具：只要向客户介绍一下保险的概念，就会更容易向上销售和交叉销售其他保险产品。

“我们终于找到了诀窍。”莱弗雷说。MicroEnsure在印度推出新的人寿保险产品，没有年龄限制，只需提供手机号码，第一天就获得了100万注册客户。MicroEnsure具备了对客户行为和消费模式的深入理解，现在保险公司希望开拓新客户时还会向MicroEnsure寻求咨询和产品开发服务。

近年来MicroEnsure四次获得《金融时报》/国际金融公司转型企业奖（FT/IFC Transformational Business Award），在进入的80%的市场实现盈利，已经创造了500个就业岗位，进入新市场时还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MicroEnsure客户中85%的人此前从未买过保险。

这就是开辟式创新的独特之处：有能力找到看似没有受众的机会，创造一种商业模式，颠覆以往的行为方式。



案例：开辟微波炉市场的格兰仕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国民平均收入在8000美元上下，足以划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过去30年，中国近十亿人脱离极端贫困，可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卓越的经济增长成就。然而1992年中国国民平均收入仅为366美元，比加纳还低49美元。正是在贫困普遍存在的1992年，企业家梁昭贤开创了微波炉市场，并打造了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的家电企业格兰仕。

今天，格兰仕几乎占到全球微波炉销售总量的一半。但梁昭贤一手打造的微波炉“帝国”，并非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力，着重发展出口。他首先重点在中国开辟微波炉市场——竞争对手并未看到这个机会。1992年，中国国内只卖出了20万台微波炉，多数是在城市，售价平均为3000元人民币，大大超过当时城市居民可负担的价格。当时多数中国消费者将微波炉视为用不着的奢侈品，制造商则觉得是他们太穷而根本不会考虑买这种东西。

梁昭贤却有不同的发现：狭窄的公寓住宅没有灶具，至多有容易超负荷的电炉。他还发现，住在狭窄拥挤公寓里的人一般不想做饭。

于是，梁昭贤设计的商业模式首先是在中国开辟市场。格兰仕虽然与其他制造商一样利用了中国的低价劳动力，但不能说它仅仅只是一个低成本微波炉制造商。格兰仕从一开始就牢记着普通中国顾客的需求。

为触及顾客，管理者必须找到新思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微波炉制造商在中国的产能利用率约为40%，而格兰仕的工厂7天24小时不停歇。其他制造商在电视上打广告，格兰仕则选择了报纸，引入“知识营销”——介绍产品使用方法和新款产品详情。这种策略大大降低了广告和营销成本，其他销售额相近的公司成本约为格兰仕的10倍。

畅销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格兰仕让许多人了解微波炉，进而首次成为消费者。“1995年，格兰仕让使用微波炉的知识在全国流行起来，”文章里写道，“在150多家报纸上刊登特辑，如‘微波炉使用指南’‘专家谈微波炉’和‘微波炉菜谱’等，并且花了近百万人民币出版《如何挑选微波炉》等书籍。”这样的措施造就了强有力的品牌效应，帮助格兰仕以大约1500元的价格出售微波炉。这是当时市场上其他品牌定价的一半。

格兰仕还培养出了追求低成本出口的代工制造商在中国并不需要的能力。公司会招聘所需要的设计工程师、销售和营销人员，建立销售渠道，以及办公室、工厂和展厅。

为服务中国市场，格兰仕必须在本地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公司开始投产后仅两年时间，就建立了近5000人的全国销售网络，并开始向全球扩张。如今公司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销中心，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研发中心。假如格兰仕的战略是开拓低成本出口市场，那这些投资大可不必。

通过格兰仕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开辟式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1993年格兰仕只有20名员工，至2003年员工超过1万人，如今已超过5万人，其间接就业效应影响的人数无疑更多。公司常务副总裁俞尧昌表示，格兰仕在元件备件、修理及维护等领域间接雇佣人数达到上百万。1993年，公司只有1条生产线，一天出产约400台微波炉，至2003年有24条生产线，每天出产约5万台，10年后一天产量约为10万台。

格兰仕2013年（可用数据至该年为止）收入超过45亿美元。梁昭贤名列《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榜，净资产10亿美元。他的财富和格兰仕的成功，全部来自在中国以及为中国塑造的开辟式创新。

格兰仕的例子清晰地表明了在一个其他许多企业裹足不前的经济体中如何取得成功。第一，如前所述，专业人士认为中国居民太穷，梁昭贤却在中国看到了微波炉市场的潜力。第二，格兰仕不光努力压低微波炉价格，还构建了新的商业模式，以新的方式进行推广，教育中国消费者，并培养零售与分销能力。第三，格兰仕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投资发明新技术，而是先借用其他生产商的成果，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自行研发。

第四，格兰仕不急于实现增长，但急于盈利，所以将制造工厂产能发挥到100%，在开辟中国市场的过程中积累资源，并在完全把握了中国本地市场后才开始打造全球品牌。

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格兰仕没有等待政府投资教育，来培养工程师，而是自行培养了本地人才团队。正如一篇文章里写道的那样：“（格兰仕）不惜成本地培训和聘请人才。”



如何应对腐败、制度缺失、基础设施不足

在前沿经济体中开创市场，无论战略多么完美，实施起来总会碰到障碍。腐败、缺乏有效制度[即哈佛商学院的塔伦·汉纳（Tarun Khanna）和克里希纳·帕勒普（Krishna Palepu）提出的“制度缺失”]，以及基础设施陈旧或根本没有基础设施，构成了巨大的难题。企业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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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与汉纳、帕勒普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传统的应对方法（首先确保合适的基础设施及制度，根除腐败，开创一片创新的沃土）也许是一种后进式思维。我们把这种叫作“推动”方式，它将由政府或NGO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措施视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无法修建工厂，除非有大路能运送我们的产品。我们无法吸引国际合作伙伴，除非有值得信赖的司法体系。”

实践起来恰恰相反。开辟式创新不会等待外部资源解决这类问题，而是自行调配必要资源，采取规避措施或出资建立产品交付所需的基础设施及制度，哪怕当地政府一开始并不支持。

以教育为例。第四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全世界提供素质教育，开发组织为此投资几十亿美元。然而，尽管低收入国家已经有了很多学校，教育水平却依然不平均。读写和计算能力评估显示，低收入国家的学生平均表现低于高收入国家95%的学生。而如果学校没能发挥价值，就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对教育价值的广泛质疑。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待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一般基础设施）会如何？




开辟式创新不会等待所在经济体获得资源、消除眼前的障碍。这类创新会自行寻求需要的基础设施。





印度IT公司塔塔咨询服务（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简称TCS）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TCS没有等待政府改善教育，而是自行解决问题，因为教育是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公司拥有近40万员工，是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为满足客户需求，TCS将“数字教育”融入其商业模式。公司为20万员工培训了几千种不同的技术能力，而且并没有要放缓的迹象。TCS根据市场需求和项目特性开展培训，不区分新员工和原有员工，这样一来，教育能够立刻发挥作用。员工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公司也知道为什么要投资。

开辟式创新可以成为推进基础设施及教育发展的强力催化剂：假以时日，政府和金融机构会注意到投资者的活动，并开始对新的市场提供支持。比如诺莱坞的成功产生的影响：尼日利亚政府颁布了强有力的版权保护法，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始迎合行业需求，教育机构也有所回应。发展组织也参与其中，世界银行及其他团体为诺莱坞提供资金。这些都属于“拉动”行为，类似的事情靠其他方式则很难实现。

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建立的基础设施零零碎碎，常常由市场底部“足够好”的解决方案组成，就长期来看也许是最好、最快、性价比最高的策略。例如，过去20年来非洲的呼叫中心服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几乎完全是开辟式创新的功劳。

许多基础设施创新，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实都是希望更高效地制造和售卖产品的创新者的功劳。以交通运输为例。苏格兰有一个始建于1907年的火车站，是由Singer缝纫机公司为运送产品而修建的，至今依然在运营。美国第一条大型铁路，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是一个投资者和创业者团体为了更好地进入市场而修建的。私营公司发行债券修建铁路，其他各方纷纷效仿。美国工程师、商人、政客科尔曼·杜庞特（T. Coleman du Pont）在特拉华州修建了全长约161公里的杜庞特公路，后来捐给了政府。20世纪初期美国“汽车潮”时代，固特异公司总裁弗兰克·塞柏林（Frank Seiberling）为修路出资30万美元。他没有咨询董事会，之后解释说“固特异有望通过此举实现分红”。卖轮胎的人就是很乐意修路。这类基础设施增长，往往会成为国家安全问题，引来政府介入。

这样一说显得我们好像在主张前沿经济体政府将发展基础设施的责任转移给私营企业。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强调基础设施发展与改进过程中明确先后顺序的重要性，以及创新的催化作用。



如何开辟新市场

公司应当如何思考在前沿经济体中开辟新市场？我们总结了五条指导原则。




1.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可能实现超乎寻常的增长。
 创新者首先必须了解，不管传统的市场分析能告诉他们什么，前沿市场中一定存在重要机遇。这类机遇无法（且不应该）等同于发达市场中的机遇，因为市场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理查德·莱弗雷看到，非洲人口占世界的16%，然而在全球保险市场的份额却还不到2%，这类不平衡的数据表明，非洲地区存在庞大的保险业未消费市场可以开启。




2.多数现有产品如果能更便宜，都有潜力开辟新市场。
 印度的多专科连锁医院Narayana Health（简称NH），拥有7个世界级的心脏病中心和19个基础医疗机构，床位超过6000个。NH创立于2000年，创始人是曾担任过特蕾莎修女私人医师的德维·谢蒂（Devi Prasad Shetty），当时印度是全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谢蒂专注改进医疗服务流程，让复杂且昂贵的高端治疗变得平民化。

在美国，开胸手术的价格可以达到15万美元，许多印度人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由于价格昂贵，印度需要心脏手术治疗的人几乎从来不会接受手术。谢蒂发现了这个开辟心脏医疗新市场的机会。如今，NH以1000到2000美元的价格提供开胸手术治疗，患者死亡率和感染率与美国同类手术相当。最昂贵的资源是人才（特别是外科医师）和医疗设备，通过提升这两项资源的利用率，NH大幅度降低了手术成本。医院采用分级定价，比较富裕的患者可以花更多的钱获取单人病房等特定服务，但所有患者获得的医疗质量都是一致的。

NH逐渐扩张，现在提供肿瘤科、神经科、骨科和消化内科等30多个专科的高质量医疗服务。NH价值约10亿美元，每年服务近200万印度人，直接雇员1.4万人，培训了几千名员工，他们现在在印度及海外其他机构工作。美国的大型医院苦于难以盈利，而NH 2017至2018财年盈利超过2000万美元。




3.开辟式创新不仅仅是产品或服务，而是一整个体系。
 它常常催生新的基础设施、法规，以及制造、分销、营销、销售和服务等领域的就业机会。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莫·易卜拉辛（Mo Ibrahim）的Celtel（现在是Bharti Airtel的一部分），让电信服务在非洲实现了平民化，并打好基础，发展出全新的数字经济，现在提供了约400万工作岗位。Celtel不是只开发便宜的手机，而是建立了整个体系，包括由工程师安装并维护的信号发射塔、在小卖店出售的包含一定通话时间的预付费手机卡、平面设计师和艺术家制作的广告、律师起草的合同、银行家出资的新项目，以及客服人员。至2020年，这个行业有望提供450万工作岗位，纳税205亿美元，为非洲经济体贡献产值2140亿美元。




4.困境可以通过创新来缓解，创新不必等待障碍消失。
 如前所见，开辟式创新可以带来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有了这样的创新，基础设施和制度得以改善，腐败会被压制。而且一旦新市场能够为经济体中的投资者、创业者、顾客和政府等各方带来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通常会有动力协助维护资源。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




5.如果创新对准未消费市场，那么扩大规模就不会太昂贵。
 找到机会，设计商业模式，让某个产品或某项服务能够触及庞大的未消费人群，扩大规模的成本相对较低。第一步是要发现未消费领域。探索前沿市场中已有的机会（其中很多已经人满为患）并扩大规模，等于是水中捞月。开发移动支付产品M-PESA的Safaricom，在开辟了没有银行账户的消费者市场后得以轻松实现增长。不到10年时间，超过2000万肯尼亚人开始使用M-PESA。假如Safaricom试图通过传统银行体系（实体门店、支行、账户、员工、法律法规等）达到这种规模，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探索现有市场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成绩，但无法真正打开前沿经济体。打入前沿经济体的关键，是开辟新市场，服务数十亿未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帮助他们解决此前难以解决的问题。

投资者和创业者必须去了解在各种重重阻碍的环境下开辟市场的过程。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是理解开辟式创新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这一步多花些精力，大好机会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会随之而来。开辟和连接新市场的创新，可以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纳税，并建立基础设施和制度。要有能力找到看似没有顾客的领域，这正是令开辟式创新与众不同的要素，可以带来巨大的机会。

“衡量看不见的事情是很难的，” MicroEnsure的理查德·莱弗雷说，“但如果能摆脱认为某些事情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思维，重新思考能做到什么，就可以开始创造真正有力的东西，而且拥有改变世界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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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Feature 创新



捕获

“10倍创意”

的秘诀

WHEN YOUR MOON SHOTS DONʼT TAKE OFF

内森·弗尔（Nathan Furr）

杰弗瑞·戴尔（Jeffrey H. Dyer）

凯尔·奈尔（Kyle Nel）|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校 万艳 | 编辑






科幻和其他非传统工具，能帮助企业拓展想象力，引领突破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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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渐进思维阻碍企业寻找真正的突破性创新。




原因


认知偏差很容易扭曲认知，妨碍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




解决方法


本文推荐的策略和工具能挑战我们规避风险、趋易避难的强大本能。






最
 近，某知名工业巨头的创新负责人组建10个跨部门团队，给它们布置了一项高难度任务：彻底重新构想各自的业务。为鼓励创新思路和方法，公司要求各团队运用设计思维和精益创业方法，着手客户研究和原型解决方案的工作。这位创新负责人原本期望收到10项变革提案，而提交上来的建议却只是给一种工业工具添加联网数据流，这让他目瞪口呆。激进的新理念在哪里？就没人考虑打造数字平台、翻转商业模式或重新打造产品吗？

虽然我们掌握的创新工具日渐精细，但对渐进思路的偏好，仍然是各类企业发展的障碍。渐进式创新固然是可行的增长路径，但它无法支撑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如何构想出更宏大、更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在限制创造力？谷歌提出，“10倍创意”能带来10倍而不是10%的改进。为什么不是每家公司都能做到？

人们很容易把原因归结为技术、竞争或监管，但这些障碍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克服。想想看，大众曾认为登月不可能、即时摄影不切实际、可回收火箭匪夷所思等等。实际情况是，约翰·F·肯尼迪激励了美国宇航事业，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推出了宝丽来相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建了SpaceX。

真正限制“10倍创意”的，是一些认知偏差。这些偏差扭曲我们的认知，阻碍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认知科学已经开始揭示这些偏差，并总结我们如何“有规律地陷入非理性”。在经济学、营销和战略等很多领域，行为学方法已经颠覆了很多正统研究范式。但“行为学革命”尚未拓展到创新领域。在创新方面，我们尚未系统性采纳能带来重大跨越的视角和工具。

在考虑创新路径时，大多数人会陷入认知陷阱。这些陷阱会强化研究者称为“本地搜索”的行为：可得性偏差，即用可获得数据代替典型数据的倾向；熟知性偏差，即高估已知事物价值的倾向；确证性偏差，即利用新信息证实已有结论的倾向。这些倾向会导致我们只看到与现状相关的机会，而非视野之外的更好机会。本文的目标是分享一些新方法，帮助企业避开上述认知陷阱。常见的精益创业和敏捷开发等框架固然有价值，但出发点并非克服阻碍真正突破的认知偏差。我们推荐的方法与之不同。在哈佛商学院进行的一项现场实验中，研究者发现敏捷方法实际上削弱了发散思维。问问自己：客户观察、A/B测试、Sprint等方法，真能带来可与晶体管、iPhone、SpaceX比肩的突破性创新吗？可能很难。

下面介绍的策略和工具，都将挑战我们规避风险、趋易避难的强大本能。我们曾运用这些策略和工具帮助组织发现更大的机会，或在针对激进创新者的研究中发现相关线索。有创造性的组织达成“10倍创意”的方式有很多，本文呈现的仅是其中几种。我们的目的在于提示出一些可能性，帮助企业思考如何克服障碍，实现更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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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

已过世的小说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曾说，她写科幻小说，是为了解放自己和读者的头脑，摆脱“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这种懒惰、胆怯的思维。科幻引领我们踏上精神的时间旅程，让我们畅想不同可能性。科幻作品曾预见或启发很多改变世界的突破性创新：《星际迷航》（Star Trek）中船长的通信工具相当于手机、19世纪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所著小说描述未来社会中的信用卡、20世纪初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的一部剧作描写机器人、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预言自动驾驶汽车、雷·布拉伯里（Ray Bradbury）构想耳机、H·G·威尔斯（H.G. Wells）想象原子能等等。印象笔记（Evernote）前CEO菲尔·里宾（Phil Libin）指出，笔记软件的概念直接来自小说《沙丘》（Dune）描述的增强智能。他说：“科幻能提供某种严谨的乐观主义。这并非魔法，而只是灵感。你要做的就是根据这种灵感，制定严谨的计划并努力实施。”

在咨询工作中，我们曾见证科幻工具启发成熟大公司构想新的业务前景。本文作者之一凯尔曾是Lowe’s的创新负责人，借助科幻手段，该公司管理层开始思考运用增强现实、机器人等技术革新零售。

当时是2012年，Oculus Rift和Pokémon Go尚未问世。我们的做法很简单：把Lowe’s的客户和技术数据发给一些科幻作家，请他们想象公司5到10年后的样子。我们随后汇总作家们的理念，找出重合和不同的地方，然后整合并完善各个故事。最后，我们以漫画的形式，与公司高管分享最终完成的“预测小说”。

项目最终的成果是，Lowe’s成为第一家将全自动机器人用于客服和库存管理的零售商，推出第一批3D打印服务，并参与国际空间站3D打印机（用于制造工具）的制造。公司还研制了可用于卡车卸货和店内货物搬运的机器人外部骨架，以及用于设计改建方案的增强现实手机（第一批在四天内售罄）。Lowe’s不仅在财务上取得成功（3D成像能力推动在线销售额增长50%），2018年更在《财富》“最受尊敬公司”排行榜中零售创新方面位列第一，并在《快公司》“最佳创新公司”榜单中增强现实方面位列第一。

虽然Lowe’s案例突出的是技术，但创新并不一定与技术相关。在一些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案例中，我们也曾应用同样的方法，例如帮助百事构思有益健康的产品，以及帮助Funko思考如何在收藏品业务之外进行拓展。



类比

一天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走过哥本哈根的一个公园时，认识到了能量的基本性质。他当时走的那条路很黑，只有零星的路灯亮光。前面的人走到路灯下时会被照亮，随即又消失在黑暗中，如此反复。海森堡突然想到，质量如此大的人还可以消失又重现，那么几乎没有质量的电子在与某些物质接触前，是否也可能处于“消失”状态呢？作家、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Carlo Rovelli）指出，海森堡之所以得到这一关于能量体如何相互作用的认识（即著名的“测不准原理”），是因为他使用了类比法，将在路灯间行走的人比作电子。

在商业领域，类比同样能带来突破［见乔瓦尼·加维蒂（Giovanni Gavetti）和扬·里夫金（Jan Rivkin）2005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用类比法思考战略》（“How Strategists Really Think: Tapping the Power of Analogy”）］。查理·梅里尔（Charlie Merrill）以超市类比券商，让投资者从一系列产品和品牌中自由选择，从而革新了证券经纪业。20世纪70年代，电路城公司（Circuit City）在电子产品零售领域推出超级店铺，后又采用相似逻辑（海量选择、低固定费用、不还价），推出了CarMax二手车零售服务。虽然电路城在电商时代破产，但CarMax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

不同领域之间的类比，有时可以带来重大突破。例如，优步和爱彼迎的快速成长，无疑预告了类似“共享经济”公司的出现，如房车租赁平台RVshare.com、储物空间分享平台Neighbor、杂货配送服务商Instacart等。另一个拓宽思路的方法是，从否定的方向寻找类比：谷歌绝对不会做什么？你也可以从失败案例中学到东西：某公司采用的什么方法导致失败？



第一原理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是一家知名医药公司，擅长以竞争对手几分之一的成本开发新疗法。该公司创新流程的核心是“第一原理”方法：为挑战现状，创新者审视某件事情的基本原理，并从零开始重新构想。“从概念到科学原理，我们质疑每件事，并在团队内部充分争论。”公司总裁兼首席科学官乔治·扬科普洛斯（George Yancopoulos）说。例如，测试新疗法的主流模式是先在老鼠身上测试，然后进行人体测试，但由于老鼠和人类之间的巨大差异，失败率很高。Regeneron对这种模式提出挑战，尝试将人类基因植入老鼠，以获得更接近人类的反应。开发新药的平均成本高达43亿美元，而对老鼠进行基因改造的方法，已帮助公司将成本降至这一水平的20%以下。

SpaceX使用的可回收火箭，同样来自第一原理方法。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本想从俄罗斯购买废弃的火箭，但遭到拒绝。阿什利·万斯（Ashlee Vance）在《硅谷钢铁侠》中写道，在从俄罗斯回国的飞机上，马斯克怒气冲冲地做了一些计算，对后来担任NASA局长的麦克·格里芬（Mike Griffin）和SpaceX创始团队成员吉姆·坎特莱尔（Jim Cantrell）说：“我想我们可以自己造火箭。”坎特莱尔回忆道：“我们在想：‘是啊，你和哪里的军队一块造？’”但在研读过推进技术、空气动力学、热力学和燃气涡轮的基础理论后，马斯克总结出火箭的基本原理。根据他的分析成果，团队使用更简易、较小号的商业级而非航天级部件，组装出了低成本的可回收火箭。到今天，SpaceX已经成功完成60多次发射和29次回收，帮助主要客户NASA节省数亿美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照搬现成的解决方案，只做一些微调，”马斯克告诉我们，“我则尊崇物理学的第一原理分析，将某个领域的事物归结到最基本的原理，然后再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展。”



扩展适应

在寻找突破性创新机会时，你能找到的所有机会都是由起始要素决定的。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在“邻接可能性”理论中描述了这个规律。但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显而易见的要素的用途或组合方式。取得突破的关键，在于发现完全不同的用途。在进化生物学中，这一过程即“扩展适应”：为实现某一目标而进化出的某种特性，经过调适后应用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目标。例如，羽毛的功能最初可能是保暖和吸引配偶，后又成为飞行的关键。与此相似，早期鱼类进化为陆地生物后，原有的复杂下颌骨演变为耳朵。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扩展适应尚且在生物界自然发生，那么在选择与想象的世界中，它就具有无限可能性。

潜在创新者如何利用扩展适应的力量？可以从质疑某物的特定用途开始。例如，范·菲利普斯（Van Phillips）在滑水事故中失去一条腿后，打算自己设计假肢，因此开始研究生物工程学。他很意外地发现，自二战以来，假肢设计就几乎没有变化。进一步研究之下，他发现设计者都在关注美学层面，即让假肢看上去像脚。但菲利普斯想，为什么假肢一定要像脚？它只要像脚一样发挥功能不就行了？他参考撑杆跳高、跳水板和猎豹足部，设计出刀锋假肢。这种假肢外观完全不像脚，但大大提高了使用者的自由度，现在大多数残奥选手使用的都是这类假肢。通过重新思考假肢的用途，菲利普斯彻底革新了这一领域。

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亚马逊也采用类似的思考方法，鼓励团队寻找现有能力的更广泛用途，或探索已有客户问题的新解决方法。“关于如何决定进入哪些相邻领域，我们有两种方式，”他说，“一种是从客户需求倒推，一种是从自身能力正推。”亚马逊最赚钱的业务之一AWS即源自后一种方式。“做AWS的时候，我们需要吸引一批新客户，但团队具备分布式计算的卓越能力，”贝索斯说，“对于Kindle，虽然我们没有硬件相关的经验和能力，但有客户需求。”

上述四项创新策略的目标，在于打破思维惯性、摆脱固守已知的自然倾向，从而克服认知偏差。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其他方法。例如，亚马逊要求员工撰写关于假想新产品的新闻通稿，以此设想几年后可能出现的产品。这一策略甚至会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有帮助：你可以在1月提前给自己准备一张圣诞卡片，写下到12月将会完成的事情。还有一些工具也可以帮助你取得进步。例如，你可以制作一幅“通关”图，从当下开始，通过实现一个个小目标来达成愿景；也可以参考实验设计流程，检验自己是否处于正确方向上。

无论采用哪些框架或方法，你都要聚焦于可能性。当下存在的事物有其偶然性，潜在创新者却经常陷在这些事物的细节中，不敢去追寻看起来有点疯狂的创意。但要想获得“10倍创意”，我们就必须摆脱渐进思维，克服对失败的恐惧。你必须要敢想。

爱因斯坦在寻找广义相对论的数学表达式时，优秀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也在做同样的工作。爱因斯坦当时进展缓慢，每周的计算方式都不一样。根据罗韦利的描述，对于爱因斯坦在细节方面的困难，希尔伯特很惊讶，并说：“哥廷根街上的每个孩子对四维几何都比爱因斯坦懂得多。”然而希尔伯特承认，爱因斯坦先解决了问题。为什么？在罗韦利看来：“因为爱因斯坦具备独特的能力，能想象世界如何被构造，在自己脑中‘看到’它。”

我们在这里总结的创新方法，并未穷尽通向“10倍创意”的全部路径。但我们相信，企业确实需要找到实现突破的新方式。本文描述的即是其中几种。我们同样认为，创新领域需要一场行为学革命。借助行为学研究，我们能更好地突破限制视野的障碍。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未来并不是客观决定好的，而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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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森·弗尔
 是英士国际商学院战略学助理教授。杰弗瑞·戴尔
 是杨百翰大学万豪商学院战略学Horace Beesley教席教授。凯尔·奈尔
 是变革管理咨询公司Uncommon Partners联合创始人、CEO，曾任Lowe’s创新实验室执行主任。弗尔和奈尔合著有《引领变革》（Leading Transformation: How to Take Charge of Your Company’s Future，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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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挑战


权威吗

CULTIVATING EVERYDAY COURAGE

詹姆斯·德特尔特（James R. Detert）|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质疑权威或有问题的政策和制度往往会招致不测。采取此类行动的人很可能会被解雇、被边缘化或付出其他代价。面对问题，你该如何与上司正确交涉呢？本文提供的行动指南能为你找到挑战权威并降低风险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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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专业人士采取勇敢的行为，如推动改变有问题的政策、公开反对不道德的行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乃至工作。




更好的方式


通过勇敢行为获得了积极成果、自身受到负面影响较小的人，具备一些共同的行为特质：为行动打好群众基础，谨慎选择时机，掌控信息和情感，事后继续跟进。




开始行动


要学习掌握有效果的勇敢行为，一个好方法是先在日常中实践，循序渐进地尝试更艰难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始终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放在首位。







我们听说过

很多在职场中鼓起勇气

提出积极变革的故事，



 结局都不甚理想：当事人被边缘化，有些人甚至因此失去了工作。然而我在研究中看到的事实有所不同：采取这类行为的人，绝大多数不是组织中的告密者或受到不公正待遇者，而是各层级有声望的内部人士。他们采取各种行动，如提倡有风险的战略举措、推动改变不公平的政策、公开反对不道德行为，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正确的事情应该有人来做。这部分人的声望和过往成绩，使得他们比组织的边缘人和外部的其他人更能成事。而且如果能妥善把握全过程，他们非但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代价，还会因为促成了积极转变而获得地位上的提升。

比如，一家小公司的财务经理玛莎（化名），多年忍受公司总裁的黄段子，一直犹豫该如何处理：是应该请他注意言行，还是直接辞职？该如何保护公司其他女性？一次员工聚会上，总裁趁着气氛轻松占她便宜。当天晚些时候，她去了总裁办公室，决定如果对方不改的话就辞职。她说，他的行为让她觉得不舒服，而且觉得自己在公司没有前途，因为他没有平等地看待她。她觉得可能总裁本意是想营造轻松的工作环境，但并没有成功。

玛莎很担心总裁会发怒炒了她，或者让她“坚强点”。然而令她惊讶的是，总裁道歉了。他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竟然给了她这种感觉——公司里其他女性可能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表扬玛莎勇于开口，其他人都不敢说。之后几个月，他一直寻求玛莎的建议，并对员工正式道歉。一年后，玛莎被提拔为副总裁。她一度以为总裁绝不会让女性员工担当这样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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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研究职场勇气之前，我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员工为何时常不向上司表达意见。我看到很多正面例子，各层级员工促成了积极的转变，也没有葬送自己的事业。他们的成功主要是靠着一系列可以学习的态度和举止，而不是天生的特质。我把表现出这类行为的人称为“有成效的勇敢者”，他们在组织内部树立声望，为可能发生的糟糕局面做好万全准备，在此前提下开始行动；他们谨慎选择行动的机会，考虑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时机是否成熟和是否有助于实现更大的目标，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他们把握信息传递的方式和情感，在当下尽可能地取得成功；后续他们还会继续维持关系，争取其他人参与。这几个步骤，对于促进大的变革和处理小的局部问题都很有效。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天真，所以先说明一下：质疑权威、规范、制度当然会招致不测。而勇气是指冒着风险去做有价值的事。假如采取行动的人根本不会因此而被解雇、被边缘化或承担其他后果，我们就不会认为这需要勇气了。但一些行动获得正面结果的可能性比较高。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质疑某位跟你关系不错的同事的不当行为，其结果一般会比为了某项措施不道德而挑战整个权力结构要好些。

我的研究对象中，那些没能促成积极转变的人，几乎都依然认为冒险是值得的。他们为自己能站出来争取过而感到骄傲，只是希望当时能做得更有技巧些。本文提供四条建议，可以帮助各层级员工，在鼓起勇气采取行动时，能提升成功率。



打好群众基础

我的研究表明，在职场鼓起勇气采取行动，并取得积极成果的员工，往往花了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证明自己工作出色、全心全意投入组织且公正无私。他们证明了无论有没有支持都能独当一面。通过这类行为，他们积攒了心理学上所谓的“个人信用点”（idiosyncrasy credit），即通过过去的成就累积的信誉，可以在挑战常规和权威时利用。（我还看到过相反的局面：信誉不佳的员工尝试推进正当改变时，成功率往往较低。）

有成效的勇敢者还会努力赢取将他们视为英雄的人的信赖。他们也会投资这类关系，与这部分人建立联系，花时间了解这些人，帮助对方实现职业发展。

例如，曾供职于非营利社会投资基金草根资本（Root Capital）、担任筹款及联络高级副总裁的凯瑟琳·吉尔（Catherine Gill），她想对高层反映自己和其他同事在组织内部看到的针对女性的偏见，虽非有人故意为之却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因为批评领导层容易被视为批评本组织的社会使命。但她设法与高管层的同事进行了艰难而坦诚的交流，讨论组织文化，推动了一系列具体的转变。

吉尔在组织中工作出色，这种积累是她得以成功的基础。她在草根资本的头两年负责资金募集工作，业绩斐然。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她表现出了出色的情商和智商。她对组织使命高度认同，常常为应对紧迫难题而调整自己的工作，主导的各种项目都与组织战略重点一致。她仔细阐明自己认为与性别无关的问题，男性和女性员工都认同她处事公正。综上种种，吉尔积攒了充足的个人信用，让领导团队倾听她的意见。她明确提出有可能实现的改变，因此不至于矫枉过正乃至被其他人排挤。她用自己的职业道德、判断力和幽默感打好了基础，为在合适的时机采取更高调的勇敢行动做好准备。

有时即使做好了充分准备，也可能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有成效的勇敢者会做好预案，减轻失败造成的不良影响。预案可能是设法成为组织不可或缺的人才，准备好外部其他选项，或降低对该雇主的经济依赖程度。例如前Telecom Italia领导者佛朗哥·巴尔纳贝（Franco Bernabè）拒绝了很多身为大公司CEO会得到的额外福利，这样更宜于承担风险。他说：“假如我丢了这份工作，降职去做更不起眼的工作，生活也不至于彻底改变。”




并不是每个可以展示勇气的机会都值得尝试。我研究过的通过勇敢行为取得了积极成果的人，在行动前会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件事情真的重要吗？现在时机合适吗？





判断时机

并不是所有可以展示勇气的机会都值得尝试。我的研究对象中通过勇敢行为取得了积极成果的人，在行动前会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件事情真的重要吗？现在时机合适吗？重要与否取决于视角，取决于当事人的目标和价值观，以及同事、利益相关者乃至组织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观。考虑某个问题是否重要的时候，要留意情感因素——觉察情感的影响，但不要完全被情感牵动。此外还要评估某个潜在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对大局有何影响。比如可以问问自己：调配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会导致以后其他更重要的目标难以筹措资金？

有成效的勇敢者擅长判断时机。通过活动获得个人信用点之后，他们不太会立刻采取行动，以避免频繁出面惹人厌烦。他们观察周遭，如果时机不成熟，就继续耐心等待。他们留心关注环境和趋势是否对自己有利，尽量利用组织变动或新的合作伙伴出现等各种事件。他们注意并利用周期规律，设法让大家都关注眼前的问题。例如，要提升战略或领导团队全球化程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很多公司来说都有风险，但现在的公司对这类问题更加开放。有成效的勇敢者，除非是为了伸张正义或尝试让更多的人接受某一观点而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会等待周围的人都做好认真面对问题的准备。

举个例子，曼迪进入一家服装配饰公司担任产品经理，不久后就了解到公司的一个供应商很有问题。该供应商的代表既粗鲁又不诚实，好支使别人，产品本身也不合格。然而公司与该供应商长期合作，双方管理者关系亲厚。曼迪没有急于发声，耐心等待了六个月——在这段时间，她证明了自己对组织的忠诚，也更了解相关人士之间的关系。她利用闲暇时间收集了证据，找到可以替代的其他供应商，以数据呈现出更换供应商能够带来的改善。最终她提出自己的方案，负责这方面的副总裁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一些情况下，销量低迷、领导层换人等事件可能会营造出必须行动刻不容缓的状况，而此时采取勇敢行为的成功率也有所提升。从临床科研人员转为企业领导者的山田忠孝，就是医疗领域一位善于把握时机的高管。1999年，山田忠孝在Smith Kline Beecham主导研发工作，很快得出结论：研发组织必须围绕疾病或“有效成分”（最终有可能推向市场的药物分子或化合物）进行重组，打破传统的孤岛。




 [image: ]
延伸阅读


《七招让老板言听计从》


（“Get the Boss to Buy In”）

苏珊·阿什福德、詹姆士·迪特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2月合刊




《利用说服的科学》


（“Harnessing the Science of Persuasion”）

罗伯特·恰尔迪尼

《哈佛商业评论》2001年10月刊




《进行高难度谈话》


（“Conducting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凯伦·狄龙

收录于《HBR办公室政治指南》（The HBR Guide to Office Politic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5年出版




《说服的艺术》


（“The Necessary Art of Persuasion”）

杰伊·康格

《哈佛商业评论》1998年5-6月合刊




《有意义的行动》


（”Moves That Matter: Issue Sell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简·达顿、苏珊·阿什福德、雷吉娜·奥尼尔、凯瑟琳·劳伦斯

《管理学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年发表




《为价值发声》


（Giving Voice to Values: How to Speak Your Mind When You Know What’s Right）

玛丽·金泰尔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创意黏性》


（Made to Stick: Why Some Ideas Survive and Others Die）

奇普·希斯、丹·希斯

兰登书屋2007年出版



（返回原文阅读）








Smith Kline Beecham宣布与另一家制药巨头Glaxo合并后，山田忠孝努力推进合并后研发部门的重组。他的进展不太顺利，Glaxo的研发部门领导者和科研人员感到不快：合并时Smith Kline Beecham规模远不及Glaxo，那边的人却过来说他们需要重大改变。据山田忠孝回忆，他们“对我很抵触”。不过他知道要抓住时机：“合并时两家公司都面临不少问题，我不得不采取行动。”他推进组织重组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部分原因正是他把握住了机会并善加利用。



即刻说服他人

职场勇气自然不仅仅只是做准备。做好准备之后，必须开展行动。在这一阶段，有成效的勇敢者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以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问题，有效利用数据，把握情感（
有关说服的更多内容，参见“延伸阅读”

 ）。他们将自己的提案与组织重点或价值观联系起来，或者解释这一提案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关心的重要因素。他们确保决策者感到问题与自己相关，而非被攻击、被排挤。

广告公司百比赫（Bartle Bogle Hegarty，简称BBH）前高管梅尔·埃克森（Mel Exon）擅长以吸引人的方式呈现提案，赢得所需的支持。举例来说，埃克森和一名同事第一次向高管层提出设立内部创新部门BBH Labs的想法，并未获得多少支持。一些高管担心单独设立创新团队会造成BBH其他部门没有创意的印象。BBH一向自诩为行业中的逆向幻想家，公司标志是一只黑绵羊（black sheep，意即特立独行者——译者注），因此高管层对埃克森的提议心存顾虑。

为了让他们相信BBH Labs的概念与公司使命一致，埃克森利用内部利益相关者对黑绵羊形象的自豪感，表示BBH的一些客户专门前来寻求开拓性的创意。设立一个专注创新的实验室，正能够回应这一需求。她把创新实验室的工作描述为先遣侦察，保证公司每个人都将从创新成果中获益，由此赢得了众人的支持。埃克森最终获得了高管层的许可，不久后，BBH CEO称赞她的方法是建立在公司DNA之上，而非试图改变它。

在实行勇敢行为时保持冷静，这一点与说服别人同等重要。例如，大型跨国公司中的管理者埃里克，被指派发展太阳能业务，与公司传统业务线的高管频频产生分歧。他要为新的商业模式寻求他们的支持，却经常被粗暴驳回，被告知“我们不会那样做”“那种方式在这里是不可能的”。这种争论常常激化，高管们的防御姿态让埃里克感到沮丧。但他没有被情感左右，而是提醒自己，他们的态度是出于恐惧未知的正常反应。了解他们的思维，帮助埃里克保持冷静，着重拿出数据来支撑论点。最终他成功地让其他人接受了他的观点，业务实现转型，他推荐的战略得以实施。



后续跟进

有成效的勇敢者，在采取行动后无论结果如何都会继续跟进。他们把握着与涉事者的关系：如果进展良好，他们会感谢支持的人，分享成就；如果进展不顺利，他们会应对恋恋不舍的情绪，并与可能因此而感到受伤或愤怒的人修复关系。

例如凯瑟琳·吉尔在一次约30位领导者参加的活动中临时决定发起改变公司文化的项目。然而这个决定太突兀，CEO毫无准备。吉尔知道，这时候进行严肃谈话，会让CEO感到是对其领导能力的质疑，他会觉得她的举动是针对他个人的攻击。于是吉尔当天晚饭时与CEO私下沟通，向他保证自己并非尝试掀起革命，而是试着让公司的演进呈现出理想的形态。

后续跟进还意味着要在第一次重大行动之后继续按照计划行事。即使开端顺利，有成效的勇敢者仍会继续发声，寻求资源，并确保其他人能够如期交付成果。如果开端并不顺利，他们也会泰然面对，将挫折视为学习机会，不会逃避后果，也不会就此放弃。

例如Cascade Engineering创始人弗雷德·凯勒（Fred Keller），在公司建立了“从福利到事业”（welfare-to-career program）项目。项目第一次启动，参与者经常迟到或缺席，且表现欠佳。没过几周，新进员工全走光了，公司员工和主管都很沮丧。凯勒没有放弃，而是将失败当成学习机会。他发现，公司和新员工都没有为项目做好准备，于是他重新开始，为涉及的每个人提供更多培训。

第二次尝试似乎又要出现同样的结果，这一次凯勒通过逐渐增加的批评反馈进行了纠正。他增加了对领导者的培训，与一个县级官员合作，让社工来到公司与新员工一同工作，及早寻找和解决问题。这一次凯勒的坚持和学习获得了回报。如今，这个项目成为组织的一个核心，并且在外部获得广泛好评，成为让依靠救济的人开始工作的典范。凯勒的坚持不懈，为自己赢得了公司各层级员工巨大的忠诚。



准备开始

需要勇气的不止是牵涉甚广的活动。我与达顿商学院博士生伊万·布鲁诺（Evan Bruno）的研究表明，许多日常行为都需要员工拿出勇气。有时候完成自己的工作就需要勇气。值得一提的还有，“风险”并不只是经济损失和丢掉工作。人类本能地害怕被拒绝、尴尬等各种社会及经济后果。比如说，旁观者很容易产生疑问，弗雷德·凯勒的行动为什么需要勇气。公司是他的，他尽可以为所欲为，有什么风险？可是数年以来，他面对着组织内外质疑的声音。一直知道其他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个疯子，或者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和钱，这需要勇气。

幸运的是，我的研究对象们的经验表明，有成效的勇敢行为可以习得。这种能力取决于努力和实践，而非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具备的英雄主义特质。（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需要拿出勇气采取行动的环境里，不要用自己不具备这种天赋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了！）我给学生和客户提了个建议：不要立刻挑战最高难度。要循序渐进，先尝试容易把握的小行动，逐步提升难度。可以先试试在生活其他方面开展一场高难度对话，跟你喜欢敬重的同事讨论一个有难度的话题，然后再去指责老板行为失当。先把自己的队伍引领向新的方向，然后再提议整个组织转型。还要考虑你自己对“小行动”的定义——大家各自需要鼓起勇气才能面对的事情各不相同（可以参考我们的职场勇气指数自测www.workplacecai.com）。还有，每一步都要关注自己学到了什么，不要太在意自己做得是否完美。

最重要的是，始终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放在首位。你会具备能够面对一切挫折的强大自尊，无论结果如何，都不那么后悔自己做过的事。运用本文提供的法则，你可以提升推进改变的成功率，让自己值得为此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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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德特尓特
 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高管学位课程及领导力项目副主任。





特写 Feature 本地化



用心娱乐：

迪士尼的

本地化之道

齐菁 | 文 李全伟| 编辑






迪士尼在中国市场大获成功，背后的秘密是“用心娱乐”——用生命中的难忘瞬间联动消费者，直抵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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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海外品牌想要打动中国消费者的心仿佛越来越难了。20年前，只要打上进口的标签，中国消费者总会另眼相待。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汽车、手机、家电、互联网和消费品等领域都有日益强大的中国品牌，甚至并购了该领域海外品牌在中国区的业务；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消费方式和习惯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品牌在价格上和消费心理上的接近性优势，让它们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赢得一席之地。

然而，华特迪士尼公司（以下简称“迪士尼”）近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没有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2018财年，迪士尼表现卓越，取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营收、净收和每股收益。这主要得益于主题乐园及度假区业务和电影部门的强劲表现，除去其他可比性影响因素后，2018财年稀释每股收益（EPS）比上一财年增长24%。除了在美国本土市场的强劲表现外，迪士尼在中国市场也收获满满。

2018年，迪士尼影业业务创历史新高，全球总票房突破70亿美元。这已经是迪士尼影业连续3年突破50亿美元，持续领跑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迪士尼影业在中国的表现也同样亮眼，2018年仅《复仇者联盟3》就贡献了2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漫威系列电影中国累计票房高达近130亿元人民币，成为最受中国观众喜爱的电影系列。

2016年6月16日，筹备了17年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开幕，而在2017年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开幕11个月后迎来了第1000万名游客，成为全球首个开园不满一周年就迎来千万游客的迪士尼主题乐园。并且，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也在2017年年底宣布盈利，实现15个月盈利的传奇。

此外，迪士尼消费品业务也已经连续第五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过去一年中，每秒钟就有66件迪士尼授权商品售出。这个成绩单还包括，目前，约有6亿中国观众可以通过各大视频平台观看迪士尼的娱乐内容；公司旗下四大品牌的电影在各大视频网站上位列单片点播平均收入之最；2018年8月上线的手游《疯狂动物城：筑梦日记》，10小时内即问鼎苹果商店免费下载的应用排行榜；迪士尼自营的迪士尼商店的线上店铺一年的访问人数相当于上海市的总人口；约4000多万件迪士尼商品通过在线平台快递到消费者手中。

迪士尼能够在中国市场收获如此巨大的成功，背后的秘密是“用心娱乐”这四个字。这是迪士尼大中华区掌门人姜熡可从2014年上任起就制定的战略。他将迪士尼在中国市场的愿景定位为“用心娱乐”，三大战略支柱是本地化、数字化和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结。

在“迪士尼大中华区2019”启动大会上，姜熡可表示：“迪士尼一直致力于创新转型，秉承着企业家精神和冒险精神，保持着以消费者需求出发的核心，持续着与众不同的理念。我们将延续迪士尼独家的‘用心娱乐’，用生命中的难忘瞬间联动消费者，直抵心扉。”姜熡可在媒体行业工作了15年，加入迪士尼之前，他曾在媒体巨头Viacom/MTV（亚太区）工作，2011年加入迪士尼韩国，2013年担任迪士尼中国消费品部门负责人，2014年他被任命为华特迪士尼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如今姜熡可的身份是迪士尼大中华、日本及韩国董事总经理。

从在2016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业前夕的媒体沟通会上，第一次听到姜熡可和他的团队讲述“用心娱乐”的使命愿景至今，笔者见证了迪士尼中国是如何在业务的方方面面将这四个字执行到极致。迪士尼中国不仅是外企本地化的尖子生，也是众多中国娱乐、媒体和消费品企业学习先进管理运作的老师。根据笔者的观察，迪士尼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可以归为问好问题、做好研究、找好伙伴、提前计划和讲好故事。



问好问题

好的问题能够启发新的观点，有时甚至能改变局面。对于企业做经营和创作者运作项目来说，提出好的问题能够帮助团队更为聚焦。本地化就是迪士尼中国这几年给自己提出的最大问题，如何做到成为一个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喜爱的品牌，做中国的迪士尼公司，它们在内容、产品、渠道和人才方面都作出了巨大改变。消费品方面来自授权商的数据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如今，迪士尼中国已经拥有来自食品、玩具、服饰、家具、电子、文具等多种品类超过600家的授权商和合作伙伴，而且其中大约90％的授权商都是中国本地的公司。

中国市场广阔，区域特征明显。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如今迪士尼在大中华区设有上海、北京、成都、深圳、香港和台湾6家办公室，并且针对每个区域市场都有创意团队支持产品开发。他们以源源不断的奇思妙想将迪士尼人物与本土创意有机结合，为全国各地消费者设计创作出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的优质产品和零售体验，助力升级迪士尼中国本土化战略。继别具老上海风情的“沪”系列产品设计概念后，迪士尼中国的设计团队又接连发布了“京沪蜀粤”四大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设计图稿和产品。

迪士尼做内容和创意时也是如此。看似复杂精细的电影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个简单但深刻的问题。《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讲的是一对好朋友迎接改变和成长，《头脑特工队》始于对于孩子脑子里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好奇，《寻梦环游记》则探讨的是生与死、记住与遗忘的大问题。而无比复杂庞大的漫威宇宙满足的是凡人亦英雄的渴望。

不要只关注答案，而是关注问题本身，才能看透问题的本质，有发现新东西的机会。2018年是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5月，漫威影业和微信首次品牌跨界，邀请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民间艺术家，作为中国匠心英雄的代表，打造以漫威英雄为灵感的“匠心造英雄”（We Heroes）艺术作品。同时，微信客户端也同步上线上艺术展，演绎“英雄亦凡人，凡人亦英雄”。



做好研究

想要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就必须足够了解它。对于迪士尼来说，前期的研究工作是做好任何一件作品的重中之重，创作的基础扎实，才可能会有直抵人心的故事和产品。

做好研究对于迪士尼核心高品质内容的创造来说尤为重要。每一部迪士尼的电影在正式开机拍摄之前，会有一两年的时间让制作团队来专门进行前期的资料和场地调研。2016年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在中国实现票房逆袭，横扫金球奖、安妮奖和奥斯卡。据该片导演里奇·摩尔（Rich Moore）介绍，创作这个故事的第一步就是去做调研。团队花了18个月去学习动物的习性，甚至一路到了肯尼亚，在非洲大草原实地观摩这些动物，看它们如何行走移动、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动物社群的运作。他说：“你必须要学习，要进入动物们真实的生活环境。”

2017年成绩更为精彩的皮克斯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的导演李·昂克里奇（Lee Unkrich）也分享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的调研始于墨西哥的亡灵节，同样，他们并不想只从书籍资料里阅读了解亡灵节，而是想亲身体验这个节日。李·昂克里奇就两度去墨西哥调研，在不同的城市旅行，去当地家庭里做客，与他们交流互动、共度时光。他表示，电影里的很多细节都源于他们与当地家庭在一起生活的经历。

迪士尼中国拥有专门的消费者战略和规划部门，每年都会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消费者进行调查研究。它最初是在市场部旗下，如今这个部门为整个公司的业务提供智囊建议，和公司的消费品部、媒体及原创内容部及电影发行部门等一样重要。过去3年这一团队给予特别关注的重点分别是：年轻女性消费者、年轻一代消费者和中国消费者的数字化消费习惯。据迪士尼中国消费者战略和规划部门副总裁岑建城透露，他们曾真正走进女性消费者的家中，打开她们的衣橱观察过。虽然如今中国人数字化的生活方式能够从大数据分析中获得很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信息，但实地调研和面对面的交流对于获得第一手的真实资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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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除消费者战略和规划部门调研工作的支持之外，迪士尼中国所有团队在工作中也很注重实地体验和与本地市场上媒体、数字平台、设计师、授权商和合作伙伴的交流和学习。迪士尼公司大中华区及韩国消费品副总裁及总经理林家文表示，能够和迪士尼合作的每一个当地授权商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某个细分领域的强者，他们从自己的行业出发，对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有着非常深厚的了解，在日复一日跟他们的沟通当中，我们学习到很多，会比单一行业对于消费者的了解要更深入。

迪士尼的设计师们更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灵感，打造更吸引中国消费者的产品。除了“京沪蜀粤”颇具地区文化特色的产品之外，2018年，迪士尼和上海博物馆的跨界合作也颇为亮眼，选取了西周大克鼎上的各式精美图纹，米奇乘着滑板畅游其中（surf on the wave） 为创意，设计出共6大类，66个品种的衍生品。2019年，迪士尼还将推出二十四节气版的相关设计图稿和消费品。据林家文透露，创意及产品开发团队的同事甚至会从中国的万年历中寻找灵感。



找好伙伴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在生意场上，要想走得长远，有好的盟友至关重要。迪士尼不仅拥有世界上文化创意娱乐领域最顶尖的人才，在选择合作伙伴和授权商时也有着严格的标准。据林家文透露，从收到提案开始到最终成功签订授权合约，能够走到最后的公司不到5%。迪士尼严格的要求一方面是因为产品必须具备老少皆宜的特别属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更为长期和稳定合作关系的考虑。

林家文介绍道，迪士尼通常会从5个角度去评估授权商的能力和资质：第一，授权公司的管理层对行业和市场的了解有多深，以及企业的价值观是不是和迪士尼相符。第二，授权公司的产品开发能力，如果它自己本身的开发能力不足，无法与迪士尼联合开发很有特色的新产品。第三，授权公司的销售能力，它是做批发还是直营，以及能否在电商平台上做多种渠道的销售。第四，授权公司的生产能力，迪士尼公司对产品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合作前会检查授权公司的每一家工厂，不仅检查授权公司生产产品的质量，同时也考察授权公司的生产环境和流程是否符合环境法规和劳动保护的要求。第五，授权公司的财务实力。管理层和产品的开发能力也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因素。（
见图“迪士尼授权商评估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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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于中国市场新零售快速发展和城镇化不断加深的趋势，迪士尼中国也与阿里巴巴、腾讯、爱奇艺等数字平台和渠道不断深化合作。除了迪士尼自营的线上店铺之外，3年前，林家文的团队和阿里巴巴1688的团队就开始规划如何通过1688的平台将迪士尼的产品引入中国三四线城市更多的小店中。如今，迪士尼不仅在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更多酷炫的数字化营销方式，也在和合作伙伴一起布局无人店，力图把迪士尼的产品带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

数字化也是迪士尼近年来重点布局的战略之一，2018年，迪士尼在美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流媒体服务ESPN+，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还宣布下一个迪士尼流媒体服务正式命名为Disney+，并计划将于2019年下半年在美国国内面市。其内容将整合公司旗下的迪士尼、皮克斯、漫威、星球大战，以及包括《国家地理》在内的21世纪福克斯旗下的内容。然而，中国有着与世界各地全然不同的互联网生态，迪士尼在中国的数字化之路也许比美国开始得更早。

据迪士尼中国数字娱乐总经理王沁介绍，迪士尼中国近几年从发行渠道、本土产品和市场营销的数字化上，不断融入中国的互联网数字生态。2018年，有1.8亿的中国观众走进了电影院观看了迪士尼影片，其中82%的票都是通过在线票务平台出售。大银幕之外，每年也有6亿中国观众可以通过视频网站接触到迪士尼的内容。

在数字化产品方面，迪士尼中国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与腾讯合作了手游《疯狂动物城：筑梦日记》，上线10小时内即问鼎苹果商店免费下载的应用排行榜。与优酷合作推出了国内首个互动双语数字产品《迪士尼看看学》。基于原汁原味的迪士尼系列动画，精心设计有趣的互动环节，培养小朋友们的视听记忆、比较分类等发展性技能。与咿啦看书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动画绘本，包括广受欢迎的《飞屋环游记》和《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为中国小朋友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互式阅读内容和体验。漫威也与网易漫画携手，不仅引进了12部漫威漫画，还首次合作推出了由中国画师创作的两部中国超级英雄漫画《气旋》和《三皇斗战士》。



提前计划

好的计划是成功的商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计划的长度、环节的设计的精细度和应对变化的灵敏度都需要十分精心的设计和准备。迪士尼影业的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票房的常胜冠军要归功于迪士尼影业主席艾伦·霍恩（Alan Horn）从2012年执掌迪士尼影业起制定的“大片战略”（tent-pole strategy），即便拥有迪士尼、皮克斯、漫威和卢卡斯影业四大工作室，但迪士尼每年上映的影片数量严格控制在10-12部。与此同时，这意味着每一部能够上映的电影会拥有更充足的预算、资源和打磨时间。

迪士尼一部影片从立项、剧本打磨、原型创作、建模、拍摄、后期到发行通常要经历6到7年的周期，这也就意味着迪士尼消费品和营销团队可以提前2-3年就开始规划某一个新作品的跨界合作、衍生消费品和宣传推广。在美国，迪士尼每两年举办一次D23粉丝大会，会跟粉丝们汇报未来两年迪士尼的内容计划和乐园的翻新计划等。在中国，迪士尼每年会举办两次类似的内容分享会，主要是针对授权商和合作伙伴，提前告知他们未来的内容计划，帮助他们也提早进行产品规划。3月份在香港，9月份在上海举办下一年度的启动大会。

2019年的启动大会已经吸引了超过4000名观众参加，在一共只有90分钟的展示中，大家已经对2019年迪士尼的内容计划有了深刻印象，《阿拉丁》《小飞象》《狮子王》真人电影、《冰雪奇缘2》和《玩具总动员4》动画电影，以及漫威宇宙的《惊奇队长》和《复仇者联盟4》蓄势待发，《星球大战9》也即将与观众见面。此外，迪士尼还呈现了一套全新数字互动平台，授权商和合作伙伴点击屏幕就可以了解不同品牌、不同品类的设计图稿和产品样图，未来这一平台还能应用于零售，消费者可以直接点击了解产品情况，并且完成购买。这一互动平台完美融合了故事内容、创意产品和消费体验，将数字化购物体验提升至新高度。

基于过去深耕消费品授权领域十几年的经验，林家文认为，与授权商合作的第一年磨合期是最困难的。因为授权公司都有自己的品牌，但跟迪士尼合作，就要面对很多新的要求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点，迪士尼会有专门的团队来服务授权商，不仅提供多种培训，也会严格把关每个设计、产品和广告创意，所有的内容必须经过迪士尼的确认才能上线发布。

人物的生日和纪念日也是提前规划的另一条线索。2018年是米奇90周年，迪士尼中国的团队策划了从2018年到2020年盛大的庆祝活动。进行如此庞大产品和营销活动策划的原因，林家文解释道，一方面是因为米奇是最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迪士尼动画明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鼠年，也想借此机会跟中国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融合和互动。“我们的战略是，米奇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除了大家已经看到的米奇中国行、米奇走进上海时装周、90周年各种合作纪念款产品、京沪渝三城地标性商场主题性艺术装置和互动体验、香港米奇快闪店、台湾米奇专列等等之外，未来2年还会有更多产品和活动发布。“米奇90周年”还荣获了2018年度国际授权业协会（LIMA）颁发的“年度企业/时尚生活品牌授权项目”和“年度娱乐授权项目（动画）”。



讲好故事

讲好故事是内容产业的核心，也是迪士尼积累95年最擅长的地方。不仅仅是迪士尼被人熟知的影视动画作品故事，迪士尼的每一个产品、每一次营销推广，甚至每一个员工背后都有千千万万的故事。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专访中，林家文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小故事。在他2008年刚来到上海工作时，去武汉考察市场，在一个批发市场碰到一个小女孩准备买书包，她最终选择了一个有迪士尼动画形象的书包，当林家文问她原因的时候，除了她对迪士尼动画的了解和喜爱之外，她还说道这是她的第一个书包。那个瞬间激起了林家文深深的自豪感，而正是这份自豪感支持他在消费品领域坚持了16年，每一天，想到新开发出来的产品会跟消费者产生一些意义深刻的互动，工作起来就充满动力。与他一样，每一位迪士尼的员工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坚持，力图将每一个任务完成到极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虽然大家都明白，但尤其在企业层面，维护竞争壁垒，拒绝分享导致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然而，人才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在与优秀伙伴进行合作的同时，迪士尼也从来不吝啬于分享自己的行业洞见和专业技能，为中国整个文创娱乐产业的发展培养人才。从2015年起，迪士尼开始主办迪士尼动画交流培训项目，3年来已有超过50位中国顶尖的动画和创意专家参与了该交流项目。2018年，奥斯卡获奖动画导演李·昂克里奇和里奇·摩尔还分别走进了中国杭州国际动漫节和中国国际大学生电影节，并且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大师班讲座，与中国动画影视行业从业者进行深入交流。而在创意及产品设计方面，迪士尼中国的上海总部有约50名设计师，其中80%都是本土设计师。迪士尼亚太区创意及产品副总裁欧阳德东也会定期带领设计师前往高校，与学生们进行分享交流，推动本地人才的发展和培养。

现在，除了迪士尼中国的消费品开发团队拥有大量中国设计师之外，另外一个迪士尼的神奇职业幻想工程师也向中国年轻人伸出了橄榄枝。2018年以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等指定上海高校举办了首届“迪士尼幻想工程上海挑战赛”，参赛学生们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运用艺术和创意技巧，就娱乐为主的体验或产品提出虚构的概念构想，参赛项目虽然不会被正式用于实际乐园的开发，但参赛学生可获得成为未来主题乐园幻想工程师的机会。

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曾说：“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寻梦想，总有一天将梦想成真。我只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一件事，那就是一切都始于一只老鼠。” 如今，这只老鼠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寻找着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探索着中国大地上更多有趣的故事。与此同时，它“用心娱乐”的经营哲学也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整个行业的生态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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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特写 Feature 医疗



智慧医疗：

破解“铁三角”困局

倪剑 孙宝红 曾伏娥 | 文 李全伟| 编辑






医疗保健领域存在“铁三角”困境，任何医疗卫生系统或政策都很难实现医疗准入、成本控制和医疗质量的同时提升。而日渐成熟的智慧医疗，能够从需求、供给、准入、支付这四个维度改变现有健康服务的提供链条和决策机制，能够破解“铁三角”困局。本文提出了四条突破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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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宏观格局看，整个医疗产业可通过四个维度进行考察——需求、供给、准入和支付，这四个维度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医疗服务链条和价值实现周期，即患者的医疗需求通过一定的准入渠道从供给方获得满足，再全部或部分通过第三方实现支付，（
见图“医疗产业的四个维度”

 ）。在传统的医疗服务体系内，需求通常产生于患者出现症状（一般在显性化之后），然后通过信息和物理的准入到达供给方。供给方通常为医疗机构或药店，它们会对患者的信息或数据进行判断并给出解决方案（即治疗或处方），提供服务。患者最后根据供给方报价全部或部分通过第三方支付（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进行支付。

但是传统的医疗体系存在问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基西克（William Kissick）1994年在他的作品《医疗的困境：无限需求和有限资源》（Medicine's Dilemmas: Infinite Needs versus Finite Resources）中曾提到过一个著名的“医疗铁三角悖论”，基本观点是，每个社会都有它们希望在医疗保健领域同时追求的三个目标：医疗准入、成本和质量。但是由于一定时期内每个社会的医疗需求是无限的，而医疗供给则相对有限，因此上述三个目标在现实中经常相互竞争，好比一个等边三角形，每个目标都是一个角，每个角都是60度，如果你扩大其中一个角，比如提高医疗准入，至少会影响另外两个角中的一个，如带来医疗成本的增加或医疗质量的降低，而提高医疗质量则会带来医疗成本和（或）医疗准入的提高。结果是，任何医疗卫生系统或政策都难以同时实现全部三个目标。

这就是“医疗铁三角悖论”带来的治理困境，长时间困扰决策者。当然威廉·基西克的铁三角概念并不是绝对的，三重目标也可以同时实现，只不过同时实现特别具有挑战性，需要突破性创新思维。本文认为，作为传统医疗的一种突破性创新方式，智慧医疗（Smart Healthcare）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变整个医疗产业的格局并打破原有的医疗“铁三角”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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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的兴起

智慧医疗（Smart Healthcare）是最近广受关注的专有医疗名词，它以互联网为依托，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同时借助社交媒体、远程医疗、移动医疗等信息交互模式，利用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通过打造健康档案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等的零响应时间互动，逐步达到信息化。广义的智慧医疗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智慧医院系统、区域卫生系统和家庭健康系统；狭义的智慧医疗则专指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医疗管理体系。

智慧医疗最先由IBM公司2008年于“智慧地球”战略中提出。对于智慧医疗的兴起和发展，可大体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技术的发展，即支撑智慧医疗的基础技术体系包括基因排序、大数据、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等在近年内发展迅速并日益完善；第二，现实的需要，因为许多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都面临着严峻挑战，比如高昂的医疗费用、不可持续的医疗费用增长、沉重的慢性疾病负担、效率低下的医疗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的健康需求与有限的供给间的矛盾等，这些挑战促使很多国家和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医疗模式；第三，资本市场的推动，资本市场以其资本分割的标准性、资本流动的充分性、交易的统一性、成本的低廉性、评估的客观性、产权的明确性、信息的公开性、运作的市场性等特征而使智慧医疗资源迅速实现优化配置。

鉴于上述原因，智慧医疗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并快速发展，而且智慧医疗在现有医疗体系中的不断尝试和实施还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医疗体系本身，如2015年美国提出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希望通过整合分析基因数据、环境数据和个体生活数据来有效预防控制及治疗肿瘤和糖尿病等疾病。2016年，中国也宣布把精准医疗纳入新的五年计划，投入的科研经费高达600亿元人民币，在40多个开展精准医疗计划的国家中投资规模最大。

在企业层面，很多大型制药企业和医疗器械企业也已意识到这一趋势，均在积极通过投资、合作、收购等方式与新兴的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为未来进行提前布局，比如2016年药明康德与华为合作，共同打造了中国首个精准医疗大数据云平台——明码云，用来储存和运算海量医疗数据，助力中国的精准医疗计划。而新兴的技术企业比如晶泰科技，则计划通过量子力学、计算化学和人工智能技术来缩短药物的开发周期，为制药企业节省巨额开支。此外，不少新兴的深度学习应用也将医疗服务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场景，以期解决现实紧迫问题，如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主持创立的分布式机器学习平台公司Petuum，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技术应用于医疗行业，研发新的模型和算法，让庞大复杂的数据产生价值。

当然，要实现智慧医疗，还需要商业上的创新和整合的平台，因此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帮助收集数据、推动整合平台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2017年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中心筹备建立了“中国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平台（China Medical Data Sharing System）”，不仅整合了来自科研机构的个体研究数据，还整合了来自制药企业的几万例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的药物观察个体数据。

智慧医疗的兴起为“铁三角”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本质上看，医疗铁三角之所以形成，根源在于医疗需求的无限性和医疗供给的相对有限性这对矛盾。在传统的医疗体系下，这对矛盾基本上不可破解，但是如果导入智慧医疗体系，则有望帮助改变整个医疗产业的格局并打破原有的医疗铁三角困局。如图“医疗‘铁三角’治理视角与出路”所示，智慧医疗所涉及的是整个医疗产业在需求、供给、准入、支付这四个维度的服务模式和决策机制，通过从四个维度改变现有健康服务的提供链条和决策机制，智慧医疗未来将在现有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服务周期和提高效率来实现整个系统的优化，进而实现医疗准入、成本控制和医疗质量的同时提升，为破解医疗“铁三角”困局提供方向。



破解“铁三角”困局的四条举措

如前所述，要同时完善医疗准入、医疗成本和医疗质量三大目标，破解“铁三角”困局，必须首先破解医疗需求的无限性和医疗供给的相对有限性这对矛盾，而这需要利用突破性创新思维，依托几个关键的技术体系在医疗需求、供给、准入和支付领域进行应用，以求多点突破。


1.全方位起点收集健康信息，增加预防性和及时性，同时基于大数据进行医疗需求挖掘和决策支持，从需求端寻求突破。
 正如我们此前提到在传统的医药产业链条中，医疗的需求起点是症状的发生，包括患者发现自身症状而产生的治疗需求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续产品、服务要求和支付行为。但是这种传统的医疗体系是一种非常昂贵和低效的模式，不仅易使患者错过预警期，还往往导致过度治疗；而且疾病形成之后的治疗成本极高，由于现代社会的医疗费用很大程度上由第三方即社会保险或私营保险来负担，因此这种模式还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从而拉大医疗需求无限性与医疗供应相对有限这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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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伴随基因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疾病与个体基因以及基因变异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认识；同时，人们还认识到除整体环境因素外，个体的生活习惯等也与健康状况息息相关，都与疾病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所以，对于一些重大疾病（如肿瘤）和长期慢性疾病，如果能在疾病发生之前认识到这些关系并有效介入，在疾病发生时通过基因分析高效地为不同患者提供治疗方案和药品，提高药品有效性并减少副作用，同时在疾病治疗后的维持期进行有效的疾病管理等，对患者而言将最大程度地避免疾病治疗所带来的痛苦，对整个社会而言则会节约大量社会成本，控制医疗费用。正是基于这一核心理念，个体化医疗（Personalized Medicine）和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应运而生。

个体化医疗和精准医疗的基础在于大数据支持。在医疗领域，大数据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数据构成：临床数据，包括电子病历、电子处方、医学影像；基因组数据，比如基因序列；行为数据，包括穿戴设备数据和社交媒体信息数据；功能公共卫生数据，例如地区流行病学数据。

对这几方面的数据进行有效整合与分析就可以对个体健康需求进行深入挖掘，从而形成具有预防性、控制性和个体化的健康供给决策。另外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可对个体健康的潜在需求作进一步识别，从而在疾病形成和症状出现前介入和干预，这就是将传统医疗中症状出现后的治疗需求提前转化成预防性和控制性的医疗需求，并根据个体数据本身的差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治疗。

对个体以及群体健康需求进一步深入挖掘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健康供给方作出决策，即通过获得对医疗需求更清晰的认识和掌握来提高医疗供给的有效性和及时性，从而提供具有预防性、及时性、有效性和个体性的医疗供给。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医疗的潜在需求进行及时的介入和满足，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恰当的医疗介入，可以减少和避免在疾病发生后的医疗成本。

在广州举办的2017财富全球论坛上，许多与会嘉宾就曾指出，对于疾病预防，大数据分析加中西医结合是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一些科技企业如飞利浦公司等，也正致力于打造预防性解决方案。目前飞利浦已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创新平台，旨在通过中西方合作来了解疾病根源，从而进行有效预防。除此之外，其他公司如IBM、腾讯、阿里巴巴等，也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远程医疗、移动医疗、物联网、在线支付等技术开展或尝试开展个体化医疗和精准医疗，这些探索均在客观上缓解了医疗需求无限性与医疗供应相对有限这对矛盾，从而从需求端帮助破解“铁三角”困局，（
见表“个体化医疗和精准医疗技术创新与解决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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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人工智能探索医疗供给的效力和效率优化，从供给端寻求突破。
 人工智能，简单而言是指让计算机具有像人一样的认知、判断和决策复杂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的基础在于一系列计算机技术，如算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言识别、图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人工专家网络、模糊逻辑等。

在医疗服务的诊断领域，医学影像是医生进行诊断的最重要的依据，但是这类非结构化的数据数量庞大，过去的IT技术不能很好地识别、整合和分析这些数据。不仅如此，许多著名医学家还指出， 医生的决策经常是基于经验、推测和惯例等，甚至只是出于习惯和便利。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利用其大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建立模型，从而形成针对医学影像数据得出准确诊断的能力。

2016年，谷歌公司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发并验证一种深度学习算法通过眼底视网膜照片检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for Detection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Retinal Funds Photographs ）的文章。该研究通过对1.1万名患者眼底视网膜照片的检测形成一套算法，可以得出精确度达到99.6%-99.8%的预测值（Predictive Value）。这个结果证明，在此领域，计算机算法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越眼科医生的诊断准确度，并在效率上全面碾压眼科医生。

由此类推，在其他领域，医学影像的诊断也很有可能由计算机高效准确完成，从而为医生做出正确治疗决策提供科学支持。这种技术一方面节省了宝贵的医疗人工资源，提高了诊断速度，同时还由于它突破了空间限制，因此对部分医疗资源有限的区域，可以进行迅速补充。而且，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人工智能诊断，伴随着数据的增多，对数据的分析和总结会更加全面，建立的决策模型也会更加准确，因此可以实现自身不断优化的良性发展路径。

在中国，腾讯近日正式发布了首个人工智能医学辅诊开放平台，宣布开放旗下的“腾讯觅影”辅诊引擎。“觅影”是腾讯第一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医学领域的产品，它具备AI医学图像分析和AI辅助诊疗两项核心能力，能够帮助互联网医疗服务完成智能化升级，是为医疗行业打造面向下一代智能医疗服务的超级大脑。

人工智能在医疗供给领域的另一个实践是慢病管理和控制。目前，慢病管理的基础在于患者自身的管理和医生定期的管理，但前者取决于患者本身对于疾病的有效管理，这一点从实践的数据情况来看并不佳。

2012年，美国由于患者不遵守医生的医嘱对自身进行有效管理所产生的额外医疗费用达到1005亿美元，约占美国可避免的医疗成本的一半。而通过医生进行患者的慢病管理虽然目前已经成为各国进行慢病观管控的共识，但同时也存在着供给不足和无法做到实时监控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医生无法做到对每个患者的疾病情况随时监控并作出有效治疗决策。

而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医疗数据实时监控系统，为人工智能介入慢病管理奠定了基础。针对慢病明确的指标体系和相应的介入工具，则为人工智能在其中进行有效介入创造了有效的决策模型。这种介入既包括软性的介入，如行为提醒、用药提醒、风险提示等，也包括硬性的介入，如直接给药和治疗等。基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Emocha利用移动平台数据帮助病人提高遵医嘱的程度，在丙肝、肺结核和opioid瘾治疗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6年9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美敦力公司的人工胰岛素MiniMed 670G，该产品在经过半年的患者满意度调查后，于2017年下半年在美国正式上市。作为全球第一款人工胰脏产品，MiniMed 670G融合了可穿戴设备的数据实时监控技术，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平台以及胰岛素的输入装置。该产品可以根据人体血糖水平进行实时监测水平，在人工智能的平台上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并在需要时进行胰岛素注入人体以保证血糖水平的持续正常。与传统技术相比，该产品具有实时监控和及时介入的特点，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糖尿病的疾病管理。这个产品也是第一个人工智能与慢病管理类医疗器械结合的产物，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类产品将会更多地出现。

人工智能还会应用在医疗和医药的其他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在早期药物的筛选中提高成功概率，降低药品研发成本；人工智还能在医院病房和手术室流程管理中进一步优化现有资源，提高医院资源使用效率等。这些都提高了医疗服务和产品供给的效力和效率。

儿科就诊难是中国就医难问题的突出体现，其主要原因是儿科医生资源分布不均、儿科医患配比严重不足。2007年10月，阿里巴巴宣布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合作探索建立智慧医院，合作协议中一个重要部分即搭建云儿科医联体平台，以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缺的现象。

医疗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复杂的领域，其涉及专业、人文、心理、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正如美国医生特鲁多（E.L.Trudean）的名言——“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To cure some times, to relieve often and to comfort always）”，在整个医疗行为中，医生与患者互动的过程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其他行业不能相比的。因此，短时间内由机器取代医生去给患者进行诊疗活动并进行直接互动既不现实，也不太可能。要想让电影《超能陆战队》里智能又贴心的医疗机器人“大白”出现在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不过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3.基于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设计医疗准入，推动资源有效分配，从准入领域寻求突破。
 医疗准入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信息准入，即消费者如何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医疗和药品的信息；二是物理准入，即消费者如何得到其需要的医疗资源的供给并获得产品和服务。信息准入是物理准入的前提，患者只有知道了该去哪儿求医问诊，才有可能到达那里。

第一类：信息准入方面。传统的医疗信息准入模式是单向的信息搜寻或传播机制，即消费者通过朋友、熟人打听相关资源或通过其他媒介了解相关信息，或者医疗或药品提供方通过媒体来传递信息给潜在消费者。由于医疗的高度专业性，这类信息搜寻和信息传播之间就无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不对称。患者所获得的信息未必是最适合其医疗需求的信息，而对于传播的信息，患者也无法进行有效甄别。至于传统的医疗物理准入，主要取决于空间距离，即距离医疗资源较近的地域就具有更加便利的准入条件。物理准入主要存在准入成本和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

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交互式信息创造和分享体系。由于具有互动性，社交媒体可以让此前互相隔绝的主体，如医生和患者，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有效的互动，并让患者可以通过多个信息渠道对其需要的医疗资源进行有效搜寻和评估，同时借助这个沟通平台进行决策。社交媒体的沟通对象是多元的，包括医生与患者、患者与患者、医生与医生这些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

由于信息多元，沟通方便，社交媒体在医疗领域已经逐步深入地应用于患者获取、交流医疗信息，甚至开展医患沟通和在线准入。美国的患者社群（Patients Like Me）是一个让不同疾病患者可沟通的共享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患者之间互相交流疾病的治疗经验和就医体验，获取信息来帮助自身作就医决策。同时，还有可让患者对医生进行搜寻和评价的Zoc.doc、Health Grades等网络平台。医疗机构和医生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患者教育、招募临床试验志愿者和患者搜集以及医患沟通等工作。

通过运用社交媒体，医患双方可以进行有效互动，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成本，减少决策失误。在中国，也有类似丁香园等提供面向医生、患者、医疗机构、医药从业者以及生命科学领域人士的交流平台。在丁香园，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大众用户科普健康医学知识、提供优质的线上问诊服务、推荐靠谱的医院等。

第二类：物理准入方面。物理准入方面的关键在于让医疗突破空间限制，发挥其边际效益。物理准入的主要形式有远程医疗（Telemedicine）、互联网医疗（E-health）和移动医疗(M-health)。

远程医疗（Telemedicine）侧重于空间概念，指的是患者与医生之间在存在一定空间距离的情况下进行的诊疗行为。这种医疗行为依托的信息沟通和传输工具不仅限于互联网，同时也包括其他电信工具。

互联网医疗（E-health）侧重于工具概念，其主要依托的是互联网和相关的互联网技术，比如好大夫在线这个互联网医疗平台，汇集了优质权威医生，为患者提供网上看病、挂专家号、线上开药、买药、复诊、预约手术等全方位服务。

移动医疗(M-health)则更侧重于平台概念，其重点在于以手机作为一个接入口，接入互联网平台之后，依托手机开展诊疗活动。杏树林就是这样一家专注于移动互联网医疗应用软件开发的公司，它为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提供基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临床信息服务。



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可以有效改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这一问题，提高患者医疗供给的准入和可及性。同时，由于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还可以有效减少患者和医生的时间支出，因此成本也会极大地降低。但是从目前的具体实践来看，这种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仍在临床、法律等多方面存在一定争议，要大规模普及尚需进行大量探索，解决诸多问题。




4.价值评估的医疗支付体系，增强支付能力，从支付领域寻求突破。
 传统的医疗第三方支付行为发生于患者疾病症状出现后的就医，伴随患者治疗过程的完成，支付过程也随即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支付依据患者在一个疾病治疗周期——症状出现、就医、处方及治疗过程——所获得的服务量来进行支付。这种支付机制让医疗机构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提供满足患者医疗需求的服务量上（Volume-Based），形成以工作量为基础的支付模式，但是这种支付机制不可避免地诱导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可以在此发挥作用。通过重新界定医疗服务的支付标准——从服务量到价值的改变，并利用人工智能的监控功能，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2016年8月，微信就在深圳的五家医院试点医保推行移动支付，除了用微信挂号外，患者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绑定深圳的金融社保卡，一键完成“医保+自费” 的混合支付， 从此医保支付结算不再单一依赖线下刷医保卡。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以将医疗服务链条延伸到患者疾病症状出现之前，重新定义医疗服务的价值及其支付机制——从以治疗疾病为核心的支付模式过渡到以疾病有效管理和患者健康效果评估为核心的支付模式（Value Based Payment）。这种模式考核的重点在于医疗机构如何进行有效的健康管理。要实现这个转化，就需要医疗提供者掌握所服务患者的多种数据信息，如历史诊疗数据、基因数据、行为数据、流行病数据等，然后通过大数据分析判断所服务人群的主要健康风险和疾病诱因，进而通过疾病发生之前的有效健康管理来预防疾病的发生。针对治疗后的患者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对其日常数据的监控来及时了解患者的疾病情况，并进行有效及时的介入，最大程度地避免患者的再次入院。

在治疗方面，现有药品、器械和耗材的报销准入和定价，更多地取决于药品和器械研发生产机构自身开展的临床试验和药物经济学数据；而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则能对于医保的准入进行更加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同时，通过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对一种药品的有效性进行更加科学的大数据评估。人工智能还能通过分析、整合海量的患者病历、处方信息、医学影像以及药品信息和药品使用过程中的反馈信息等得出用药结论，这种结论既可以有效辅助医生的处方行为，也可以应用到医保智能审核的系统流程之中，对临床合理用药进行有效管理，可让医疗支付变得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

智慧医疗的前景令人憧憬，未来它或将与更新更热的技术例如区块链技术等相结合，催生更多发展机会，国家也会制定更加系统完善的政策来扶持并监管。但是目前，一些挑战依然存在，比如数据平台基础薄弱、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突出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探索和心理准备。

在中国，目前互联网巨头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已纷纷进军医疗领域，与各大医院合作开发人工智能辅诊助手，通过大数据和云平台打造智慧医院。仅仅短短几年，中国就见证了智慧医疗的迅猛发展，也在此领域获得了卓著成果，然而实践智慧医疗的道路依然漫漫，除了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尝试和突破性创新，我们也期待看到智慧医疗越来越多地在基层运用，真正做到“慧”及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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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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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威拥有名校毕业生光环，拥有流量、资本、大牌机构背书，更拥有政策和商业周期的推动，但为什么他创办的ofo在短短三年内就面临生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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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ofo困境（见边栏）的成因，目前主要有三派观点：一是，一票否决权（veto right）。据报道，2017年年底金沙江创投退出ofo后，在董事会中，戴威和滴滴、阿里、经纬的代表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造成严重的相互掣肘，使戴威团队走向孤立，同时资金陷入匮乏。持此派观点的人关注的是公司治理方面的技术性安排。二是，外部环境变化。持这个观点的是戴威，他在2018年年底“致全员信”中说，由于从去年（2017年）底到今年（2018年）初都没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公司今年（2018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三是，管理不善。持此类观点的人是ofo内部员工，他们认为ofo的管理没有跟上扩张的脚步，从而产生了大量内部贪腐问题以及派系争斗问题。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但仍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理论，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内因是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不管外因的作用有多大，都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导致ofo溃败的内因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采用 “终成三角形”系统地复盘一下ofo的败因。

“终成三角形”是我们在过去7年来基于100家实现持续成功的企业的研究成果之一，该模型从唯物辩证法出发，将企业的持续成功过程用“下三角（内因）、上三角（外因）、中三角（内外因的协同运化）”来描述。（见图“终成三角形”）

终成三角形的内因三要素包括诚信、客户和文化；外因三要素包括生态伙伴、环境和投资伙伴，内外因的协同运化三要素包括领导力、柔性组织和平台系统。



“靠的就是他这100万元”

罗马帝国持续了400余年，它的灭亡并非缘于外来征服者入侵。后期整个社会沉迷于虚荣与享乐，比如房子前面一定要有庞大的雕像，商人便把有缝隙的雕像涂上一层蜡，其实里面全都是裂缝。最后，整个罗马城只剩下一个地方出产好的雕像，这家店位于罗马城中央，招牌叫sincecera （意大利文的意思是“没蜡的雕像”），这便是英文sincere（不掺假的、真实的）的由来，用以警醒后人，失去诚信的社会将最终走向灭亡。

2015年5月，戴威刚刚结束了一个失败的项目，烧光了北大师兄投资人100万元。启动ofo项目，他又找到这位投资人，说已经自筹了100万元，还缺100万元，“能不能借给我？”这位师兄说：“虽然我不太看好你这个自行车共享项目，但经历了失败，你们的团队也有了成长，我给你钱，估值再给你涨一倍。”“我们自己当然没有100万元，ofo开始发展，靠的就是他这100万元。”戴威后来回忆道。

戴威很自然把这个桥段公开分享，似乎在这位北大金融系毕业的创业者观念里，这只是用来彰显一位追求成功的创业者为了达到目标而进行冒险尝试，这根本就与欺骗无关，甚至连“不诚实”都不算，恰恰相反，这展现了他的坚定、勇敢、机智甚至是强大。

5个月之后，当ofo在北大校园一天的订单达到3000单时，“我们故技重施，说我们自己筹到250万元了，你能不能再借给我250万元？又成功了，又据此筹措了250万元。这次我们的确筹措了250万元，拿着这500万元，我们开始复制扩张。”

凭着两次“机智”，戴威带领团队成功地在北大校园里验证了ofo的商业模式。但反过来想，如果不成功，是不是就叫做“欺诈”呢？要知道，企业家的一举一动，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员工的行为，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说，他们就是公司文化基因的铸就者。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在其名著《企业论》中就指出：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

回头看ofo如今的困境成因，与戴威的诚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2017年的一次视频采访中，戴对主持人言之凿凿：绝不会动用顾客押金，押金完全不在ofo的商业模型之中。但后来用户越来越明显地发现清退押金的周期越来越长，这场信用危机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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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说，诚信是领导力的基石，我们可以原谅一个领导者的才能不足，但不可以原谅领导者的不正直、不诚实，虽然坚持诚信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这是值得的。不能说中国企业家没有诚信观念，只是这两个字在很多企业家眼中经常不被视为原则或者基石。




ofo困境

法院裁定冻结ofo运营主体东峡大通在银行的账户存款1300余万元人民币；东峡大通已累计被列为20多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涉及金额5360万元以上；

更大的财务压力来自ofo用户押金，排队退押金用户数量已近1400万人，按每人99元算，这是一笔总计约14亿元的债务负担。





2018年12月20日，戴威在致全员信中说：“我希望每一位ofo人都能认同并坚定信念：不逃避，勇敢活下去，为我们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我们的用户负责！”

这封信不但没有引发公众的共鸣，反倒是引来了更多的讥讽，人们不再给予这位嘴里含着金钥匙的90后名校生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因为他触及了作为企业家的职业道德底线。

但我们仍然相信问题出在诚信观念上的差异，无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市场经济土壤中，还是过去20年互联网草莽英雄式的创业突进氛围中，诚信原则并不显眼，这也是国家近年来推出失信者名单的用意所在。



两件事把ofo引入另一个方向

如果说诚信是决定企业持续成功的一块基石，另一块基石则是客户。企业要想持续成功，必须始终以诚信为本，并持续打造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和管理机制。戴威创办ofo的初心是为了解决丢车问题，他在大学四年总共丢了5辆自行车，他的解决方案是，车牌、密码锁和APP，用户从APP获得一个解锁密码，打开锁就可以骑走，而到了目的地，把车一锁，骑行服务结束。2015年9月在北大上线，10月底走出北大，进入到其他校园，他在校园里找到了真需求，用合适的方案满足这个需求，并验证了商业模型。

然后，ofo确立了愿景和使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让大家可以通过ofo更便捷地解决3公里出行问题。ofo的战略定位是“不做自行车的生产者，而是做自行车的搬运工”，最终目标是实现真实的自行车共享。ofo成为共享平台运营商，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戴威创业初期的整个逻辑都是从客户出发建立起来的。

但2016年发生的两件事，却把ofo引入另一个方向。这年2月，戴威引入金沙江创投，4月，摩拜单车在上海上市。此时，没有了债务和资源约束的戴威带领ofo开始狂奔，注意，他没有朝着以客户为中心的方向奔，而是朝着以竞争为中心的方向奔去。他的最高目标不是为用户创造更酷的出行服务，而是要灭掉对手。从某种程度来讲，投资人愿意看到这个烧钱氛围。2016年和2017年，互联网人口红利结束，用手机买一个流量，流量单价从最初的5角涨到2017年年底的近30元。5个流量就是一台ofo，ofo成了争夺流量入口权的工具，疏远了作为友好的用户代步工具的这一初心。这意味着ofo估值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加速窜升。

据报道，金沙江2016年给ofo投A轮的时候，估值不过1亿元人民币，等到阿里投E轮，估值已经变成了30亿美元，从1亿元人民币到30亿美元，ofo仅仅用了18个月的时间。戴威没有把这些资源加强到研发、产品以及服务上，而是用到了扩张市场上。据媒体估算，大部分ofo的制造成本在200元以内，损坏率高达20%以上。其技术方案仍然采用低成本路线，以手机获取地理位置，以用户手机来获取上车下车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在车上安装GPS等等。而大街小巷随处停放的ofo，开始令市民和市容管理者叫苦不迭。此时的戴威似乎把初心忘得差不多了。

对于企业来说，客户不是外因，而是内因，当企业不再把客户放在第一位，而是第二位甚至更加靠后的时候，企业存在的根基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松动，直到突然垮塌。



当企业处处想着营销时

有两样东西可以改变员工的行为，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文化。制度会增加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创新成本，文化则恰恰相反。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企业最高的经营境界就是文化经营。

当诚信并没有被戴威视为原则，当“客户”在烧钱大战中又让位给了攻城略地，当这两块基石越来越松动时，意味着公司文化就失去了肥力，导致文化无法实现凝聚力。而一些事实表明，在迅速展开的市场扩张中，戴威也没有注重科学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建设。

“有一次开会，一个高管对着全国城市经理半开玩笑地说：ofo现在不差钱，钱都花不出去，要你有什么用？”这是ofo一位前员工对媒体披露的工作细节。

在我们过去7年对全球100家持续成功企业的研究中，没有一家公司的文化是建立在对人如此轻视之上的。从上面的这个细节来看，ofo的这位高管显然眼睛里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元。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以人为本的文化，就意味着它不再注重创新，不再注重用户。正如乔布斯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说，当一个企业处处想着营销时，产品设计的人才就要靠边站了。

上文提到的ofo员工还爆料说，“公司派系极多，站队甚至到了惨烈的程度。开始是滴滴和ofo的僵局，之后又是阿里的入局，三者的博弈导致了新的管理问题——内部斗争。”

就这样，诚信、客户、文化这三大内因越来越难以承受市场狂奔所带来的压力，从2017年年中开始，戴威就开始被动应对各种不利的传闻，进入2018年之后，外因开始系统性地发生作用，最终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妨倒过来想一下

内因之所以称为内因，是因为内因是看不见的。人们看见的只是戴威拥有名校毕业生的光环，看见他抓住了用户的真需求，他自带流量，受到资本和大牌机构的追逐。人们还可以感受到他和他的ofo受到政策的拥戴和商业周期的推动，人们已经毫不怀疑这位90后独角兽统帅的领导力。但哈佛商学院弗朗西斯·福雷教授是这样说的：领导力表现在，由于你的存在，能使他人变得更好，而当你不在时，你的影响力还能一直持续。

顺着福雷教授的眼光看去，戴威在领导力方面显然存在欠缺。在得到资源之后，他没有把资源引向正确的目标，没有凝聚起组织力，没有打造出强大的创始人精神。这种现象在中国这轮创业浪潮中普遍存在。人们包括创始人自身都在把关注度、流量、机构背书误认为是领导力，直到沙塔被狂风荡平过后才恍然大悟。

不妨倒过来想一下，如果戴威把烧掉的一半钱投向研发和产品，让用户真正得到一个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范式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让社会真正得到一个实现了无缝融合的短途出行服务体系，让想退押金的用户随时能够得到钱，为生态伙伴留下足够的利润从而支持产品迭代创新，即便商业周期换挡、流量红利期终结，即便ofo遭遇阶段性困境，投资人还会决然退出或掐断资金流吗？供应商还会将它告上法院吗？申请退押金的用户会达到1300万吗？聪明的人总结自己的失败，智慧的人从他人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现在我们总结ofo的败因，重要的是要看到内因：如果不是内因（诚信、客户和文化）出了问题，外因（生态伙伴、投资人、商业周期）就不会对其产生系统性压力。在ofo一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及早地识别出了内因出现问题，并通过领导力、系统平台和柔性组织的建设来夯实内因，ofo也不会陷入到如今四面楚歌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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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长力：组织在不确定

环境下的核心关键能力


陈春花 赵海然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具有强大驱动力的企业的发展规律是什么？本文认为，组织生长力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组织生长力是组织自我生长的内在力量，不管是初创组织还是成熟组织，形成长期稳定驱动力的首要任务是削弱和瓦解与阻碍组织生长的反向作用力，其次是增加和激励与组织成长保持同向的生长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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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语音搜索、智能设备、人机互动，这些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依靠核心竞争力壁垒的时代慢慢消失，只有那些呈现出即便在不同行业发展进程中，它们仍然保持生生不息成长的企业才能继续生长。从思科、谷歌、高通到惠普，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公司，让人们看到一些好产品在消失，也看到了大公司在衰落……我们想“翻开石头看个究竟”去寻找终究获得驱动力的企业的发展规律在哪里。这些大公司此消彼长的变化纷纷展现了技术公司之间的竞争和市场格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从拼命占领更多市场机会开始，又不断地将过去的收购兼并投资决策以昂贵的代价抛弃掉，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慌乱”，因茫然而慌乱。

德鲁克曾经说过，“无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在动荡不定的时期，变化就是准则。”无法抗拒的变化已经发生了，依靠核心竞争力壁垒的时代慢慢逝去，只有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组织才能持续生长。组织通过不断地成长和蜕变保持了向上的成长势头，而持续的组织生长力是其生长的动力源泉。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新的组织生长力存在的可能性，我们逐一回顾了经典管理学从组织初期到行业竞争发展的各阶段中提出的各类观点和理论，并分别从两个角度诠释，其一是传统经典管理学助推成长的方式，其二是在互联移动技术和社交网络兴起的当下，组织生长力的本质和方式。而这两个角度，都集合成一个核心关键能力，我们命名为“组织生长力”，即，组织自我生长的内在力量，我们沿着组织成长阶段来分析组织生长力形成的过程及内在规律。



阶段一——组织初期发展阶段：个人领导者能力 > 组织能力

组织从创立初期就面临随时下滑甚至陨落的危险，因为在向上生长的能力没有形成之时，即使组织可以在大环境的推波助澜中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内外部的阻碍因素不可抗拒地存在着，每个领域都会有新组织在诞生，也会有组织在消亡，在沉浮与动荡中，组织在一场与时间和周边万物的竞赛和较量之中发展。

从力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得到更加客观的分析结果。正向作用力存在的同时，反向作用力也存在，牛顿第三定律对组织的发展同样成立。发展初期的组织不仅具有正向力，例如行业在大环境中的外部驱动力以及组织自身具备的得以竞争的种子力量，同时反向作用力也必然存在，不仅包括初创的组织形式带来的滞后和管理矛盾，而且包括外界竞争者、模仿者以及经济大环境共同带来的各类阻力。此时，正反作用力进行博弈，只有当正作用力得以存在并且大于反向作用力时，组织才具备成长的可能性。

而此时真正拉动组织成长的正向作用力，只能依赖组织创立者本人的领导力，此时作用在这个新组织中的各种力量——来自外界的各种阻力，行业发展的环境趋势等等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组织力，并不能够确保组织可以生存下来，此时需要组织领导者个人领导力要大于这些作用在组织上的各种力量所集合成的组织能力，尤其是在组织自身的核心能力还未形成之前，完全要依靠领导者个人的能力来牵引整个组织生长起来。如图“组织初期发展阶段”所示。

在图“组织初期发展阶段”中用虚线表示初创组织的正向作用力，研究表明这个阶段的正向能力尚未形成，反向作用力天然客观地存在。通过研究文献发现，管理学经典有以下方式为这个阶段的组织获得发展的正向作用力：从竞争理论、核心竞争力到企业文化、第五项修炼、蓝海战略；从更细的管理方法而言，有流程再造、六西格玛质量管理、JIT生产现场管理、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等。因为当时的发展大环境信息迭代相对缓慢，强调关注自身能力建设的方法论结合组织本身有足够的时间成本进行实践，因此，以上理论都可以助推组织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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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持续研究发现，要继续追随这些经典管理学理论，初创组织形成正向作用力的可能性降低，相对于发展阻力而言，前进的正向力极度缺乏。不管初创组织还是初创组织的领导者，只有在起步的第一时间具备接受所有可能的结果的能力，才能让初创组织抵御阻力。毫无疑问，组织的起步过程是充满挑战的。

首先，初创组织需要面临的是内部的问题，它就如同地心引力一样客观存在，而越庞大的组织向下的负作用力就会越大。对于小微组织而言，最基础的危机直接来自科技主流趋势下的雇主与雇员的冲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雇员的个体意识越来越强，年轻雇员有着自我而独立的特质，传统陈旧的人事制度已经不适用当前的初创组织，层级制和部门官僚推诿的作风会极大地引起他们的反感，同时他们也有着对技术当仁不让的主动学习能力，并愿意为获取技能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并且年轻的员工比他们的前辈拥有更强的自主意识，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工作，并坚信那样的效率会更高。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随着技能要求的不同也越来越复杂，组织重力来自自身成长，而员工的忠诚度受到极大的环境影响。

其次，初创组织面临的是外界的巨大阻力，包括来自同行业竞争者、大环境趋势等各类因素产生的负作用力。由于未开垦的领域越来越少，信息迭代更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技术壁垒的突破变得越来越容易，与此同时，天使资本的初期关系、薪资与期权的关系以及ABC轮的投融资关系等，让组织从最开始便有机会面临高速发展的局面。然而风险投资、市盈率和各类非正规金融投资背后的组织飞速成长和极速下滑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正向能力尚未形成之前，内外部风险已经失控，新兴组织体验着、隐忍着，或者成功或者消失。

以上在组织起源时就伴随而来的阻力，需要初创者以极强的行动力和执行力带动组织发展。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机会和挑战让发展尚好的初创组织无法形成快速驱动力，外界阻力却在不断增加，传统管理经典仍然起着作用，但是却赶不上更救不了组织需要快速发展的境界。管理经典是梯阶一样的必走之路，而在新环境中，怎样更好更快地迈过这些无捷径可走的台阶并非是一个简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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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立者如何让自己的组织与互联网大背景下的发展速度形成共振，这是领导者自己要找寻到的答案，甚至在今天，星巴克、江小白、网红美食这些传统领域的组织都需要更多的新概念成就自己的市场价值。综合的概念、速度、时机、营销能力、渠道地位和制造能力成为缺一不可的因素，如何组合这些要素，带领组织活下去，需要领导者明确的牵引。组织还需要更多的助力让正向作用力更快地发展。更迫切的问题是，组织需要重视外界阻力和组织重力带来的反向作用力，初创组织的领导者必须以更大的可能性将反向作用力瓦解，否则任何一个初创组织都形成不了向上成长的合力。



阶段二——组织成长发展阶段：组织，是助力还是阻力？

如图“组织成长发展阶段”，成长发展阶段的组织已经经历了初创期和发展阶段的多种可能，然而要保持成长速度就一定要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和革命。在科技全球化时代中，初创组织必然面临起步危机，而发展到成长阶段相对成熟的组织也同样需要渡过难关。研究将焦点对准到组织遇到的不同层级和能量等级的问题，期望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巨大反向作用力是如何导致组织进入停滞期的。以我们研究团队跟踪观察了20多年的对象——宝钢集团为例，2016年传统行业在中国供给侧的改革大潮中，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开始面临政策性危机，迫使它们必须迈入整合、重组的进程。宝钢以换股的方式吸收了武钢，并更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这两家分别是中国第二大和第五大钢铁公司合并后，总资产高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年产能为6000万吨，跃升为全球第二大钢铁公司，仅次于年产能约1亿吨的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在产能过剩的中国钢铁行业，两家大型钢企合并对提高产业效率是十分有利的。

处于成长阶段的组织由于需要满足市场发展带来的需求，必须不断扩大，并且逐渐形成了部门制和精细化管理。由于精细化管理的实现需要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但部门对实际工作的推诿和分担显得节奏越来越缓慢，决策响应速度的日益滞后，收购、合并等重大决策让不同组织间功能类似的职能部门产生巨大冲击，组织加速下滑，而收购和合并又无法避免，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不断地在收购新兴科技企业，也因此加大组织内部内耗的可能性。

收购合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裁减和再购入，如果组织无法开放自己，不能接纳别人，就会极大地局限自己的发展从而威胁到自身的发展。2016年，温纳传媒（Wenner Media）把《滚石》49%的股份卖给了新加坡音乐公司乐队实验室（BandLab Technologies）。后者是一家由一位新加坡棕油农业大亨的儿子创建的初创企业，它主要负责音乐创始人的线上社区，同时涉足零售领域。重组的战略是乐队实验室不参与《滚石》的编辑业务，而是会创立一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海外附属公司，扩大《滚石》在亚太尤其在中国音乐爱好者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它在亚洲的用户黏度。作为欧美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刊物之一，这次组合不仅意味着这本全球著名杂志在49年的发展中迎来的首位“门外汉”投资人，而且被认为是《滚石》进军数字和零售领域，以及扩大亚洲市场的机会。

无论怎样，为了配合进一步的市场机会，这样的裁减或重组对组织的开放度要求越来越高。在数字全球化的当下，再成熟的组织都会遇到巨大的挫折和问题，成熟发展组织的层级高，问题复杂，因此需要组织自身形成竞争力，持续推动组织成长，而不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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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组织持续生长阶段：组织生长力形成

综合上述两个阶段的成果，我们发现处于初创阶段的组织必须获得更多的自驱动能力才能保持成长。从各类新领域的跨界发展能力来看，新经济环境的初创组织面临着更多约束驱动力发展的可能性，无论是管理者跨领域的知识储备，还是新经济带来的自身组织的模糊竞争力，这使得人们发现传统的管理组织理论无法给出答案。现实中，从柯达到诺基亚，商界残酷的起伏让管理必须开始思考企业传统的组织形式是否会在未来消亡。组织应当有新的定义和诠释，因为虽然组织从原始社会开始萌芽，但其形态却处于不断更新之中，永无终极可言。

如图“组织持续生长阶段”所示，不管是初创组织还是成熟组织，形成长期稳定驱动力的首要任务是削弱和瓦解阻碍组织生长的反向作用力，其次是增加和激励与组织成长保持同向的生长作用力。

研究表明，组织需要削弱的首要反向负作用力是从组织诞生的一刻就随之而来的组织自身重力。在发展初期可能是新经济环境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在发展成熟期可能是庞大组织裁减或者组织内部的懈怠官僚或者组织重组的吐故纳新，但是无论在哪个阶段，分解组织重力的方法是一致的，即形成无数无边界的组织细胞，而非形式化且具体化的组织体系。

越来越多的组织实践证明，按照传统工作制度和经典管理理论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对员工进行要求是不合适的，尤其不再适应年轻员工的需要，相反，如果可以根据业务或岗位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工作机制，往往能达到出乎意料的正向效果。这种灵活而具有弹性的管理机制受到越来越多组织的青睐，雇佣关系开始随着科技发展发生明显转变，逐渐满足员工越来越多样的个人需求已经成为瓦解组织重力的有效方法。

另一个反向作用力是外界环境带来的发展阻力，削弱的主要方法是集合成更大更自身主导的整合体，形成属于本组织特有的跨领域价值网络体系，换言之，就是组织把价值创造和与价值创造有关的群体、组织聚集在一起，充分激发不同领域价值体系的能力，更高效地达成集合体的共同目标。

内部正向作用力表现为远超过反向作用力的正向组织驱动力，它主要有两部分构成，即组织在新经济环境中的各类风险平衡组合力以及整合跨界领域发展交集力。在新经济发展的环境下，风险平衡能力是组织发展的重要且必要的能力。当组织在一个领域慢慢步入越来越狭小的空间或者在合作中产生了歧途而铤而走险的时候，各种决策能力都是风险组合能力的体现。外界正向作用力表现为不受大环境影响的始终如一的组织信仰，共生型的组织能够把不同价值关联的组织聚集到一起，即使它们有不同的想法、经历、能力以及智慧，也会将跨界的亮点进行拼凑，并且都保持朝正增长方向的架构，并在增长的过程中碰撞出新的观点。这个结果的完美实现最终依赖的是组织信仰，共同的组织信仰让合作的组织有充分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激发自身的创意，从而让共生的组织真正体现出更高的目标和实现方式，直至获得最终的持续成长状态。

外界正向作用力表现为不受大环境影响的始终如一的组织信仰，共生型的组织能够塑造出有能力的组织个体和跨领域价值网内的其他个体，对此，组织不仅需要把不同价值观念的组织聚集到一起，聚合它们因为不同的想法、经历、能力所产生的不同观点，而且组织必须有能力把个体的亮点进行拼凑，并且保持朝正增长的方向发展。而之所以可以保持建立这样的价值联盟体系是主导组织在它所处的生态链上其他架构的参与和加入的信仰。

组织生长力的另一个重要合力之源就是整合跨领域价值发展交集的能力。共生型组织不再纠结于自身组织如何进一步精细化管理、被谁管理、管理的目标是什么等阻碍成长的问题，而是有能力在意外中获得成长。在技术更迭极快的时代，之前的经典管理方法论和战略都极易被不可预知的竞争对手击垮，即使再辉煌的组织都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衰落。

好莱坞八大影业公司很难想象自己未来的对手是亚马逊和奈飞（Netflix）。2015年，亚马逊和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签订了拍摄自制剧的合约，次年双方合作推出了电影《咖啡公社》，并作为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不仅如此，越来越多广受好评的影片背后的发行方都是同一家公司即亚马逊——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发行的《海边的曼彻斯特》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被授予“最佳原创剧本”与“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自制的电视剧《丛林中的莫扎特》斩获最佳男主角、最佳剧集两项金球奖，这给好莱坞带来的冲击已经无法忽视。组织只有提前设计跨领域的价值追求、整合共生集团的交集，才能从容地面对这些“意外”。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意外的存在，说明它们已经超出了经典管理既定的经验范畴，也说明组织对理论和实践的认知已经形成了界限，这也让成熟发展的组织意外感比初创组织更加强烈。

技术对各行业、各领域的入侵和改变已经愈演愈烈，直击成熟组织的原有竞争力，成为一种捣毁式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催化剂。以上研究最终表明，组织生长力是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形成的不可计量的自身生命特征，尤其是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时的自我激发和驱动的生命力。
 拥有组织生长力不仅是组织协调获取不同业界领域的生存技能，建立可应对多变的外部动态发展环境的生长能力，而且是组织以小微组织细胞协同面对非直接竞争环境的持续生存、生长的能力，更是组织以无边界的存在形式跨越自身边界的局限，并在跨界领域发展中的动态生长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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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
 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海然
 是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管理应用中心民生数据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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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卓越领导者

兼顾生活三法则

YOU CAN BE A GREAT LEADER AND ALSO HAVE A LIFET

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领导者要想成功也不必疯狂工作。只要做到本文提及的三点，卓越领导者也能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特斯拉及Space X公司
 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Twitter上说，每周只工作40小时的人改变不了世界。他几乎不睡觉，也不去看自己的孩子，引发了著名的公关危机。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Tim Cook）天没亮就回邮件。亿万富翁马克·库班（Mark Cuban）创业时加班到凌晨两点，7年没有休过假。

这种高压工作风格往往被当作获得晋升、成为卓越领导者的唯一途径，备受推崇。调查显示，管理者及高管心目中的“理想员工”没有个人生活，也不必照顾家庭。大部分领导者自己也认为，工作生活平衡“说好听点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境界，说白了纯属子虚乌有”，而组织基调正取决于领导者，其他员工会向他们看齐。《哈佛商业评论》评选出的三位顶尖CEO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7天24小时不间断式，并且承认这不是什么好榜样。



非这样不可吗？

近20年前，杰茜卡·德格鲁特（Jessica DeGroot）创立非营利组织ThirdPath Institute，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该组织致力于帮助人们为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协调时间。她组建了一个团体，20多名成员分别来自律所、公共及金融服务机构、小微企业和《财富》500强公司（博思艾伦、礼来、万豪、IBM和福特汽车等）的高管团队。他们想挑战“领导者无法实现工作生活平衡”这一认知。“我们都想把工作和生活区别开，”德格鲁特告诉笔者，“但不确定该怎么做。”他们没有榜样可参考。德格鲁特还说，跟她交流过的人基本都觉得他们做不到。

通过近20年的定期电话、网络远程会议以及每两年举办的Pioneering Leaders峰会，团体成员互相帮助，设法提高工作效率以便为个人生活留出时间，分享成功经验，并从失败中总结教训。笔者观摩过一次该团体的月度网络研讨会，首先他们会给彼此看自己家人的照片，聊聊工作以外的生活，随后开始集中讨论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偶尔及长期的工作过度问题，以及在工作生活出现突发状况时如何把握工作生活平衡。有一位成员一边工作一边照料生病的孩子，他说多年参与讨论，并示范如何将工作生活平衡作为核心价值观来实践，现在成果得以显现。他说：“我现在跟女儿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真是太棒了。”

这种会议一方面是成员之间进行交流，另一方面还会分享德格鲁特收集的相关研究成果、策略和小诀窍，并通过分析寻找最佳实践方案。例如，德格鲁特发现有几位成员十分擅长度假。他们有能力暂时摆脱工作状态，与家人朋友联络感情，重新恢复活力。于是，德格鲁特将他们的经验整理成“如何度假”的清单，与其他成员分享。他们发现的高效策略包括：尽可能根据工作的季节性做好度假计划；出发前两周做好团队工作交接；出发前一周做好“可以稍后处理”的事项列表；避免在度假前一天和后一天安排会议和电话，集中精力做好重要的事。

德格鲁特同样用列清单的方式，整理其他棘手问题的应对策略，如帮助成员管理邮件过载问题，厘清重点，集中精力专心处理重要工作，摆脱长期处在“救火模式”应对邮件、会议和突发状况。“我们不断尝试，不断调整，”她说，“然后就会发现，啊，这种好方法不仅适用于我一个人，也适用于其他人。如果能让领导者改变工作风格，组织中其他人就会意识到，他们自己也可以改变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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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三种技能

德格鲁特发现，领导者要对抗现实压力，将工作生活平衡置于首位，就必须培养有关三种关系的技能：学习在工作中以不同的方式与团队合作；与家人制定计划、提高对家庭的重视；还要转变思维方式，不仅要相信可以实现改变，还要允许自己进行尝试，积极讨论。以下用三位领导者的例子来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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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同的工作方式。
 72岁的伊万·阿克塞尔罗德（Ivan Axelrod）是洛杉矶某财务管理公司的一位董事总经理。他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大半生专注工作，养家糊口，在职场步步晋升。直到孙辈出生，他才决定改变。他自己的父母去世时，子女尚且年幼，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他希望自己的孙辈不要这样，“我想让他们见见爷爷。”

因此，等到他女儿三个月的产假结束、准备回去工作的时候，祖母和外祖母提出每周轮流带孩子两天，阿克塞尔罗德主动提出剩下的一个工作日由他来带。他必须让家人和公司其他管理者都接受这种做法。“我说，我手下有优秀的员工，我会让他们承担更多责任，帮助他们更快地成长，我相信会有效果的，”阿克塞尔罗德说，“他们勉强同意了。当时是2008年。之后我就一直那样处理。”

由此，阿克塞尔罗德建立了一种让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兼顾生活的文化，提倡灵活及远程工作，并且将办公室设在靠近住宅区的地方，减少通勤时间——这些举措降低了员工流失率以及招聘和培训成本，提升了员工士气和工作效率。“建立允许员工拥有一定灵活性的框架，他们就会为组织带来更好的成果。这种事我见多了，”他说，“这样调整一下，公司利润就随之上升。”

每周一，阿克塞尔罗德会送两个小孩（现在一个11岁，一个9岁）去上学，回家远程办公，接孩子放学，送他们去参加游泳课等课外活动。“我深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把这些事看得很重要，对他们也有好处，”他说，“等我去世了，他们会留下很多关于我的回忆。”


相信自己的规划，勇敢说出来。
 因为没有可以参考的典型，而且文化期待并不鼓励这种做法，像阿克塞尔罗德这样的人首先必须创新性思考：自己究竟想如何将工作与生活结合在一起。而后他还必须相信，自己的设想不仅值得尝试，而且在经过一系列试错调整之后确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米歇尔·希科克斯（Michelle Hickox）也是如此。2004年，希科克斯是得克萨斯州一名注册会计师，事业遇到瓶颈。她热爱自己的工作，想要成为合伙人，但身边可参考的都是整天工作、不顾家庭的人——家有全职主妇的已婚男性，还有一位女性全天请保姆照顾孩子。她说：“我不想这样。”

长女年满5岁，要从全年制保育机构转入传统的为期9个月的幼儿园，希科克斯不得不开始深思，不只思考在暑假期间如何照顾孩子，还要思考自己究竟想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什么。她的父母都是教师，暑假时总是全家人一起度过，她很喜欢这样。于是她想出了前所未有的方案：夏天请假，同时继续担任预备合伙人。她经过商讨定下了80%的日程表，连续11年休暑假陪伴女儿成长，并且成功当上合伙人。“第一次被问到我觉不觉得能成功的时候，我并不确定，”如今在得克萨斯州麦金尼市担任独立银行CFO的希科克斯说，“我学到一点：必须大声说出来。这只是因为，有时没有先例可能是以前从来没人想过。”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科克斯像其他所有领导者一样碰到了障碍。几年以前有一段时间，繁忙的工作让她觉得彻底失去平衡，差一点缺席Pioneering Leaders峰会。笔者正是在那次峰会上第一次采访了她。“我有罪恶感。我觉得，哇，我本来应该是这个团队中一员，过去的一年我做得太糟糕了。我不该参加这次会议，”希科克斯说，“但这才是你最需要来参加的时候。”她发现，拥有一个通过峰会和日常电话会议组成的志同道合、可以提供支持的人脉网络，有助于她将行为上的改变坚持下去。这一点有行为科学方面的研究证实。

现年51岁的希科克斯自己成为了当年寻找的行为榜样。灵活工作、远程办公、关注绩效而非员工上下班时间，成为了公司的常态。她发现银行没有带薪产假政策，跟CEO说了一声就改变了这种状况。“自从我来到独立银行，这里会计和财务团队的文化就彻底改变了，”希科克斯说，“我觉得要想成功也不必疯狂工作，工作的时候要注重效率。”


做好计划，重视家庭。
 设想对待工作与生活的不同方式，也意味着要有认同工作与家庭同等重要的思维方式。59岁的威尔·罗韦（Will Rowe）是华盛顿博思艾伦咨询公司高管，他的妻子特雷莎是一名儿科医生。两人结婚时发誓成为平等的伴侣，将家庭、信仰、友谊和弹性放在首位。两人都追求重要但不过度的事业。罗韦说，他的父母都是工作狂，彼此很少见面，最后离婚了。因此，罗韦与妻子建立家庭后都尽量与家人在一起。威尔每周工作四天，特雷莎可以调班上三天，一位邻居每周有一天来帮忙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

弹性工作时间，让罗韦得以积极参与邻里和信仰团体的活动，也有勇气向上司申请六个月休假，与家人一起去旅行。孩子渐渐长大，罗韦也获得晋升，他继续采用弹性时间工作，熟练地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处理电话会议，调整工作时间满足客户和家庭的需求。他明确将家庭置于首位，定期与家人深入交流，作为一家人共同制定计划，一直是维持工作生活平衡的关键。“我每周都会坐下来用彩笔在日历上做记号，用绿色标记家庭活动。如果跟工作时间冲突，我会将工作取消、委托给别人或者换个时间处理，”罗韦说，“人生中有些东西比工作更重要。”

我们根据自己能看到的行为榜样来判断可能性。现在许多人无法摆脱过度工作，因为我们看到领导者也在过度工作。因此，如果想要改变，我们或许应该少看一点关于CEO疯狂工作的文章。这种工作风格不仅影响健康和家庭，还会影响创新能力和企业生产力。我们还需要多听一些像阿克塞尔罗德、希科克斯和罗韦这样的例子。高盛新任CEO戴维·所罗门（David Solomon）跟女儿一起上瑜伽课，这样的领导者努力减少过度加班，提醒过劳的同事休息，跟着电子舞曲一起跳舞。YouTube领导者苏珊·伍吉西奇（Susan Wojcicki）运营着价值千亿美元的公司，也可以6点钟在家里跟孩子一起吃晚饭。

多看看这样的例子，就会有更多的人在问卷调查中表示，希望既能投入时间工作又能兼顾生活，然后大家就会开始相信这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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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吉德·舒尔特
 是一名记者，著有《纽约时报》畅销书《过劳》（Overwhelmed: Work, Love and Play When No One has the Time），在New America网站主持Better Life Lab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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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强势的天使投资人

AN ANGEL INVESTOR WITH AN AGENDA

雷吉娜·赫茨林格（Regina E. Herzlinger）

贝亚特丽兹·穆尼奥兹-塞卡（Beatriz Muñoz-Seca）|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医疗初创公司的天使投资人想拥有战略话语权，创始人是否应接受他300万欧元的投资？







格洛莉亚·隆多尼奥目光扫过Opera餐厅，看到维克托·塞尔纳坐在角落里，手指在白桌布上敲着。两人目光相接，她挥了下手。维克托点点头，但没有笑容。





这是他们一个月内第三次见面。第一次是在一个共同朋友组织的小型鸡尾酒派对上。格洛莉亚提到了自己的生意——老年人日托连锁机构Calidad de Vida。维克托问了很多问题，说他对这个业务感兴趣，不仅因为自己是一名医生（他是马德里最好的医院的心胸外科专家），也因为正在考虑投资入股（他在股市崩溃前清了仓）。

格洛莉亚并未刻意寻找新的投资人，但很高兴能认识这么个人。几天后维克托打电话到她办公室，说想参观一下该机构马德里的旗舰中心，这让她很兴奋。她带他参观了这家面积700平米的医护中心，又介绍了公司的更多情况。两小时的参观结束后，他请她两周后一起吃午饭。格洛莉亚答应了，并开始联系两人共同的熟人，打听他的更多情况。

维克托家境优越，但他靠蒸蒸日上的行医事业和投资，自己赚到了钱。除股票外，他还是一位激进的天使投资人，是几家西班牙医疗初创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他离过两次婚，现任女友25岁，没有孩子。他穿古驰套装，戴百达翡丽手表。

格洛莉亚落座时，维克托在看表。“很准时，这是个好兆头，”他说，“我早到了几分钟，就先点了塞拉诺火腿和里奥哈。上午做了两个手术，不过现在可以放松一下。你吃过东西吗？”

“上午吃过，”格洛莉亚说，“地方不错。”

“我大概一周来两次，他们这儿挺好。”他朝侍者示意了一下，后者疾步过来给他们倒了气泡水，然后安静地离开。“那么，吃的上来之前，咱们先把事情谈完。你可能已经想到了，等财务报告出来，我就可以投资Calidad de Vida，300万欧元。”格洛莉亚内心雀跃，但脸上仍然平静自信。

“这笔资金能帮助你明年开10家新的中心，但不是通过你计划的授权加盟，而是由你直接所有和控制。作为回报，我得到公司25%的股份、董事会席位、所有战略决策的投票权。5年后，我可以选择以上市或并购方式退出。”

格洛莉亚刚要回应，维克托打断她。“律师已经草拟了合同。”他从包里抽出文件递给她。“拿回家读一下，本周之内给我答复。”两名侍者在一旁端着一盘切好的火腿和一瓶酒，他朝他们示意。“现在咱们吃点喝点，聊聊别的。”



回归现实

离开餐馆，格洛莉亚走到附近的萨巴蒂尼花园，脚步轻快。刚才她和维克托天南海北聊了很多，唯独没再提生意。如果他不提，她也不想着急，那样会泄露自己有多兴奋。但她现在等不及要看合同。

格洛莉亚找了张长椅坐下，从包里抽出文件。合同用法律语言复述了维克托说过的话。这笔投资可以让她直接管理10家新中心，而不是像现有12家中的11家一样采用加盟方式。这个新的扩张战略也许更舒服，但代价是把公司的一部分控制权交给维克托。她持有的股份将从64%降至51%，而维克托将比迄今入股的所有家人朋友更深入地参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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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需要尽快和同事及董事会讨论这笔交易，但决定先按计划去附近的中心看一下。中心负责人不知道她要来。为看到加盟中心的真实情况，她喜欢这种临时拜访。

她在楼外面站了一会，透过大玻璃窗朝里看。桌旁，6名老年客户坐在Calidad de Vida标志性的绿色椅子上。他们正在老师带领下进行记忆训练，都听得很认真。

这个场景正是她5年前设想的。当时她辞掉了职业心理师的工作，报名参加了医疗管理课程，之后又入读商学院。她的目标是创建与传统养老院不同的日托服务机构，为有各类残障的老年人提供定制化的康复治疗。在各个房间，不同小组可以进行身体康复或音乐治疗。员工和客户人数比例是1：6，时间安排灵活，客户家人深度参与治疗方案的制定。这些原则在旗下所有加盟中心保持统一。公司利用专有方法论、治疗管理软件、客户电子档案和严格的行为守则来保证服务质量的稳定性。不过格洛莉亚知道，各中心的表现还是有差异。

“格洛莉亚！很高兴见到你！”永远好心情的中心负责人葆拉·席尔瓦上前迎接走进来的格洛莉亚，“我刚才还在跟豪尔赫通话，让他给你打电话。”她指的是中心的投资人豪尔赫·帕特里尼奥。“这周我们签下了4名新客户，都是标准客户。只用了9个月就招到35名客户，你能相信吗？”这是新建中心的盈亏平衡点，一般需要一年才能达到。

“太棒了。”格洛莉亚说，“你不介意的话，我四处走走。今天有客户家属来访吗？我想看一下。”

“有的，查维斯医生刚刚与一位客户和她的孙女坐下来。我们可以悄悄走进去，站在后面。”

“好了，皮科先生，接下来我要说五个词，请您复述：球、树、苹果、飞机、鱼。”

“球、树、苹果、飞机、鱼。”

客户的孙女有点不耐烦，插话道：“可是查维斯医生，像我已经说过的，我母亲说的不是这类记忆。我祖父的问题是忘记关电视，或忘了晚饭吃的什么。”

“这种情况一般什么时候发生？”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但不太确定。我母亲比较了解，但她明天才出门回来，我又听说您后半周都没时间。”

“呃，您母亲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但我确实看不出您祖父有任何问题。皮科先生，您的健康状况非常好。”

格洛莉亚瞪着查维斯医生。后半周安排见面为什么就不行？为什么他不说可以直接和老人的女儿沟通？Calidad de Vida的一条重要规则是，把家属也作为客户对待。格洛莉亚觉得查维斯医生可能还需要接受一轮培训，他的风格与中心的方法论不符。她打算稍后给豪尔赫打电话说这事。她不怀疑他对高质量、整体性治疗的追求，他在最近总部的培训班上是明星学员，但明显需要进一步辅导。



天使投资的诱惑

当天下午，格洛莉亚回到Calidad de Vida总部办公室，叫上CFO达尼埃尔·埃尔南德兹和副手狄亚娜·科雷亚，来到唯一的会议室。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墙上贴着的老人微笑的照片和摆在正中的绿椅子，带来一抹亮色。

“你们知道我午饭时见了维克托·塞尔纳，他想投我们。”

“很好的消息。”达尼埃尔说。

“是的，但有条件。”格洛莉亚介绍了塞尔纳的提案。

“条件比较苛刻，但如果我们想实施之前讨论过的积极扩张战略，就用得上这笔钱，”达尼埃尔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加盟事业还比较顺利，但你永远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考虑到现在的经济环境，不好说我们能不能再找到10个加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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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担心这个，”狄亚娜观点不同，“眼下我们就有6个看起来不错的申请者，并且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总共有35次问询。人口数据很清楚：到2020年，西班牙预计将有900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而且我们还在考虑拓展到葡萄牙和墨西哥。加盟不是问题。”

“当然是这样，但将来我们很可能遇到现金流问题，”达尼埃尔答道，“目前所有加盟中心都完成了业绩目标，但我们的收入只有加盟费和招聘及培训服务费。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拿到收入分成，而且相比我们自有的中心，5%的分成比例不高。这笔投资可是300万欧。”

“还是聊一下控制权吧，”格洛莉亚说，“我不想把公司交给塞尔纳先生，但我其实已经把它送给加盟者了。今天我去了一个中心，那边的医生根本没有遵循我们的方法。只有Calidad de Vida品牌始终代表高质量和创新的医疗服务，我们的生意才能做下去。如果不能直接管理，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并实现理想的规模？咱们讨论过合并，这样就有时间来构建和提升业务。如果接受他的投资，我们不就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吗？”

“也许可以，”狄亚娜说，“但我们自己新建中心要慢得多，尤其考虑到塞尔纳先生可能会干涉——至少大家都这么说。这会改变整个组织的调性。再说，五年后你真愿意卖掉公司或上市吗？”

“外界可能是这么说的，但塞尔纳无疑是个优秀的生意人，”达尼埃尔说，“IPO有那么糟吗？到某一阶段，我不介意兑现我的股份。再者，塞尔纳的投资也会提升我们的整体性医疗方法的知名度。”

“你觉得塞尔纳会愿意让步吗，格洛莉亚？”狄亚娜问。

“感觉是要么全盘接受他的条件，要么免谈。这样吧，咱们都回家想想，这不是今天就能决定的事情。”

几小时后，格洛莉亚锁上办公室的门。朝下面看去，旗舰中心的绿色招牌闪着亮光。现在是7点半，最后一批客户应该准备回家了。她从包里抽出一张小卡片。Calidad de Vida的每名员工都有同样的卡片，上面印着公司的运营规范和四项核心价值：诚实（在交流时应清晰明确但尊重对方）、热诚（没有信念的人不属于这里）、透明（信息向每个人公开）、追求公共利益（把自己放在客户的立场上）。如果接受塞尔纳的投资，她还能坚持这些价值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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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吉娜·赫茨林格
 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Nancy R. McPherson教席教授。贝亚特丽兹·穆尼奥兹-塞卡
 是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制造、科技和运营管理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的虚构案例展示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专家解决方案。本篇案例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Vitalia Franchise”，作者为雷吉娜·赫茨林格和贝亚特丽兹·穆尼奥兹-塞卡。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格洛莉亚

应该接受天使投资吗？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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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赫特·达吉（T. Forcht Dagi）


是医学博士，就职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哈佛-麻省理工医疗科技学院，也是HLM投资合伙人。









格洛莉亚有充分的理由
 接受维克托的投资。她计划下一年在西班牙新开10家中心，最终要向国外扩张，但她的公司资金不足。现有的12家中心里，她只有1家的所有权，其余11家加盟中心只提供5%的收入分成。迄今为止寻找加盟商还不难，但由于经济环境不佳，加盟模式未来可能不够稳定。筹集资金也可能遇到困难。

维克托提出以300万欧元取得25%的股权，这样公司的总估值为1200万欧元。他草拟的合同包含了为保护少数股东而设置的典型条款：董事会席位、战略决策投票权，以及5年后退出的选项。虽然格洛莉亚的持股比例会从64%降至51%，但她仍将保持多数股东地位，而且交易完成后，她持有股份的价值将从550万欧元升至610万欧元，增幅11%。即便新中心的利润率仅稍高于加盟中心的收入分成比例，随着完全自有的中心形成网络，每个中心带来的回报也将会增长。

格洛莉亚的创业雄心让人兴奋，但在一年内建立并发展10家自有中心并非易事。对于这种速度和水平的扩张，格洛莉亚没有经验。每家中心都需要一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她需要聘用训练有素、遵循公司价值观和创新医护方法的员工。此外，为招募和保留更多客户，她还需要加强营销，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形势下。

格洛莉亚打造的品牌有赖于严格的运营标准，这要求员工的高投入度、高度定制化的整体医疗手段，以及个性化服务。公司的专有技术或许能保证品牌价值并提升规模效率，但不能解决现金流和财务制度问题。再者，在经济下行期，公司对额外投资的需求是无法忽视的。一旦格洛莉亚决定进行海外扩张，资金储备就更为重要。

维克托还能带来重要的隐性价值，包括声誉和人脉，这在欧洲较保守的地区非常受重视。格洛莉亚可能在犹豫是否要改变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但维克托丰富的商业经验可能会非常有用。引入一位条件优越的股东，也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和最终实现退出。




维克托的投资提议是天赐良机。





维克托说他不接受协商，但他提出的条件只规定了合同的框架。为持守自己的原则和使命，也作为接受天使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格洛莉亚应与维克托深入沟通，看看双方的价值观、兴趣和方法契合度有多高。她可能会发现自己担心过度，也可能找到解决实质性分歧的合理方式。

对格洛莉亚来说，维克托的投资必要、有利且易得，他是可以做全权决定的高素质投资者。这笔资金可以让格洛莉亚专注于运营和扩张，而不必费心融资。简单说，完全是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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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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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格里夫（Merle D. Griff）


是SarahCare医护中心CEO。









维克托提出的
 300万欧元投资，对格洛莉亚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但作为一个同样在寻找扩张所需投资的创业者，我建议她保持谨慎。




格洛莉亚应确保维克托认可她的现实目标。





格洛莉亚需要仔细分析维克托的投资在业务和法律层面的影响，尤其是对现有加盟中心的影响。她必须评估团队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基础条件，在保持现有运营水平的前提下实施扩张。最后，格洛莉亚还必须着眼于公司的长期财务目标，对自有和加盟中心的协作方式进行战略设计。

进入一段一开始就有明显问题的商业合作关系，是不明智的。午餐时维克托对格洛莉亚的态度表明，他习惯占主导地位。他的强势性格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在推进合作前，格洛莉亚应确保双方的现实目标和价值观能够契合。关键事项包括开设新中心的时间规划、总体业绩指标，以及业绩指标未能完成的后果等。

格洛莉亚和CFO可能会觉得，因为维克托是医生，所以他的价值体系能够契合公司的哲学。但他拒绝协商交易条款和无端规定截止期限的做法，已经违背了Calidad de Vida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透明。

例如，我们有理由推测，在查维斯医生这件事情上，维克托的做法会有所不同。维克托会赞同格洛莉亚介入医生的工作，还是本能地支持他的同行？

这个看似简单直接的天使投资提议，却引出格洛莉亚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复杂问题。格洛莉亚应征求律师、董事会和管理团队的意见，然后邀请维克托到公司来进行一次更深入的讨论。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气场可能会有所减弱。




其他潜在投资者会更契合格洛莉亚的愿景。





如果格洛莉亚发现，维克托不愿配合Calidad de Vida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制定流程和时间表，她就应该拒绝这笔交易。其他潜在投资者会更契合她的性格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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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利用有利局面

格洛莉亚拥有一家正在成长、能赚钱的公司，而且市场状况还在改善。她的局面很有利，所以如果维克托不愿妥协，她可以拒绝这项投资提议。他不是她会喜欢与之合作的那种人。


德雷克·佩尔森

Creative B’stro顾客互动总监





别找短期投资者

格洛莉亚做的事情是帮助普通人，具体来说就是老年人。这类公司不应通过各种委员会来治理，而如果她接受塞尔纳先生这种短期投资者的投资，这样的情况恰恰会出现。


安德雷斯·霍森格

Direction公司创始人、首席顾问





评估目标匹配度

格洛莉亚必须判断维克托的目标是否与她契合。奖惩手段可以激励加盟中心维持高标准，但任意而行的投资者不容易控制。一旦双方发生冲突，格洛莉亚的美梦就要变成噩梦。


詹姆斯·弗朗西斯

Realliferunway.com联合创始人







杂谈 Synthesis



地方政治是创业者的试炼场

A TOUGH LESSON IN LOCAL POLITICS

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 |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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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右上是波特兰伐木者队所有者梅里特·保尔森，在2011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媒体见面日与记者交谈。






梅里特·保尔森想在波特兰修建新的运动场，却遭到激烈抗议。本文讲述他如何学会在风口浪尖展开谈判。






2009年一个温暖的夏夜，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群示威者聚集在斯科特山社区中心外面，拿着扩音器和标语，喊着口号：“一、二、三、四，保尔森想打劫穷人！五、六、七、八，我们决不合作！”他们抗议的对象是36岁的梅里特·保尔森（Merritt Paulson），本地职棒小联盟球队波特兰海狸队（Portland Beavers）的所有者。保尔森两年前搬到这个城市，现在又想买下一支职业足球队。为了做成这笔生意，他要求市政府划拨5100万美元经费，并提议把一个附近居民很喜欢的公园改建成运动场。社区反对了几个月，终于出现了这天傍晚的抗议。保尔森的父亲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小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彼时因为金融业救助计划而备受争议。示威队伍中的一句标语是：“拒绝补贴球场给小少爷当玩具。”

纳税人是否应该补贴球队，这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政策问题。但对于这位年轻的球队创业者来说，波特兰的示威成了一项非常个人化的考验。习惯了私下交易的人被迫在公众面前跟政治家打交道，就会面临这种挑战。“我得锻炼出厚脸皮。”保尔森说。他身边的人说，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帮助他变得成熟了。“假如不经过学习和成长，他做不到的。他经历了战斗的考验，”保尔森的父亲说，“我没有给他太多建议，只提了一条：不接受批评的人做不成任何困难或重要的事情。”

梅里特·保尔森成长于芝加哥郊区，就读于汉密尔顿学院，2000年在哈佛商学院取得MBA学位，之后供职于Idealab、HBO和NBA。2005年，他开始计划要组建或买下一支球队，由家人提供资金支持。“我们认真考虑过大概十个机会。”他说。最后他看中了Triple A球队海狸队，尽管这支队伍球场老旧，观赛人数不多。他说：“在体育界，即使从收入和盈亏方面算起来这只是一笔小生意，但会对你所在的城市产生很大的影响。”

2007年，保尔森投资约1500万美元买下海狸队，并开始考虑向棒球以外的其他运动发展。2008年9月，他宣布了几项计划，打算争取在2011年将小联盟足球队波特兰伐木者队（Portland Timbers）扩张为职业足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Soccer，简称MLS）加盟队伍。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翻新现在的足球场，为此他又必须找个地方为自己的棒球队修一个小一点的球场。总成本接近8500万美元，保尔森希望其中一半以上由公共资金承担。于是他聘请游说团队，研究选址规划，并开始了解复杂得让人头痛的城市翻新资金。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波特兰市政府采取一种不同寻常的合作治理方式，市民拥有很大的权力，加上保尔森提出要求的时候正逢美国金融危机，造成了更多阻碍。保尔森像很多年轻高管一样，没有料到高调的交易会引来公众监督和批评。他在斯科特山社区中心会议上起立发言，只听到示威群众的起哄。“他是第一次遭到公开奚落和质疑，那是一段让人难受的经历。”保尔森在商学院的好友约翰·哈泽（John Haase）说。此外还有另一个困难：保尔森说，“在人生和职业生涯中，为我提供建议的最重要的来源是父亲”，但在谈判最初的几个月，他父亲忙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 bailout），无暇与他讨论波特兰政治。

保尔森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他开始把细节交给私人顾问去处理，自己学会只围绕谈话重点，避免绕进周边议题。“谈判不会像你预想的那么直接，”哈泽说，“你要面对更多的决策者，这些人都会受到选民看法的影响。这种谈判比一般商业谈判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普通商业谈判里大多数影响因素你都是有数的。”波特兰市长萨姆·亚当斯（Sam Adams）目睹了保尔森的谈判风格演变过程，“他的问题越来越尖锐，解决问题的方式变得更有创意，也更加现实，而且他变得更加沉得住气了。”

最艰难的抉择出现在2009年夏天。MLS官员给出了最终期限，保尔森还没有给棒球队找到合适的新场地，就不得不敲定足球队的球场交易。该不该把两件事情分开处理，冒着棒球队无家可归的风险尽快敲定足球场？保尔森决定，将足球队放在首位，设法把这两笔交易的财务规划分开进行。后一年，他依然未能找到新场地安排棒球队，于是以略有亏损的价格将棒球队加盟权卖给了其他投资者，买主则把棒球队迁出了波特兰。“当地人自然很生气，但也知道我们有多么努力想把球队留下来。”保尔森说。他已经知晓，接受专栏作者、网络博主和球队粉丝的批评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现在看来，当时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新的足球队开始首个赛季，门票在第一场主场比赛之前就几乎售罄（主场赛以4:2的比分获胜）。保尔森说，球队有望快速实现接近平衡的现金流。不过要想收回家人的5500万美元投资，不仅要卖出所有门票，还要大幅度提升球队身价。保尔森相信，球迷中年轻人占比大，而且年轻球迷喜欢足球比赛的快节奏，这两个因素会扭转这项运动无法赢得美国人青睐的历史。“现在MLS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他说。这一次，这位掌控者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足球获得关注后随之而来的公众监督。





波特兰的示威成了一项非常个人化的考验。习惯了私下交易的人被迫在公众面前跟政治家打交道，就会面临这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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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英国喜剧演员瑞奇·格维斯：

除了自己，我不取悦任何人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编辑






2001年，英国电视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走红时，瑞奇·格维斯（Ricky Gervais）40岁。此后，这位前学生会活动经理继续编剧、制作、导演并出演了另一部热门剧集《临时演员》（Extras），参与了几部好莱坞电影，完成了四次全场售罄的喜剧巡演，并与合作者斯蒂芬·莫昌特（Stephen Merchant）制作了一部全球下载量第一的播客剧集。他主持了2010年和2011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两次都引发争议。







HBR：
 为什么《办公室》这么成功？



格维斯：
 办公室这个情境人人都很熟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偶然相聚，希望有归属感——这些都很容易让人有共鸣。无论把它搬到英国或美国的任何地方，或者以色列，都不会改变这点。我有七年在办公室工作的经历。我一开始是前台，然后是经理助理，之后成为中层。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没有自己的追求，剧中的大卫·布伦特（David Brent）就是这类人的化身。他最大的罪过，就是把受欢迎等同于被尊重。这都让我演出来了。




你本人是哪类老板？


呃，希望我比布伦特更自知一些吧。这有点搞笑，因为我之前参加过管理培训，对那套东西很不屑。但之后我做了一些团队建设工作，发现我在不由自主地应用所学。我确实喜欢创造有趣的工作环境，也知道最重要的是坦率、公平。这样的话，也许人们会因为没捞到好处而不高兴，但怪不着你。




在创作方面你要求完全的控制权，是这样吗？


没错，我就是个法西斯。你应该来做一下艺术试试。我不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制作人、导演或演员，但我知道我想要什么。除了自己，我谁也不讨好。如果别人喜欢我的东西，棒呆了。如果不喜欢，也挺好。如果妥协，做出来的就是非常同质化的东西，它会让很多人喜欢，但不会爱。我想做的永远是能真正感动100万人的作品，而不是让1000万人随便看看的东西。

讲讲你是怎么和别人合作的。

这个，拿斯蒂芬来说，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好用，而且也好玩。但总会有妥协，这点不好。所以我们有一条黄金法则：任何点子都是一票否决制。不需要解释和证明，说不行就不行。放弃的材料当然很多，但最终做出来的东西能让我们在当时、在25年后都为之自豪。剧场方面，我有1万名合作者，包括评论家。我的戏不断在进化，只保留观众喜欢的东西。如果观众不笑，段子就不用存在了。




你为什么这么拼？


我爸是干体力活的，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50年风雨无阻，以演艺圈标准来看收入非常低。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本。丘吉尔曾说，如果找到热爱的工作，你就永远不用工作了。这正是我的感觉。我曾经很懒，没上进心，纯混日子。但现在我是个工作狂，因为我很感恩自己有现在的条件。作品让我出名，但名声不是我工作的动力。我享受的是工作的过程，而不是金钱或赞誉。不是自发想做的事，给我100万我也不会做，从来都是这样。




请你说说一次失败的经历。
 有一阵我想当明星。我以为会成功，但那不是我想做的。结果当然是惨败，那是我应得的。当然，我很高兴我那时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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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ILERS ARE

SQUANDERING THEIR

MOST POTENT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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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y fight for survival in the era of online shopping, brick-and-mortar retailers are cutting costs by slashing head counts and budgets for training. But that erodes their biggest edge over e-tailers: a live person customers can talk to face-to-face. For every dollar a retailer saves on staffing, it may be losing several dollars in revenues and gross profits if customers leave stores empty-handed because they can’t find a knowledgeable salesperson to help them.

The solution lies in optimizing staffing and training for each store, but most retailers don’t know how to do that. This article offers them a step-by-step approach. It involves analyzing historical data, conducting experiments, and assessing the results, and when applied systematically can add as much as 20% to the revenues of existing stores. Even better, if staffing increases at some stores are offset by cuts at others, and vendors fund product training, those higher sales will cost retailers little or nothing to 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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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merging-market giants such as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experiencing slowdowns, investors, entrepreneurs, and multinationals are looking elsewhere. They’ve been eyeing frontier economies such as Nigeria and Pakistan with great interest—and enormous trepidation. Can one find serious growth opportunities amid extreme poverty and a lack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The answer, the authors argue, is yes. The key lies in 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speak to unmet local needs, create local jobs, and scale up quickly. Examples include MicroEnsure, which has made insurance affordable for 56 million people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Galanz, which has brought microwave ovens to millions of Chinese consumers previously considered too poor

to buy such an appliance.

What’s more, the essentials of development can be “pulled in” by market-creating innovators—and over time, governmen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end to offer thei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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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companies looking for breakthroughs struggle to move beyond incremental ideas, because cognitive biases trap people in the status quo and prevent them from seeing big opportunities. But four tactics can help firms overcome biases and think far more creatively:


Science fiction.
 Sci-fi writers have foreseen all kinds of innovations. When Lowe’s invited some in to envision its future, it got ideas for augmented reality phones, service robots, 3-D printing,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es that boosted sales.


Analogies.
 These can help innovators make big leaps too. For instance, when Charlie Merrill applied the analogy of a supermarket to the brokerage business, he changed the industry.


First principles logic.
 Often it helps to reexamine foundational assumptions and re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That’s how Regeneron cut drug development costs 80%.


Exaptation.
 Why do we use something for one purpose and not another? Asking that question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Flex-Foot, a revolutionary prosthetic that doesn’t look anything like a foot but acts lik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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